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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荐序　行走在历史里的人

“人不是上帝造出来的，而是演化而来的。”诸如此类的话题总是在我们家的餐桌上被提及。“人从哪里来”这个问题也是，我想爸爸大概是太好奇这个问题的答案了，所以自己做研究，并写出了这本书。起初，他说想要写一本科普性质的人类起源书。我问他：“没有生物科学方面的相关专业也能写吗？”他说：“怎么不可以呢？我做历史研究，当然也能研究人类的历史。”结果，这本书真的被他写出来了，可他却来不及等到这本书正式出版的那天。

小时候，爸爸常带我去动物园，我最喜欢在大象园区驻足。他会问我：“大象好看吗？”就连家附近的小型宠物店也像是我们的小小动物园。在放学回家之前，他总会载我去宠物店看看动物再回家，那个地方有点儿类似我们的秘密基地。2019年，我一个人到日本旅游，也去上野动物园看了大猩猩。在看完这本书第一章，得知人类与黑猩猩的关系最亲近后，我曾拿着当时录下的黑猩猩影片给他看，当时他已经无法走动了。

我眼中的爸爸是一个情感细腻，却也十分理性，喜欢以科学论据来评断事情的人，不管是在研究上还是生活上，都是如此。每次我问他“爸爸，你爱我吗”，他总是会笑着说：“当然爱啦，因为你有我的DNA。”看，他就是一个如此信奉科学的人。我认为，他是真正热爱着“历史”，甚至记录着自己的历史的人。他平时热爱拍照、记录任何小事，甚至连发票和收据都会好好收藏。这些“历史”不仅包含他最专精的《唐代文官》系列，而且包含记录他在中国壮游的《杜甫的五城》、为我而写的生命成长史《男人的育婴史》，以及这一本以“人类的历史”视角去撰写的《人从哪里来》。

这本书解答了“人从哪里来”这个疑问。除此之外，爸爸曾强调，他不希望这是一本学术书，而是像我这样的普通人也能轻松读懂的科普书，因此刻意写得较为深入浅出。在他离开之前，我能陪他一起校订、讨论这本书的出版细节，这对我个人而言是非常珍贵且幸福的回忆。我也非常期待正式拿到实体书，开始阅读的那一天。

爸爸曾经告诉我，他认为书是一种永不毁灭的媒介。网络资料有可能不可见、被取代，甚至消失，但书一旦出版，就会分散在各地，即使被烧毁也不可能全部销声匿迹。因此，他一生致力于做一个写书的人，经常自豪地表示自己“靠写书养活一家人”。但愿这本书也能流传千古，也许直到人类已经灭亡、演化出下一个物种时，这本书仍然会在地球的某处存在。

这本书中也提到，人最重要的标志是“双足行走”这一特征。直到爸爸生命的最后几天，我才意识到“直立”这件事对人体的重要性。当时他已无法行走，就连下床、起身都需要花费很多时间和力气。妈妈总是在一旁叮咛他，“你要站直”。我当时就在想，如果他想着直立人的话，会不会更有力气站直呢？

虽然他已经再也无法站起来，但我相信，在另一个世界里，此时此刻的他或许正与直立人并肩而行，悠然游走在漫长的历史洪流之中。

小女儿　维维安

2022年5月18日　于台北


自序

过去十多年，我迷上了人类演化史，有系统地读完了这个领域的经典论述和最新论文。读过之后，经常在饭桌上跟小女儿谈起人类演化的种种妙事，常常讲到兴奋处，忘了吃饭。女儿从大约9岁起，一直听到18岁上大学为止。她升学后离家在外不久，我也从台湾清华大学历史研究所退休了，回到我的出生地、马来西亚最南端的边城小镇新山市，在城郊旧居退隐。

闲时无事，想起从前和女儿谈论人类演化史的快乐往事，不觉动了心念，决定写一本这样的书。用一种深入浅出的讲故事方式，用一般人看得懂的语言，讲述人类过去600万年的历史，也算是一本写给我女儿读的人类演化史吧。她在大学主修电视电影专业，非生物学或古人类学，但她当年在饭桌上就能听得懂我的“高谈阔论”，如今也能看懂我的这本书（我曾经给她看过两章初稿）。如果她能看懂，那么高中程度的读者肯定也能看懂了。

有朋友问起，这本书是学术著作吗？问得好。我原以为，大家看到这样的书名，应该就知道它不是学术著作，而是一本通俗普及类的历史书+科普书，因为学术著作不可能取这样的书名。不过，要写这种历史科普书，我要做许多研究，要读大量最新、最前沿的英文研究论文（中文的论文很少），也算是一种学术工作吧。

我的工作，类似英美科普作家的工作——先搜集专业古人类学的各种最新、最好的文献，再研读消化，最后才用通俗的讲故事方法，把最全面的人类演化史知识有系统地呈现给普通读者。我好比一个厨师，在众多科学文献中，精挑细选出最佳、最新鲜的“食材”，想办法烹煮出一道美食，呈现给饕客们。

古人类学家、古生物学家一般不愿意写这种通俗读物，因为这不是学术著作，他们重视的是在国内外知名期刊上发表论文。但是，这些专业论文往往是专家写给专家看的，充满术语和数字，内容晦涩，普通读者恐怕难以卒读。

然而，社会大众和一般读者、中学生和大学生，又很需要获得最新、最优质的人类演化史知识，以了解人类过去600万年的历史。怎样获得？其中一个办法，是上网搜寻。但网上的信息往往真真假假、零零碎碎，作者和材料来源皆不明，充满错误，如何可信？百度、维基一类的文章还好，最可怕的是，网上博客有许多“妙论”和“谬论”，天马行空，容易误导读者。在这方面，能够读英文的读者比较幸运。近年来，英美出版界出了好几本相当不错的通俗读物，有些也被翻译成中文，如利伯曼（Daniel Lieberman）的那本《人体的故事》（The Story of the Human Body）。

至于翻译品质，有好有坏。差的译本不少，译笔晦涩，常常不知所云，但即使是好的译本，也还是翻译书，难免会有一种“怪怪的翻译体”，让人读了有隔靴搔痒的感觉，不如读中文书那么亲切痛快。而且，这些英文书原本设定的读者就是英美读者，而非中国读者，经常有“欧美中心论”的倾向，不会照顾中文读者的阅读习惯，也不会涉及中国的材料，比如国内出土的那些古人类化石。

因此，我们需要一本特别为中国一般读者撰写的人类演化史的书。本书正是为了填补这一大空白而写的。我主要的立论依据，是最新的英文古人类学期刊论文（除了少数例外，书反而都有些过时）。这些论文有许多发表在顶尖的英美科学期刊上，如《科学》、《自然》和《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刊》等。书中引证的材料皆注明出处，可供好学者和有兴趣者做进一步的阅读和追踪。没兴趣者可略过，不理这些出处。全书内容兼顾可读性和一定程度的学术深度。

本书的重点是人类演化史上最关键的几个主题，尤其是人最重要的标志——双足行走及其起源和演化。书中第七章《中国人从哪里来》，更是专门为国内读者撰写的。英文书不会涉及这样的课题。同时，也特别把中国古人类学界的新发现，如2018年发表的陕西蓝田上陈遗址研究报告，纳入人类演化史（直立人走出非洲）的框架下来讨论（见第六章）。

人类演化史上有许多值得讨论的课题，例如种族和基因组（从一个人的基因组去分辨其种族）、语言的诞生和人类智慧的演化等，但本书不想写得太长，设定在200页左右，以免初学者见到三四百页的厚书望之生畏。所以本书只处理了最基本、最核心和最不可或缺的几个课题。至于其他课题，我想将来有机会，留待下一本书再来细说。

写到这里，我突然想到，如果我还在大学里教书，这本书倒很适合用作我的教科书，在通识部门开一门课。课名可取正经的“人类演化简史”之类的，或花哨一点的“我从哪里来”或“人类文明前史”。书中有不少照片，也可以制作成投影片，更方便教学，增加教学效果。这样一来，这门课就要比我从前跟小女儿在饭桌上谈论人类演化史有系统多了。

本书初稿完成后，我把书稿做成一个PDF，发给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的吴新智院士，就几个问题向他请教。吴老师在百忙之中给我提了好多意见，特别是在智人起源和形成的问题上，让我受益良多。吴老师后来又给我一封电邮说：“你为了写这一本科普书，阅读了那么多的有关文献。对诸多文献能有如此质量的理解，不简单。我很敬佩。”这让我很受鼓舞。在此要深深感谢吴老师的鼓励，让我有信心继续写完全书，不至于半途而废。

最后，我要衷心感谢台湾清华大学图书馆。在我退休后，它仍然给我保留我在职时的那个图书馆账号，让我如今远在海外依然可以上网搜索台湾清华大学图书馆十分丰富的电子期刊库，下载并阅读最新一期的《自然》和《科学》等英文电子期刊，以及中国知网所收录的中文期刊。如果没有这些庞大的电子期刊库可用，这本书是不可能写成的。

赖瑞和

2021年3月16日


第一章　人从哪里来——为什么现在的猴子不能演化成人

有一个朋友，一听我说要写一本人类演化史的书，马上就问：“达尔文不是说人是从猴子演化而来吗？但为什么现在的猴子变不出人来？”

问得好！这也是演化生物学家和古人类学家最常被问到的问题。答案其实也很简单：人可不是从猴子演化而来的。达尔文绝对没有这么说。人们常把“猴子变人”的说法胡乱套在达尔文头上，主要是为了嘲笑他的演化论。

如果将问题改为“为什么现在的黑猩猩不能演化成人”，答案也可改为：人不是从黑猩猩演化而来的，而是大约600万年前跟黑猩猩有共同的祖先。下面将细论。

不少人也常问：如果人是从猴子或黑猩猩演化而来的，那为什么现在还有猴子和黑猩猩？意思是，如果所有猴子和黑猩猩都变成人了，现在就不应当还有这两种动物。不是吗？答案是：这正好证明，人不是从猴子和黑猩猩演化而来的，所以现在当然还有猴子和黑猩猩。


一、物种如何形成



那么，人究竟是从什么生物演化而来的？在达尔文的时代，他只能推测，人应当是从一种猿类演化而来的，但没有确切的证据。一直到20年前，这个问题也没有很好的答案。不过，近年来，科研人员终于找到了最有力的铁证，它就隐藏在人体的基因组里。

最近数十年的基因组研究有了飞跃性发展。首先，1990年，美国科学家正式启动人类基因组计划（Human Genome Project），要为人类全基因组（2.5万个基因，23对染色体，30亿个碱基对）进行测序。这项工程由美、英、日、法、德和中国六个国家历经13年合作完成，预算达30亿美元。2003年，人类基因组图谱被绘制完成，它终于把人类基因组的DNA序列破解了，号称解开了生命之书的密码（见图1.1）。

接着，科学家在2005年为黑猩猩，2007年为猕猴，2011年为红毛猩猩，以及2012年为大猩猩完成了基因组测序。从此，在研究人类的演化方面，我们除了出土的人类化石外，还多了一项更精准的科学利器——基因组。


[image: ]
图1.1　2000年6月，时任美国总统克林顿在白宫宣布人类基因组草图绘制工作完成（完成图于2003年完成）。左边是该项目主持人之一文特尔（白宫照片）


所谓基因组，是指生物细胞内所有的遗传信息以DNA序列的形式存储。人类基因组是一套完整的人类（这里仅指现代智人）基因，位于23对独立的染色体里。一般所说的亲子鉴定，或警方采检犯罪嫌疑人基因，只检验人的基因组当中很小的一部分，并非整个基因组。现在，我们可以把人的整个基因组跟其他人类近亲的进行比对，从而更了解人跟其他猿猴的演化和遗传关系，比如在何时跟黑猩猩等物种分离。

最新的研究结论是，人最亲近的物种其实不是猕猴，也不是大猩猩或红毛猩猩，而是黑猩猩。同样，黑猩猩最亲近的物种，很多人会很“直观”地以为，应当是大猩猩或红毛猩猩，因为它们长得都“很像”，但其实都不是，而是人才对。人的基因组只有93%跟猕猴相同，却有将近99%跟黑猩猩相同。研究人员以一种“分子时钟”计算，这意味着人跟黑猩猩有一个共同的祖先。这个共祖在大约600万年前分裂成两个物种，一支演化为黑猩猩，一支演化为人。

但确切的分化时间仍有争议。600万年是最多学者采用的年代，也有学者说是在800万到500万年前分化。1在大约200万到150万年前，黑猩猩又分化出一个新的物种，被称为倭黑猩猩，俗名巴诺布猿。它们散居在非洲刚果河南部，现濒临绝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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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2　非洲乌干达森林内的一对黑猩猩母子正在享用野生无花果（Alain Houle/创用CC 4.0）


我们今天常在争论，气候变迁对地球会有怎样的影响。其实，在地球的历史上，气候是经常发生变化的，有周期性，有时变冷，有时变热，此乃自然现象，不足为奇，并非近年才有。在人类的演化史上，气候变迁更是起了关键作用，可以说直接催生了人这个物种。人和黑猩猩的共祖（一种猿类动物）原本住在非洲赤道边缘那些浓密的热带雨林里，栖居在大树上，靠采集树上的果子为生，很少食肉。在650万到500万年前，全球正巧发生剧烈的气候变迁，天气变得比较寒冷和干旱，降雨量减少。非洲的热带雨林因此大面积死亡、萎缩，变成开敞的疏林或热带稀树草原。2共祖的食物来源跟着锐减，使得其在森林中觅食变得越来越困难，生存受到威胁。

在如此生死关头，物种都会发挥它们最原始的本能，求变以求生。于是，人和黑猩猩共祖中的某些种群，那些生存条件最恶劣者，比如那些失去雨林保护的，就被迫走到疏林来觅食。至于那些生存条件比较好、住在雨林深处的，以及还未受到森林面积萎缩影响的种群，仍然留在原地生活。就这样，经过数十万年的演化，这两个分居两地的种群便因生态环境和食物不同等因素，慢慢演化成两个不同的物种。共祖一分为二，各走各的路。

就人类演化来说，非洲赤道地区的生态环境，大致可分为三种：雨林、疏林和热带稀树草原。雨林指那些树冠极为浓密的大森林，树木高达四五十米，阳光几乎无法从树冠穿透到地面，所以说是“封闭”的。黑猩猩至今仍住在这种浓密封闭的雨林中（见图1.3）。

疏林和雨林的区别是：疏林有树林，但树木一般没有雨林里的那么高，多在20米左右。树木之间的间隔比较大，树冠也没有那么浓密，阳光可以从树冠之间的空隙照射到地面上，所以说“比较开阔”，比如赞比亚的某些疏林（见图1.4）。

热带稀树草原是最“开阔”的一种生态环境，因为树木十分稀少，间隔最远，如非洲知名的塞伦盖蒂大草原（见图1.5）。传统论述认为，人类的祖先从雨林走出来后，就进入热带稀树草原生活。但自从乍得撒海尔人等最早期人类的化石被发现后，这种草原模式已被推翻，因为这些最早期的人类的生存环境都不是热带稀树草原，而是疏林。他们善于爬树，仍需要树林的庇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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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3　刚果的一个热带雨林（Monusco Photos/CC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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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4　赞比亚的一处疏林（Hans Hillewaert/CC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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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5　塞伦盖蒂大草原（Harvey Barrison/CC 2.0）


为什么一个物种会分裂成两个，甚至更多个？这便是物种起源的奥秘。我们的地球在大约46亿年前形成，最初没有生命。最早的生命（一种单细胞体的菌类）在大约38亿年前诞生，经过数十亿年的演化和物种形成，演化成今天自然界中数千数亿个物种（包括动植物），充满了生物多样性。它们的始祖，都可追溯到大约38亿年前的那种菌类。它们都是从一个又一个共祖中分裂出来的，就像人和黑猩猩是从一个共祖分化出来的一样。

达尔文的名作《物种起源》（见图1.6）一开头便引用他朋友的话，形容物种起源为“玄中之玄”，表示这件事神秘不可解。此书出版于1859年，是划时代的巨作，提出了影响深远的演化论。但在达尔文那个时代，除了德国出土了尼安德特人的化石之外，非洲还没有任何人类化石出土，也没有分子生物学、基因学等学科，达尔文的科学认知受到限制。他在书中其实没有解答新物种如何诞生，也没有解释为什么一个物种会分裂成两个。他只论及自然选择如何造成单一物种为应对新的生态而不断适应和演化，不能适应新环境的，便会灭绝。一直要到20世纪60年代，演化生物学家，如恩斯特·迈尔（Ernst Mayr，1904—2005，见图1.7）等人，才慢慢解开物种形成之谜。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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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6　达尔文的名作《物种起源》1859 年初版封面（公有领域图片）


迈尔1904年出生在德国，1926年取得柏林大学动物学博士学位。不久，他到巴布亚新几内亚研究鸟类，并收集鸟类标本，再到纽约的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任职，1953年成为哈佛大学演化生物学教授，直到退休。他在生物学上最有名的贡献，在于他提出的“生物种概念”（biological species concept），它常见于今天的生物学教科书：同个物种中的生物能够自然交配，并产下有生育能力的下一代，但跟其他物种有生殖隔离（reproductive isolation），即使交配，也无法产下有生育能力的后代。4迈尔的生物种概念有一些存在争议的地方。比如，它不适用于植物和那些无性繁殖的细菌等，但它在有性繁殖的动物界极为有用，没有其他概念可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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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7　演化生物学家迈尔（哈佛大学图书馆）


最有名的例子，便是马和驴。它们原本有一个共同的祖先，但已分化为两个物种。现在，在自然情况下，马和驴对彼此没有“性”趣，不会交配。没有交配，便没有“基因交流”（gene flow）。这便是所谓的“生殖隔离”。因此，马和驴是两个不同的物种。

然而，母马又可以在人为安排下和公驴交配，但生下来的骡却是杂交种，完全没有繁衍后代的能力。这也证明，马和驴终究无法完成基因交流，所以它们仍然是两个相近但不同的物种。

物种形成虽然有好几种模式，但迈尔认为，最常见的模式是“异域物种形成”（allopatric speciation）。5在数百万年前的非洲，人和黑猩猩的共同祖先一分为二，最后演化出两个不同的物种，这正是一种“异域物种形成”的现象。所谓“异域”，指同一物种的种群因某些地理因素，比如被高山或河流阻隔，或其他原因，分居在两个不同的地方，有一种“地理隔离”。分居在不同地理环境的同一物种当然无法自然交配，最后会因各自的不同演化，慢慢演化成两个物种。即使有一天，这两个物种有机会打破原先的地理隔离，又重新住在相同的地域，也不会再进行自然交配，因为它们已成了不同的物种。地理隔离表示，同一物种开始要一分为二；生殖隔离则意味着，两个物种终于形成了，不再交配。

例如，美国科罗拉多州的大峡谷和河流在大约1万年前发生变化，把原本生活在当地的一种松鼠分隔两地，使它们无法自然交配，不再有基因交流。住在峡谷北边一小块地区的松鼠，便演化成凯巴布（Kaibab）松鼠，其特征是腹部为灰黑色。留在峡谷南边的，演化成艾伯特（Albert）松鼠，其特征是腹部为白色。它们成了两个物种，不但形貌不同，基因也相异。同样，巴拿马地峡在300万年前形成以后，也把当地的海胆、鱼和虾分隔两地，使它们演化成两个不同的、最亲近的“同胞种”（sister species）。6

不过，物种形成是一个异常缓慢的过程，往往需要数十万年的时间才能完成。以人和黑猩猩的共祖来说，在距今600万年前，开始有一些共祖种群走到疏林里生活，但地理隔离和生殖隔离无法在数百年间形成，而需要更长时间。比如说，在开始分化初期，森林仍在不断萎缩，森林种群仍然会断断续续走到疏林里觅食，并且跟那些已在疏林长期定居下来的种群自然交配，进行基因交流，以至于这两个种群无法形成彻底的生殖隔离，于是也就不能演化成两个物种。

最新的基因组研究发现，人和黑猩猩不是一种速战速决的“干净”分手，而是很“缠绵”、很“拖拖拉拉”的分手，好像一对深情的恋人那样。2006年有一项研究甚至根据基因组证据来推论，说人和黑猩猩原本在约600万年前分离，并且有了生殖隔离，但又在约100万年后重新交配，最后才在540万年前分手。7当时，这项研究引发媒体的热烈炒作，甚至说“人曾经和黑猩猩交配过”。这种耸人听闻的标题当然是媒体最爱的。比较正确的说法是：“人的远祖曾经跟黑猩猩的远祖交配过。”后来有科学家对这项研究的基因组证据做了进一步的解读。8

比较保守的看法是，早期的人类祖先虽然走出了雨林，但依然可能跟黑猩猩的祖先在雨林和疏林的边界地带进行交配，时间长达“数十万年”之久，最后才因生殖隔离而分手。9分手之时，双方应当都已经历相当程度的演化，样貌和形态特征有了明显的差异。双方不再视对方为“同类”，也就不能相互吸引，进行交配，因此最后演化成两个不同的物种。


二、共祖长什么样子



我们好奇的是：人和黑猩猩的共祖长什么样子？

过去，不少学者认为，这个共祖长得像现在的黑猩猩。这是因为他们假设，黑猩猩住在雨林，生态环境和食物比较单纯，没有受到太多的演化压力，所以它们的长相和形态，从600万年前跟人类分家之后到现在，应该没有太大的改变，也就是跟共祖长得相似。然而，黑猩猩的化石至今仅有几颗牙齿出土，不像人类化石那么多。10关于它在数百万年前的长相，我们几乎全靠猜测，没有化石证据。如果有更多的黑猩猩化石出土，我们应当会发现，它们其实也跟人一样，经历过不同的身体形态特征的演化，可以分成早期黑猩猩、晚期黑猩猩等。

600万年是很长的时间，等于中国文明史5 000年经历了1 200次。黑猩猩的祖先跟人类的祖先分离之后，不可能没有经历演化。2007年，美国密歇根大学研究人员分析了人类和黑猩猩的1.4万个基因，特别是那些具有正选择（positive selection）特征的基因（那些对物种有用而被保留下来的基因突变）。研究结果发现，人类只有154个基因具有正选择特征，而黑猩猩则有233个。这说明黑猩猩跟人类一样，在过去数百万年间，也在不断演化。11共祖的长相应当不像人，也不像现在的黑猩猩。

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古人类学家蒂姆·怀特（Tim White）的一支国际研究团队，于1992—1994年在非洲埃塞俄比亚发现了一个很早期的人类化石，并称之为始祖地猿。2009年10月，经过十多年的研究，怀特团队终于在知名的《科学》期刊上发表了他们的研究结果，轰动整个古人类学界。12始祖地猿为女性，能以一种原始的步伐双足行走，其年代为距今约440万年。怀特认为，这种地猿既不像人，又不像黑猩猩，但同时带有人类和黑猩猩两者祖先的某些模样。13他的研究团队宣称，始祖地猿是人和黑猩猩分化以后，属于人类谱系的化石。在没有其他更好的化石证据之下，它或许可以让我们一窥共祖的若干样貌（见图1.8）。

虽然我们不宜把今天的黑猩猩当成共祖的替身来看待，但共祖既然属于猿类，自有猿家族的基本样貌和共同特征。比如，猿都没有尾巴（相反，猕猴等猴类不属于猿家族，它们有尾巴）。猿的身体布满了毛发。就这点而言，共祖和早期的人类必定也没有尾巴，且全身毛茸茸的，身体比例（手长脚短）和头部特征也比较像猿和现在的黑猩猩，多过于像后来演化的直立人。

经过几百万年的演化，在我们现代人的身躯上，毛发几乎已经落尽，身体比例（手短脚长）也不再像猿。我们的脸部从侧边看过去比较垂直平坦（口鼻和口吻部分没有太突出），跟我们最亲近的物种黑猩猩长相差别越来越大。虽然我们和黑猩猩的基因组有大约98.5%相同，只有约1.5%的差异，但不要小看这1.5%的差异。人的基因组有超过30亿个碱基对。1.5%的差异，等于约4 500万个碱基对的差别。这就使得黑猩猩看起来只是“有些”像人罢了，并不是“很像”，以至于我们今人都很“直觉”地把黑猩猩视为另一个物种，不可能跟它交配。这证明迈尔的生物种概念是对的——只有同个物种的种群才会自然交配。然而，我们也应当意识到，黑猩猩不但是人最亲近的一个物种，而且是“同胞种”，就像巴拿马地峡两边那些“同胞种”鱼虾一样，两者源自同一个祖先。改天你如果有机会到动物园走走，不妨到黑猩猩的笼子前看看，缅怀一下，你和这只黑猩猩曾经有共同的祖先，在非洲，600万年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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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8　古生物画家马特内斯（Matternes）根据出土化石所绘的始祖地猿（J.H.Matternes/Science/Fair Use）



三、人从古猿演化而来



前面提过，人不是从猴子或黑猩猩演化而来的。比较精确的说法是，人和黑猩猩有共同的祖先，在600万年前开始分离，最后才演化成两个不同的物种。不过，在古人类学界，还有一个比较“简化”的说法——人从猿演化而来（Humans evolved from apes）。那么，“人从猿演化而来”，跟“人从猴子或黑猩猩演化而来”，又有什么差别呢？

差别是：猴子不属于猿类。而且，我们现在所说的“猴子”，是一种现代的动物。人不可能从这种不属于猿类的现代动物演化而来。

黑猩猩属于猿类，但它跟猴子一样，是一种现代动物。人也不可能从这种现代动物演化而来。不过，600万年前，我们倒是跟这种现代动物有共同的祖先。这个600万年前的共祖，不能说是“黑猩猩”，但可以很含糊地称之为“猿”或“古猿”，因为那个共祖，肯定属于“猿”类。古人类学家有时为了省事，就说“人是从猿（或古猿）演化而来的”。

然而，在英文论述里，也有人反对这样的简化说法。他们认为：“人不是从猿演化而来的，人就是猿。”（Humans did not evolve from apes. Humans are apes.）这样的说法表面上有道理，但太过拘泥于科学分类上的意义，过于死板，恐怕不可取。没错，在科学分类法下，人属于灵长目人猿超科（Hominoidea）的一员，但“猿”（apes）不是科学分类法的用词，在一般传统和非科学用法下，“猿”并不包括人。因此，美国知名古人类学家约翰·霍克斯（John Hawks）在一篇博客文章中说，“人属于人猿超科”（Humans are hominoids），“但人不是猿”（But humans are not apes）。14关键在于：“猿”既然不是科学分类法的专有名词，那么在我们日常的认知里，此词不论在英文或中文，都不包括人在内。因此，我们不能说，“我们人就是猿”（这听起来就怪怪的），但我们可以说，“我们人属于人猿超科”（这听起来很自然）。


四、人族成员



近年来，在英文古人类学论述，甚至通俗的英文报纸杂志上，常见一个词hominin（在大约2007年之前则写成hominid）。例如，2001年，法国古人类学家布吕内发现乍得撒海尔人时，便宣称他找到了一个hominid化石。有关此词的定义，各家的说法不太一样，但目前主流的用法，是指人类谱系（human lineage）中的人族成员，和黑猩猩谱系相对。

这个泛称用途很广，可以指600万年前最早的人类祖先，也可以指后来的阿法南猿、直立人，甚至尼安德特人和智人。使用此词有许多好处。比如，当科研人员发现一个出土化石，确定它属于人类谱系，但还不肯定它属于南猿还是人属时，就可以说它是个hominin化石。奇怪的是，此词几乎不见于中文的论述。原因之一，很可能是在这类场合，中文论述一般都以最简单的“人类”一词来表达英文hominin的概念。比如，英文提到hominin fossils时，中文好像只要写成“人类化石”就可以了，无须再为hominin取个特定的中译，但这样不够精确，故本书把它译为“人族成员”，并且将在后面各章中使用。

“人类化石”和“人族成员化石”，毕竟有些差别。


第二章　人类物种问题以及古基因组和古蛋白研究

我在台湾清华大学教书时，常爱问大学生和研究生一个问题：“如果有一天有个外星人来到地球，问你是什么物种的人类，你要怎么回答？”不少同学大概从未想过自己是什么“物种”，竟答不出来。标准答案当然是——智人。

智人这个物种，以往说是大约20万年前在非洲演化而成的，但2017年《自然》科学期刊中有一篇研究报告说，在北非摩洛哥发现的一些智人化石，用最新的测年法测定，有大约30万年的历史。于是智人的历史，又可往前推10万年，15跟以往教科书上所说的不同了。人类的演化史，常常会因新发现而不断被改写，须时时留意最新的研究成果才行。

自从600万年前“缠绵”分手后，人跟黑猩猩就像一对分手后的情人那样，各自走上不同的演化道路。我们对“旧情人”黑猩猩后来的演化历程所知甚少，主要是因为它的化石出土太少了，只有几颗牙齿（见第一章）。

我们对人类跟黑猩猩分手后的演化过程倒是略有所知，主要是因为人的化石比较多一些。然而，这些人骨化石大部分都很残缺，往往只有一个头骨、一小段腿骨、一小根手指之类。欧美古人类学界有个笑话——你可以把好几个人类物种的化石装在一个鞋盒里，还放得下一双好鞋。但幸好还有少数几种化石比较完整，例如知名的阿法南猿露西（见第四章），以及非洲直立人图尔卡纳男孩（见第五章），他们对我们研究人类演化帮助很大。

出土的人骨化石，该怎样定物种，取学名，是个容易引起争论的问题。比如，我们常常听到地猿、南猿、直立人、尼安德特人等名词，好像人有许多个物种，让人眼花缭乱。本章就从物种的角度来讨论人骨化石的若干课题，以及最新的古基因组和古蛋白研究如何改写人类演化的历史。


一、物种问题



人到底有几个物种？套用一句常用的话：这要看你如何界定“物种”。你是指迈尔生物种概念下的生物种，还是指形态种概念（morphological species concept）下的化石种？如果你是指生物种，那答案是：不知道。如果你是指化石种，那答案是：大约25种。

我们可以肯定的是，目前在地球上，其他人类物种都已经灭绝，人只剩下单一物种了，那就是我们这种智人。不管是东方人（体形比较瘦小，眼睛大多为棕色，头发大多为黑色），欧美人（体形比较高大，眼睛颜色多样化，有蓝色和灰色等，且多为高鼻深目），还是非洲人（皮肤黑褐色，头发有些鬈曲），他们各有各的长相，但都属于智人，属于同一个物种。

何以证明我们今人都是同一个物种？很简单。用迈尔的生物种概念（见第一章），不管是东方人、西方人、非洲人，还是白人或黑人等，只要双方合意，看对眼，都可以互相自然交配，并生下有生育能力的后代（这点很重要）。既然彼此可以进行基因交流，没有迈尔所说的“生殖隔离”，那么我们今人就是同一个物种。

再从基因证据看，目前地球上的不同人口，如东亚人和欧洲人，其基因高达99.9%相同，只有约0.1%的微小差异。这种差异，学者称之为“人类差异”（human variation，又译为“人类变异”）。这是一门专门的学科，可以在大学开课，有教科书。16幸好人类有这样的微小差异，如果人的基因100%相同，全世界的人都长得一模一样，那就仿佛是克隆人（复制人）或机器人了，多可怕。两个人的基因完全相同，只见于同卵双胞胎，只有他们才长得完全相同。另一种双胞胎——异卵双胞胎——则长得很像，但不完全相同。

其实，这也是任何生物都会有的现象，也被称为遗传变异（genetic variation）。比如，非洲狮子是同一个物种，但研究狮子的专家会告诉你，每一头狮子长得都不太一样。人的差异，主要表现在皮肤、眼睛和头发颜色的不同，以及体形、身高、脸部特征的不同上。然而，这种差异目前还没有大到足以形成不同的物种。我们暂时不必担心。但假以时日，比如说10万年，亚洲人和欧洲人有可能会演化成不同的物种，无法自然交配，或交配后生下的孩子无法孕育下一代。

想想看，假设现今在地球上生活的70多亿人不是同一个物种，那么会产生什么后果？后果很严重。有些人会不愿意跟另一些人交往、结婚和交配。即使他们交配，也会生下没有生育能力的下一代，或有基因缺陷的畸形婴儿。不同的人类物种，是否也要组成不同的国家、政府、学校和医院？他们可能也会互相仇视、残杀。那就天下大乱了。世界各国政府恐怕也要规定，每个人在结婚之前必须进行基因筛检，以确定男女双方是同一个物种，才能给他们发放结婚证。

然而，在过去数百万年前的某些时段，我们的地球的确有过好几个物种的人类同时生活在相同地区的现象。比如，在非洲，三四百万年前，南方可能生活着非洲南猿和南猿源泉种，中部可能生活着始祖地猿。他们如果“不小心”在同一个地方碰面，可能马上会意识到，对方跟我为不同物种，最好赶紧避开，更不要说去交配了。或者，他们可能把不同物种的对方杀害，当成晚餐。

不过，非洲南猿、南猿源泉种和始祖地猿，是否为不同物种（生物种），我们其实不知道，因为目前没有任何基因证据。现在仅有的证据，是他们出土的化石。我们只能从化石的形态特征知道他们长得不太一样，是不同的化石种，但无从知道他们是否有生殖隔离，会不会自然交配。除非有一天，基因学家有本事为数百万年前的人类化石进行古基因组测序，才能确定他们有没有交配过，他们的共同祖先是谁，以及他们的演化关系是怎样的。

2013年，科研人员成功为一个约70万年前的马腿骨化石做了完整的基因组测序，震惊科学界，并厘清了马在演化史上的许多奥秘。这对人类演化的研究很有启发。2016年，科研人员从西班牙知名的“骨骼坑”洞穴一个43万年前的人族成员化石中成功取得核基因和线粒体基因（但还不是全基因组）来做分析，结果揭示他接近尼安德特人。2021年2月，瑞典科研人员又有了新的突破，在西伯利亚东部长年冻土中保存的三根猛犸象象牙中成功提取了距今超过100万年的古基因组，从而对猛犸象的演化历史有了新的认识。

由此看来，在未来几年，古基因学家有可能为100万年或更古老的人族成员化石做全基因组测序。到时候，人类身世之谜就可以被进一步揭晓了。人类演化史又将被大大改写。


二、人类的化石种



2013年11月，在南非约翰内斯堡市郊一个地下洞穴中，科研人员发现了一大批人类化石。由于洞穴的地下通道十分狭窄，体形较大的男性无法通过，因此古人类学家博格（Lee Burger）组织了一支探测队，特别在脸书和推特等社交媒体上刊登广告，面向全世界招募“身材瘦小、有考古学或古生物学背景，又有攀爬洞穴经验的女性”，最后请到了六名女性，进入洞穴取出化石。在化石被取出之前，大家纷纷猜测，这会是哪一个物种的化石：是像猿（apelike）的南猿属，还是像人（humanlike）的人属？当一个头骨碎片被取上来时，博格看了看，马上宣布这是人属。172015年，它被命名为纳莱迪人。18换句话说，它比较像人（指我们这种智人），而不像猿（指黑猩猩）。

“像人”和“像猿”是古人类学界常用的两个词，特别是在英文的论述中。这意味着，学者常常把出土化石跟今天的黑猩猩和人类相比。如果“像猿”，那么这个化石就是比较古老的物种，要放到南猿或更古老的地猿属去。如果“像人”，则放到人属。

截至本书完稿日，古人类学家在非洲和其他地方找到大约25种人类物种的化石，并且为它们一一取学名，定它们的“属”和“种”（详见附录一）。这表示人类在过去600万年曾经有过约25个物种，但他们都一一灭绝了。现在，地球上只剩下唯一物种——我们这种智人。

每当有一种新的人类化石出土，古人类学家往往喜欢宣称，他们发现了一个崭新的人类物种。媒体也趁机把它炒作成新的“缺失环节”（the missing link），以至于人的物种好像越来越多了。实情是否如此呢？人类真的有那么多个物种吗？

我们好奇的是：学者为某一出土化石取学名，定物种，用的是什么方法、什么标准？答案是：用的是形态学（morphology）和解剖学的方法。他们往往根据化石的形态和解剖学特征来做判断，而不是用基因学方法或生物种概念。

相比之下，生物学家现在要判断两种活的生物是否为同一物种时，常用基因学方法以及生物种的概念，不再以形态学上的相似度来做判断，因为样貌相似是极不可靠的。例如，美国的国鸟白头海雕（见图2.1），跟墨西哥、奥地利等国的国鸟金雕（见图2.2）长得像极了，但它们是不同的物种。

这意味着，古人类学家所说的地猿、南猿和直立人等，并不是真正的生物种，而只是化石种（fossil species），纯以化石来做物种分类，用的是一种形态学的物种概念，跟迈尔的生物种概念相对。这是不得已的办法，因为除了我们这种智人外，早期的人类都已灭绝了，目前还无从得知他们的基因组是否相同，是否曾经互相交配过，是否有生殖隔离，只能用形态学和解剖学的老方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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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1　美国的国鸟白头海雕（Andy Morffew/CC 2.0）


古人类学家根据形态上的差异，几乎把每一种新出土化石说成是一个新物种，这恐怕也跟学术界的生态有关。因为，如果你发现的化石是一个已知的、已被命名的物种，那好像不怎么样，你的学术贡献也远远不如你发现了一个新物种那么大。这就是为什么古人类学家有一个常见的倾向，那就是，他们往往过于强调化石形态上的小小差异，比如大臼齿差了几毫米，或头骨看起来比较原始，并根据这样的形态差异，把他们新发现的化石说成是一个新的人类物种，以彰显这个发现有多么重要。但这也导致人类化石种的数量越来越多。事实上，人类真正的生物种数量应当不像化石种数量那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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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2　墨西哥等国的国鸟金雕（J.Glover/Wiki Commons）


这也是为什么学者对出土人类化石的解读常常有争议。例如，2002年，乍得撒海尔人的出土研究报告刚发表时，发现者米歇尔·布吕内（Michel Brunet）认为，它属于人类谱系的人族成员。19最重要的证据是，它头骨的枕骨大洞位置偏向脑前方（黑猩猩等猿类的则偏向脑后方），这证明乍得撒海尔人能双足行走（详见第三章）。双足行走是人类最重要的标志，跟黑猩猩等巨猿以四肢指节行走有别。

然而，沃尔波夫（Milford H.Wolpoff）等反对者则认为，乍得撒海尔人只有头骨出土，下半身的骨盆、腿骨和脚骨没有被找到，还不足以完全证明它能双足行走。它的脸部特征又太“像猿”，太原始。它不应当属于人的谱系，而应当是个“猿”。20实际上，学界目前分成两派，一派叫“主合派”（lumper），另一派叫“主分派”（splitter）。主合派认为，那些看起来略有差异的化石可能并不代表两个物种，而是一个，应当尽量综合。主分派则主张，分得越细越能描述化石，但结果是人类的化石种越分越多。

2010年，尼安德特人的古基因组研究成果终于被公布了，再次凸显这个古老的物种问题。从此，尼安德特人不只是化石种，也可算是生物种了，因为他的基因组被破解了。


三、尼安德特人、丹尼索瓦人和智人



长久以来，人类演化史上的一大悬案是：智人在大约6万年前走出非洲，来到亚欧大陆时，有没有跟当时还住在亚欧大陆的尼安德特人交配过？过去数十年，这个悬案无解，因为没有证据，只有各家的猜想。

2010年，这个悬案终于被解开了，而且证据确凿。德国马普演化人类学研究所所长、古基因学家斯文特·帕玻（Svante Pääbo，见图2.3）的研究团队在当年5月的《科学》期刊上发表研究报告，揭露了尼人之谜，成功为尼人的整个古基因组测序。虽然这只是个“初稿”，21但已让世人惊讶。2014年年初，帕玻团队以在阿尔泰山脉洞穴发现的一个尼人女性脚趾骨，再为尼人做了更详细、全面的基因组测序。222017年，他们又为在克罗地亚洞穴发现的一个尼人女性遗骨做了高覆盖率的基因组测序，获得了尼人的更多基因信息。23

帕玻团队和其他科研人员把尼人的基因组跟现代人的进行比对，发现今天欧洲人、亚洲人和非洲大陆以外的其他人竟带有1%～3%的尼人基因。这就证明，尼人曾经和现代人的祖先交配过，双方有基因交流，而且产下了有生育能力的下一代，所以才能把他们的基因遗传到我们今人身上。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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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3　德国马普演化人类学研究所所长帕玻（Frank Vinken）


这意味着什么？这表示，尼人（见图2.4）跟我们今人一样，应当属于同一个物种。这令不少学者大跌眼镜。今后，我们是不是应当把尼人改列为智人的一个亚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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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4　尼人造像（美国史密森尼自然历史博物馆）

根据1957年在伊拉克沙尼达尔洞窟出土的沙尼达尔1号尼人头骨重建。他长得是不是很像现代智人？


按照迈尔的生物种概念，能够自然交配，并且能生下有生育能力的下一代，就是同一个物种。尼人曾经和我们的祖先交配过，以至于今天几乎每个智人身上都还带有尼人的基因。这不就证明双方没有生殖隔离吗？双方都有性的吸引力，可以自然交配。双方也完成了基因交流：我的基因中现在有了你，你的基因中也有了我。25你我不就是同一个物种吗？

帕玻的研究团队发现，今天非洲人的基因里没有尼人的基因。因为尼人的活动范围扩散到西亚和欧洲，在大约3万年前灭绝，但从未到过非洲，未曾和非洲的智人交配过，没有基因交流，所以今天的非洲人自然不会带有尼人的基因。

不过，这一点需要厘清，因为2020年2月，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的一支研究团队利用一种新的基因分析法发表了一项最新研究，显示非洲人其实普遍带有尼人的基因。这不是因为尼人曾经到过非洲，而是因为那些在近东等地居住的现代智人跟尼人交配后，其后代重返非洲。这些后代的后代又跟本土非洲人交配，结果便把他们身上已有的尼人基因传给了非洲人。26

帕玻团队还有一个重要的贡献。他们在西伯利亚阿尔泰山脉丹尼索瓦洞穴出土的一个小女孩手指骨中意外发现了一种新人类，其基因不同于尼人，也不同于现代人。该团队以出土洞穴的名字将她命名为丹尼索瓦人。27在东南亚及大洋洲33个族群的基因中，有部分遗传自丹尼索瓦人。28今天的藏族人也从丹尼索瓦人那里遗传到一个叫EPAS1的基因，让他们可以适应高山缺氧的生活。29这意味着，丹尼索瓦人很可能是广泛散居在整个亚洲（包括现今中国）的一个物种（更多详情，见第五小节）。

问题是：尼人、丹尼索瓦人是否跟现代人（智人）属同一个物种？帕玻本人对这问题不愿正面回答。美国《科学》期刊的记者吉本斯（Ann Gibbons）采访他时，他说：“我想，争论什么是物种，什么是次物种，都是徒劳无益的学界之事。”所以帕玻不愿把他团队发现的新人类定为新的人类物种，只称之为丹尼索瓦人，刻意不给他取个物种学名。他说：“为什么要表明立场（定物种）？这只会引发更多的争论，而又没有人可以做最后的判决。”这个做法是值得赞赏的。

然而，吉本斯采访美国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分子人类学家霍克斯时，霍克斯很明确地说：“他们互相交配过，我们就叫他们同一个物种。”30但也有一些学者认为尼人和智人不是同一个物种。31

专门研究物种形成的科因（Coyne）在博客中对这个物种问题有相当详尽的讨论，值得细读。他的结论是，他同意霍克斯的看法：尼人、丹尼索瓦人和我们现代人，都是同一个物种（智人）的成员。32或许，他们之间的差别，就像现今亚洲人和欧洲人的“人类差异”罢了，并没有大到足以形成新的物种。

尼人有不少化石在欧洲出土，从中透露出他们的体形不同于现代人，脑容量甚至比现代人还大，但他们依然可以跟现代人的祖先完成基因交流。这显示，尼人和智人原本属于同一个物种，交配时可能正处于漫长的分化过程当中，但又还没有完成分化，没有产生彻底的生殖隔离，还可以进行交配，所以还属于同一物种。


四、基因交流的结果



过去，科学家、科幻作家和历史小说家常常幻想，如果有办法让一个尼人复活，让他去跟一个现代女子交配，会产生什么样的“爱情结晶”、什么样的“怪胎”？其实，这样的“实验”早已经被做过了。早在五六万年前，在中东地区和欧洲，尼人男子就曾经跟不少智人女子交配过，智人男子也曾经跟不少尼人女子交配过。其结果是，现代智人男女都带有1%～3%的尼人基因，并没有产生什么“怪胎”。

尼人和智人交配，虽然可以产生有生育能力的后代，但最新的两项研究揭示，他们孕育的后代生育能力比较差，特别是男性。33这也显示，尼人和智人并非“完美的配偶”。双方正处于即将分化的边缘，快要走向生殖隔离了。

有一个问题是，据目前所知，尼人未曾到过东亚，何以现今的东亚人，包括中国、印度、日本和朝鲜半岛以及东南亚和大洋洲人，仍然带有约1%～3%的尼人基因？古基因学家的解释是，智人是在西亚地区和尼人交配的，但这些智人的后代又继续扩散到东亚，所以也把尼人的基因带给了东亚人。

尼人的基因遗传给现代智人，有什么影响？科研人员目前正在积极探讨这个问题，发现其影响有好有坏。好的比如“能帮助现代人较快地适应亚欧大陆较冷的环境”，坏的则如“使现代人对糖尿病、肝硬化、红斑狼疮、局限性肠炎等疾病更加敏感，而且对吸烟更容易上瘾”。34

近年来，古基因研究取得不少令人惊喜的新成果。除了发现尼人曾经和智人交配过之外，还发现丹尼索瓦人曾经跟尼人以及智人有过基因交流。在晚更新世，也就是大约10万年到3万年前，欧洲和亚洲同时存在着三大人类物种（化石种）——尼人、丹尼索瓦人和智人，且三者之间的交往和交配相当频繁。

最新的戏剧性研究发现，是在2018年8月。《自然》杂志发表了一篇报告：帕玻的研究团队成功为9万年前活在西伯利亚阿尔泰山洞的一个13岁少女的化石（见图2.5）做了完整的古基因组测序——她的身上带有约40%尼人妈妈的基因，也带有约40%丹尼索瓦人爸爸的基因。这等于说，她从父母那边各遗传到一套完整的染色体——她是尼人和丹尼索瓦人交配所生的第一代混血儿。35帕玻对采访者开玩笑说：“证据如此直接，我们几乎像是当场抓到他们正在干那个事。”英国伦敦一位人口基因学家史果伦特（Pontus Skoglund）则说，他很盼望可以见一见这个少女。“在那些基因组被测过序的人当中，她可能是最令人着迷的一个。”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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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5　西伯利亚阿尔泰山洞9万年前一个13岁少女的化石碎片，经全基因组测序，显示她的妈妈是尼安德特人，爸爸是丹尼索瓦人（Thomas Higham/Oxford）



五、夏河出土的丹尼索瓦人化石



丹尼索瓦人是个颇为神秘的物种。其出土化石极为零碎，只有一件手指骨碎片、两颗孤立牙齿和一件牙齿断块，以及丹尼索瓦人和尼安德特人的第一代混血儿骨骼碎片，且全部出土于俄罗斯西伯利亚阿尔泰山区的丹尼索瓦洞穴。我们对这个物种知道得比较详细，主要是靠零碎化石所提供的全基因组数据。这有点儿像中国的元谋人，只有两颗牙齿化石出土（但还没有全基因组数据）。

不过，2019年5月1日，英国《自然》杂志发表了一篇重要的研究报告，公布了丹尼索瓦人的半个下颌骨和两颗臼齿的化石。它们出土于青藏高原的甘肃夏河县甘加盆地白石崖溶洞，最初是在1980年被一位僧人发现的。37这半个下颌骨和臼齿，终于可以让我们一窥丹尼索瓦人的一点点样貌。一位西班牙古人类学家说，丹尼索瓦人现在有了“笑容”（见图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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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6　夏河出土的丹尼索瓦人下颌骨化石。灰色部分为缺失的另一半下颌骨的虚拟重建（兰州大学张东菊）


这项科研发现由陈发虎院士领衔的兰州大学环境考古团队以及几位西方专家合作完成，有几个重要意义。

第一，丹人的化石，从前只在俄罗斯那个丹尼索瓦洞穴出土，但如今也在青藏高原地区被发现，这显示丹人的分布范围很广，很可能散居整个东亚和东南亚，甚至大洋洲。这也表示，东亚地区当时的人口结构，远比我们目前所知的更为复杂——可能有好几个物种同时共存。从前某些在中国出土的化石，也有可能是丹人化石，但是没有经过全基因组测序或最新的古蛋白质分析，因此被“误判”为其他物种。例如，在台湾澎湖水道海域打捞到的澎湖一号（又称“澎湖原人”）下颌骨（见图2.7），“台湾第一个古老型人属”38，就有一些特征类似这个夏河下颌骨，可能也是个丹尼索瓦人的化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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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7　澎湖一号下颌骨（张钧翔/台中自然科学博物馆）


第二，这个夏河人下颌骨化石无法提取古DNA，无法做全基因组测序，但研究团队成功萃取了他牙齿中的古蛋白质来做分析，可以证实他是丹人。这是第一个通过古蛋白分析确认身份的人族成员。东亚有不少化石，可能因气候等因素无法保存古DNA，但可能还可以萃取化石中的古蛋白来做分析。这种新方法将来有望被用于确认其他不明化石的身份。

古基因方法一般只适用于50万年以内的化石。超过50万年，化石中的基因很可能就无法被解读。但古蛋白方法可分析50万年以上的牙齿化石。例如，丹麦哥本哈根大学的一支研究团队就成功利用古蛋白方法，分析了约80万年前一个先驱人的牙齿化石，从而更确定，先驱人是现代智人、尼安德特人和丹尼索瓦人共同祖先的近亲。39

第三，经铀系测年，夏河化石的年代为距今16万年前，是在青藏高原发现的最古老的人类化石。这表示丹人在16万年前已抵达青藏高原，比我们先前所知的智人在大约4万年前才抵达青藏高原提前了约12万年。丹人这么早抵达，意味着他们有许多时间去成功适应高海拔的低氧环境，并且通过交配，把这种适应能力（具体表现为一种基因突变）遗传给后来抵达青藏高原的智人。这可以解释，何以今天的藏族人普遍带有这种源自丹人的突变基因EPAS1，可以在低氧的环境中生活。


六、古人类学研究方法的日日新



丹人的发现过程及其研究方法，给我们最大的启示和感叹是，现今古人类学的研究方法真是日日新。从前研究古人类学和人类演化史，只有出土化石可用，但现在，单靠出土化石，绝对不足够。我们绝不可满足于出土化石，而不理其他。以丹人为例，这个新的人类物种最初并不是在出土化石中被发掘出来的，而是在古基因组中，被帕玻的研究团队意外发现的。2019年，夏河下颌骨的研究，又在古蛋白分析下取得了更多的研究成果。除此之外，还有没有更“新奇”的？

有，那就是基因甲基化（DNA methylation）方法。甲基化是基因化学修饰的一种形式，能够在不改变基因序列的前提下，改变遗传表现。对非专家而言，这恐怕难以理解。简单具体一点说，科研人员可以根据某一人类物种的基因甲基化模式分布图，去推算这个物种的身体解剖学特征。以丹人为例，他的出土化石非常稀少，只有一些碎骨和夏河那个下颌骨，如何重建他的脸部样貌呢？然而，丹人有全基因组数据，于是以色列希伯来大学的一支研究团队利用这个基因组的甲基化模式分布图，重建了丹人的样貌（见图2.8）。该研究团队发现，丹人的头颅比尼人或智人的更宽，他们的牙弓比较长，而且没有下巴。丹人长得也很像尼人，骨盆宽大，前额低矮，下颌突出。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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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8　用基因甲基化方法重建的丹尼索瓦人样貌（Maayan Harel，Science）


问题是，根据这个方法重建的解剖学特征有多可靠？这支以色列的团队首先做了两次试验。他们把这个方法用于两种解剖结构已知的生物——尼安德特人和黑猩猩上，准确率达到约85%。然后，他们才用它来重建丹人的解剖结构。

研究历时三年才完成。他们把研究报告投到美国知名的《细胞》（Cell）期刊。在等待审查结果期间，正好夏河那个下颌骨的研究报告被公布了。于是，他们又用这个方法去“预测”丹人的下颌骨长什么样子。最令他们兴奋的是，团队的预测跟出土的丹人下颌骨几乎完全吻合。至于中国出土的许昌人，过去已有中外学者怀疑，他很可能是丹人。于是，这个以色列团队也把同样的方法用于许昌人，显示许昌人是丹人。

这项成就开启了古人类学研究的另一个新方向。正因为它把丹人从前谜一般的样貌如此真实地呈现在世人眼前，它也被美国的《科学》期刊遴选为2019年十大科研突破第二名。


七、人类演化并非线性的



过去的教科书都喜欢把人类的演化描述成线性的。例如，最古老的是黑猩猩，它演化为南猿（在2009年以前，地猿的材料还没有发表），然后南猿演化为能人，能人再演化为直立人，直立人又演化为尼人，最后才到我们这种智人，如图2.9所示。换句话说，这是一种线性演化。

然而，现今的演化学者参考其他物种的演化历史，早已放弃了这种线性演化的模式，认为人类的演化跟其他生物的演化一样，应当是“分枝式”的，像大树的分枝一样。41按照迈尔和他学生科因的物种形成机制，一个物种如果没有走到死巷，曾经分化，一般会分裂为两个甚至更多个物种，就像人和黑猩猩，是从同一个共祖分裂出来的一样。以直立人为例，学界过去的“标准”说法是，直立人演化为智人。然而，帕玻等团队所做的古基因组研究显示，直立人很可能分裂成尼安德特人、丹尼索瓦人和智人三个人类物种。这也符合迈尔和科因的物种形成分裂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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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9　过时的线性人类演化图（Rudolph Zalinger/Wik）


换句话说，在古基因组和古蛋白研究的影响下，人类的演化历史以及各物种之间的演化（遗传）关系，变得越来越不能确定了。线性的演化图固然早已被放弃，由分枝树状图取代，后来又发展出支序系统（cladistic）图。然而，在基因组时代，这些演化图恐怕都不太可靠了。学界对各人类物种之间的演化关系，目前仍然存在种种争议。因为这些都是化石种，古基因学家还没有办法从化石中取得它们的基因材料。没有基因证据，就无法证明它们的演化关系，只能存疑。像现今的亲子鉴定，若要法院将其接受为证据，就必须有父子两人的DNA数据才行，不能光凭儿子的样貌长得像父亲，就说他们有父子关系。

目前还有另一个常见的做法，就是不再以树状图或支序分类图来呈现人的化石种的演化关系，而只按照各化石种的大致生存年代来排列其先后次序。例如，乍得撒海尔人生活在约720万到600万年前，成了最古老的人类物种，便排在第一位，以此类推。英国伦敦自然历史博物馆的那张人类家族图42，就是按照这个方法制作的。此图没有显示各化石种之间的演化关系，没有显示直立人是从南猿演化而来的，也没有显示尼人或智人是从什么人类物种演化而来的。它只列出各化石种的生存年代，然后按此年代排列人类物种。这是比较谨慎可取的做法，因为各化石种的遗传关系其实仍有许多争议，并不清楚，但它们的年代基本上还算可靠。本书附录一《人类物种一览表》，也按这个办法排列。

从这些化石的时代和形态来看，人的演化是一个从“像猿”慢慢演化为“像人”的过程。在我们这个基因组研究盛行的新时代，测序成本大幅降低，测序机器越来越快速精良，各种测序数据纷纷发表，人类演化的历史，反而变得越来越复杂了，远非过去教科书所讲的那么简单。我们需要考虑到从前被忽略的种种因素，并耐心等待更多化石和古基因组证据的出现。

为了本书接下来的讨论方便，我把至今发现的25个人类化石物种分为三大类：（一）早期人族成员，包括乍得撒海尔人（杜迈）、土根原初人（千禧人）和始祖地猿（阿尔迪）等；（二）南猿属，包括细小南猿和粗壮南猿种，特别是阿法南猿露西；（三）人属，主要以直立人为代表（特别是图尔卡纳男孩），以及尼安德特人和现代智人（见本书附录一）。

附注：

本书所用的人类物种中译，主要根据吴新智的译名，见他和徐欣合写的《探秘远古人类》（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7年5月第3次印刷），以及他发表在《人类学学报》上的专业论文。吴新智的译名和国内其他学者及报纸杂志上所取的可能略有不同。目前并无一套标准统一的译名。


第三章　最早的人族成员和双足行走——人最重要的标志

我大女儿从深圳发了几张她女儿晨钰的照片给我看。原来我这个外孙女如今10个月大了，正在学习站立起来走路。当时，我正紧张兮兮地撰写本章，日日夜夜想着人类和其他动物最不相同的、最重要的一个差别——双足行走。看了外孙女两条小腿直立的照片，我不禁在想：晨钰不正是个双足行走的智人吗？这好像是稀松平常的事。其实，从人类演化史上看，晨钰的双足行走、她的骨盆和下肢骨的形态构造，可一点都不简单，因为那是人类经过六七百万年的演化才完成的。

双足行走是人类跟黑猩猩分手后演化出来的第一项本领。于是，它就成了人最重要的标志，是个“黄金标准”，可用来分辨何者为人族成员化石，何者为猿类化石。从前的古人类学家认为，人最重要的特征是会制作工具（石器），但后来发现黑猩猩也会制作一些简单工具，这个说法便不能成立了。至于其他特征，如人有语言，人会“劳动”，等等，也都不如“人会双足行走”那样清楚明白，且可以在化石腿骨形态上得到证实。

如果要用最简单的一句话来描述人类的演化史，该怎么说？最简单的说法就是：人从最初“像猿”的阶段，一步一步演化成“像人”的样子。六七百万年前，在最早期人类的阶段，我们的祖先刚刚跟黑猩猩的祖先分手时，长得有九分像猿，慢慢学会双足行走，但走得不是太好。到了三四百万年前，在南猿属的时代，人双脚直立，走得比较好，省力，但样貌手脚等方面还是有七八分像猿。

一直要到约200万年前直立人的人属阶段，人才开始长得像人，有些“人样”了，双脚也走得几乎跟现代人一样好，终于跟猿划清了界线。如此又经过了大约180万年的演化，到了30万—20万年前，像我们这种现代智人，才终于出现在地球上，并且在过去6万年间征服了整个世界，成了地表上最聪明、最有本领的物种。


一、四种最早的人族成员



一提到最早的人族成员，许多人可能会立刻想到著名的阿法南猿露西。她是1974年在非洲埃塞俄比亚出土的，保存了相当完整的骨骼，大约40%。她也是第一位被证实能够双足行走的早期人类。正因为这点，传统教科书一提到双足行走，就以露西来做例子。于是数十年来，她在古人类学界出尽了风头，无人能比。然而，露西生活在320万年前，距离人和黑猩猩分手的600万年前，还有整整280万年。这期间发生了什么事？不知道。因为有很长一段时间，一直没有比露西更早、更完整的人类化石出土。大家也就一直以为，人类的历史只有大约320万年，以露西为起点。

幸好，从2000年开始，终于有了至少四种比露西更早的人类化石被发现或被公布，从此把露西的称霸地位推翻了。其中最古老的一种化石——乍得撒海尔人杜迈，更是把人类的历史上推到六七百万年前，几乎跟人和黑猩猩分手的时间相同。更有意义的是，这四种最古老的人族成员都显示他们能够双足行走。从此人类双足行走的历史，也从露西的320万年前上推到六七百万年前了。

学界在讨论人的双足行走时，都有一个基本假设：人和黑猩猩的共祖是四足行走的。2000年的一项研究提出进一步的证据说：人是从一个四足行走的祖先演化而来的。43因此，在人类演化历史上，人的双足行走是一个重大的演化、一个崭新的起点，值得大书特书。

（一）乍得撒海尔人（杜迈）

2001年夏天，法国古生物学家布吕内领导的探测队在非洲中部国家乍得的北部、撒哈拉大沙漠以南的地方，发现了乍得撒海尔人的化石，包括一个相当完整的头骨（见图3.1），以及一些下颌骨和牙齿等。该团队以乍得当地的语言，给他取昵称为杜迈（Toumaï），意即“生命的希望”。其发现地点如今是一片沙漠，但在杜迈生存的时代，那里是一片疏林，靠近一个大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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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1　杜迈头骨化石（Didier Descouens/创用C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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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2　杜迈重建的头像（Christoph Zollikofer）


杜迈生前住在开阔的疏林，这点跟黑猩猩的祖先住在封闭的大森林大不相同。这表示杜迈（或其祖先）曾经走出森林，来到疏林生活，跟黑猩猩分离，属于人类谱系。

杜迈化石的年代约720万到600万年前，跟近年来基因组学家所测得的人类和黑猩猩分手的时代非常接近。因此，发现者宣称，这是人类谱系最古老的化石。但要成为人类的化石，首先必须证明，杜迈能够双足行走，否则这有可能是黑猩猩或其他猿类的化石。

在杜迈之前，人类化石的出土地点，几乎都在过去号称“人类摇篮”的东非大裂谷地区。但杜迈却在非洲中部的乍得被发现，离大裂谷有大约3 000千米远，显示古人类在非洲的分布，要比以往所理解的广泛，也推翻了法国古生物学家伊夫·科庞（Yves Coppens）1994年提出的那个风行一时的“东区故事”理论：800万年前，东非大裂谷的形成，造成人类和黑猩猩分隔两地——人留在大裂谷以东，黑猩猩被分隔在大裂谷以西，各自演化，以至于形成两个物种。44杜迈被发现后，科庞在2003年宣判他的“东区故事”理论无效。

杜迈的枕骨大洞连接脊椎的地方跟现代人一样，偏向脑前方，而不像黑猩猩或其他四足行走的猿类那样，偏向脑后方。单凭这一点，足以证明杜迈可以双足直立。发现者和其他学者也根据这一点宣称杜迈是目前人类史上第一个双足行走者。45

可惜的是，杜迈头骨以下的骨骼没有被发现，所以无法判断他走路的真正姿势如何。有学者就抓住这点，认为杜迈还不能被认为是双足行走者，证据还不够。直到2018年年初，此事还有一些后续的争议风波。46不过，整体而言，学界目前主流的意见是：杜迈能够双足行走，但步伐可能很原始，不如后来的南猿那样稳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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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3　黑猩猩的枕骨大洞偏向脑后方（左），现代人的偏向脑前方（中），杜迈的也比较偏向脑前方（右）（公有领域）


（二）土根原初人（千禧人）

2001年，法国和肯尼亚的一支联合探测队宣布，他们2000年在肯尼亚土根山脉四个地点发现了十多个化石，分属至少五个人，年代约为600万年前，取名为土根原初人，昵称千禧人。出土的股骨（见图3.4）证实，千禧人在平地上能双足行走。他的肱骨（肩到肘之间的上臂骨）和弯曲的手指骨，则透露出他善于爬树。化石出土地点显示，千禧人生活在一个有树木的疏林，而非热带稀树草原。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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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4　土根原初人的股骨证实他能双足行走（美国史密森尼自然历史博物馆）


化石最初被公布时，发现者马丁·匹克福特（Martin Pickford）和瑞吉特·森努特（Brigitte Senut）宣称，千禧人不但能双足行走，而且牙齿很像人属，股骨也比露西和其他南猿更像现代人，所以千禧人才是人属的直接祖先，南猿反而是绝种的侧系。这引起学界的不少争议。几年后，发现者邀请第三方的专家来重新评估。他们测量了千禧人出土的股骨，再跟其他物种的股骨比较，证实他的确能够双足行走，但他的股骨形态不同于猿类或人属，反而最像南猿属。48

（三）始祖地猿（阿尔迪）

始祖地猿（阿尔迪）的化石（见图3.5），早在1992—1994年，就由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怀特的研究团队在埃塞俄比亚发现，但最初只有一个简报。详细的研究报告一直要到15年后，才在2009年的《科学》期刊上被公布（见图3.6）。

杜迈有头骨，千禧人有股骨和肱骨，但都没有脚骨传世，不容易重建他们行走的确切姿态。幸好，阿尔迪保存了相当多的下半身骨架，不但证实她能双足行走，而且让我们可以一窥大约440万年前人类的行走方式。49

其中最特别的一点是阿尔迪的脚趾（见图3.6和图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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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5　始祖地猿（阿尔迪）的出土骨架（Tim White/Science/Fair Use）


阿尔迪的脚趾跟现代人的很不一样，是可以转动的，好像今人的拇指一样，可以跟食指合用抓东西。这表示，她善于爬树，可以用这种灵活的脚趾来抓住树干，帮助她往上爬。50这意味着，最早期的人类走出雨林，来到疏林生活时，不一定整天在平地上活动。他们很可能花不少时间栖息在树上，特别是在晚上睡觉时，以避开野兽的攻击。善于爬树的动物，前肢（手臂）都比较长，且强壮发达，手指骨特长而弯曲（像黑猩猩的）。其后肢（腿脚）则比较短，以双足行走时，走得像猿类那样，重心不够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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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6　美国《科学》期刊的始祖地猿专题报道。注意阿尔迪的脚趾可转动（插图作者J.H.Mattern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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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7　阿尔迪的脚趾，为分叉式，像黑猩猩的脚趾，可抓紧树枝爬树（J.H.Matternes/Science）


（四）南猿湖畔种MRD

2016年2月，美国克利夫兰自然历史博物馆古人类学家塞拉西（Yohannes Haile-Selassie）领导的一支团队，在埃塞俄比亚发现了人族成员的一个头骨（见图3.8）。经过三年的研究，报告终于在2019年8月发表在《自然》杂志上，首次让世人见到380万年前的南猿湖畔种化石，比320万年前的露西还早了约60万年。51该头骨是一个成年男性的。团队以出土地点米罗多拉（Miro Dora）将他命名为MRD，暂时未有像露西那样的“俗称”。塞拉西出生在埃塞俄比亚，曾经跟随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怀特教授（阿尔迪的发现者）从事古人类学研究，并取得博士学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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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8　塞拉西手持MRD的出土化石（美国克利夫兰自然历史博物馆）


这项发现有几个重要意义。

第一，这个头骨几近完美，比露西的头骨保存得更好，十分罕见，让古人类学家可以第一次清楚看到湖畔种的头部和面部特征（见图3.9），填补了400万年前人类演化史的一大片空白。

第二，从前的论述都认为露西所属的南猿阿法种是从南猿湖畔种直接演化而来的。但塞拉西的团队证明，这两个物种曾经在该地区共存了超过10万年，所以阿法种不可能源自湖畔种。这再次显示，人类演化的历史，往往比以往学者所推论的更为复杂和多样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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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9　南猿湖畔种MRD的出土化石（美国克利夫兰自然历史博物馆）


第三，MRD生活的地点，位于一条河流和一个大湖边，附近有疏林。这再次透露，最早的人族成员离开大森林之后，并没有立刻走向热带稀树草原，而是在有水的疏林生活了数百万年之久，最后才走向草原。

然而，MRD只有头骨出土，头骨以下的骨骼还没有被找到。研究团队准备回到出土地点，继续寻找其他骨骼化石。目前科研人员也还未探讨他的双足行走能力如何。许多研究课题也还有待展开。但人族成员演化到380万年前，应当已具备相当稳健的双足行走能力，同时又善于爬树，依然住在树上，一如后来的露西。


二、双足行走的起源



双足行走是人类跟黑猩猩分手后演化出来的第一项本领。于是，它也就成了人最重要的标志，是个“黄金标准”，可用来分辨何者为人类化石，何者为猿类化石。世界上很少有动物以双足行走，比较知名的有鸟类、鸵鸟和袋鼠。在哺乳动物当中，只有人才惯常以双足行走。黑猩猩用前肢拿东西时，偶尔也会以后肢双足行走，但走得东倒西歪，像喝醉的人，只能走一小段路，不像人类那样，可以轻松流畅地走或跑上数千米。

人为什么要演化出双足行走？从前的说法是，这样可以腾出双手，使用工具或做其他事。可以站得高一点，看得远一点，看看草丛前方是否有危险。站起来可以采集到低矮枝头上的成熟果子。站着行走时，身体背部可以避免受到太多的阳光照射，降低体温。甚至有学者说，人以双足行走时，男性可以用双手捧食物送给女性，讨她们的欢心，再跟她们交换性，生下更多的后代，有演化上的优势。52

不过，研究人体的专家、哈佛大学演化生物学家利伯曼认为，以上这些都不是最重要的因素，有些也难以令人信服。他认为，人以双足行走，最关键的原因是节省能量，以便走更远的路，去寻找更多的食物。53600万年前，非洲的雨林受气候变迁的影响，大量死亡并消失时，人类的祖先被迫离开雨林，来到疏林生活，这就需要适应一系列新环境。比如，疏林里的树木都比森林里的低矮、疏落，间隔比较远。疏林里的果子也不如森林里的那么丰富和多样化。他们得寻找替代食物，比如树叶、幼枝和根茎类。在寻找新食物时，他们得从树上爬下来，到平地和草丛中觅食，又走一段路，到另一区去觅食。他们一天可能需要走数千米，才能找到足够的食物。为了节省能量，走得更远，找到更多食物，早期的人类祖先于是演化出双足行走，替代人和黑猩猩共祖可能使用的四足行走。

2007年，有三位科学家研究了黑猩猩和人类行走时所需消耗的能源，发现人类的双足行走比黑猩猩的行走方式（不论是双足行走还是四足行走）节省了约75%的能量。54能够节省如此多的能量，绝对具有生物演化上的优势。所以，那些有本领双足行走的最早期人类，将能采集到更多的食物，也将养活更多的后代，且能把他们的这种特质遗传给下一代，以至于后来的人类全都改用双足行走了。


三、双足行走的演化



过去100年来，大约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有一个所谓的“热带稀树草原假说”（Savanna hypothesis），认为人和黑猩猩分离，走出森林，就来到热带稀树草原生活，于是不得不演化出双足行走。然而，这个假说近年来受到不少质疑和挑战，主要有两点。

第一，早期人类的生活环境应当不是在热带稀树草原，而是在树木比较多的疏林。至今发现的四种最古老的人类——杜迈、千禧人、阿尔迪和南猿湖畔种MRD化石的出土地点，都在疏林，有树林，有水源。千禧人和阿尔迪也都善于爬树，过着一种半树栖、半平地的生活。这显示早期人类并非生活在热带稀树草原。

第二，热带稀树草原假说认为，双足行走是在平地上演化出来的，是为了适应平地生活才应运而生的。但有学者认为，双足行走恐怕有更悠久的历史，应当是巨猿在树上生活时就演化出来的。人的双足行走并非起源于平地，而是源自树栖生活。

2007年，英国的几位科学家远赴印度尼西亚的加里曼丹岛热带雨林，观察红毛猩猩的树栖生活，时间长达一年。红毛猩猩也是人类的近亲之一，跟人的基因差别约1.6%。科研人员发现，红毛猩猩在树上生活时，经常以后肢行走在幼枝上，并以前肢抓着头上方的树枝，伸直膝盖，立直身体，以采集树枝末端不易以其他方式采到的水果（见图3.10）。这给了科研人员一个启示，双足行走未必需要在平地上演化，其实早在树上就演化了。因此，人的双足行走并非“创新”，而是“有效利用”了人的猿家族共祖早就具备的原始本领。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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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10　在树上双足行走（Thorpe et al., 2007）


关键的区别是：黑猩猩等巨猿类虽然也会双足行走，或在树上有此能力，但它们并非“惯常”如此行走，只是偶尔为之。然而，人却是惯常以双足行走的。从600万年前跟黑猩猩分离以后，在疏林生活时，人类便不得不经常以双足行走，越走越流畅，以至于到了约200万年前的人属时代，已演化出足弓等脚部特征，可以走得更快、更稳，有别于黑猩猩偶尔为之的行走姿态。

虽然杜迈、千禧人和阿尔迪的化石上都具有明显的特征，可以证明他们能够双足行走，但这三者的双足行走方式应当还是属于比较原始的，还在演化当中，还没有走得像后来人属（如直立人）那样流畅。但可以肯定的是，这些最早的人族成员双足行走的方式，已经跟黑猩猩那种“弯膝扭臀”的姿势很不一样，比较稳健，属于一种“过渡”形式的双足行走，介于黑猩猩和现代人之间。56


四、早期人族成员的食物和双足行走



早期人族成员的生活环境都是疏林，远离了浓密封闭的热带雨林，也就是共祖的原居地。这表示，他们无法再享有森林内常年都有的果子，如野生的无花果和棕榈果。虽然疏林里也有果子，但比较稀少，有季节性。最早期人类需要走更多的路，才能吃到果子和其他补充食物。这也是促使他们演化出双足行走的一大原因。

可惜，杜迈的牙齿过于腐坏，目前还无法进行碳同位素研究，无从得知他吃些什么。不过，从他栖息的环境，再参照其他早期人类的数据，可以推测他主要吃植物，包括叶子、果子、种子、根茎、坚果，偶尔吃昆虫。

千禧人的臼齿圆、犬齿小，专家据此推论，他主要以吃植物为生，包括叶子、果子、种子、根茎、坚果，偶尔也吃昆虫。

至于阿尔迪，我们对她的环境和食物知道得最多。科研人员从阿尔迪出土的地点周边找到15万件动植物化石，进而推论她“住在一个疏林里，攀爬朴树、无花果树和棕榈树，跟猴子、羚羊和孔雀共存。她的头上有野鸽和鹦鹉飞翔。这些生物都喜欢疏林，而不是开放的草原”。专家根据阿尔迪的牙齿，认为她比黑猩猩“更杂食”。她除了吃果子、坚果和地下根茎类食物，偶尔也吃昆虫、小型哺乳动物或鸟蛋。阿尔迪的牙齿的碳同位素研究显示，她大多数时候吃的植物来自疏林，而不是热带稀树草原。虽然她可能也吃无花果或其他果子，但没有像今天的黑猩猩那样吃那么多果子。57


五、采集者，非狩猎者



数百万年前，黑猩猩的祖先如果有机会在森林和疏林交界处碰见最早期的人族成员（或他们的后代），见到他们惯常以双足行走，姿势很怪异，一定会吓一跳，马上意识到这三者跟自己是完全不同的物种，因而快速闪开。

杜迈和千禧人，隔了约100万年。杜迈和阿尔迪，隔了约260万年。然而，在这260万年之间，人类的演化速度非常缓慢，没有太大的变化。以双足行走、栖息环境和食物来说，这些早期人族成员看起来大同小异——住在疏林，过着半树栖、半平地的生活，刚演化出双足行走，每天走更远的路，寻找食物，但大多为疏林植物类，偶尔才有肉食。

他们这时只能说是采集者，还不能说是狩猎者。狩猎需要快速奔跑。杜迈、千禧人和阿尔迪看来只能慢步行走，不能快速奔跑。人类还需要继续演化好几百万年，到了约200万年前的人属阶段，才能演化出直立人那种修长的腿、修长的身躯和比较短的手臂，才能跑得快，跑得持久，才能成为有效的狩猎者。


第四章　南猿——像猿多过于像人

数十年前，我第一次在人类演化史的著作中见到“南猿”（或“南方古猿”）这个词，觉得好奇怪。如果南猿属于猿类，那它又怎么会被放在人类演化史中来论述？如果南猿属于早期人类，那它怎么又会是“猿”？相信许多人也有类似的疑惑。希望读完本章后，大家会有比较清晰的认识。


一、史上最有名的南猿——露西



人类演化到三四百万年前时，非洲大地上出现了一种新的人族成员——南猿属。南猿属下约有10个物种，但最有名的、最为大家熟悉的，莫过于阿法南猿了。史上最有名的阿法南猿，无疑是那位出尽风头的露西（见图4.1），她活在约320万年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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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1　露西的遗骨化石（左）及重建（右）（Wikimedia Commons-Smithsonian）


露西是1974年在非洲东部的埃塞俄比亚阿法地区，被美国古人类学家约翰森（Donald Johansson）发现的。在她被发现的那个晚上，约翰森的团队狂欢饮酒庆祝，不断播放英国披头士乐队1967年的流行歌曲《露西在缀满钻石的天空中》，于是把新发现的化石昵称为“露西”。她发现的地点，离南非约有5 000千米之遥，并不在非洲南方。那为什么她会被称为“南猿”呢？

原来，南猿这个属，是1925年由南非解剖学家雷蒙德·达特（Raymond Dart）所命名的。当时，南非塔翁（Taung）的一个矿坑发现了化石，经达特鉴定为古人族成员，为他取学名南猿非洲种（Australopithecus aficanus），昵称“塔翁幼儿”。Austral-源自拉丁文，意思是“南方”，如澳大利亚位于地球南方，英文就称之为Australia，意为“南方之地”。Pithecus源出希腊文，意思是猿，并没有“古”意。中文教科书常译为“南方古猿”，不够精确，有“过度翻译”之嫌。为了正名，本书决定用“南猿”一词。因为达特的这个命名，从此凡是形态类似塔翁幼儿的人类化石，都被归入南猿属。南猿的分布很广，从东非、中非乍得到南非都曾出土过化石。南猿不一定住在南方。

从南猿属这个命名可知，古人类学家都把露西这类南猿看成是“比较像猿的人类”。从人类演化史上看，这是正确的。为什么说露西是“人”？因为她会双足行走，已经跟黑猩猩那个谱系分离了。她属于人类谱系，属于人族成员，符合“人”最重要的一条定义。但为什么又说她是“猿”呢？因为除了双足行走外，她的头骨、脸部和肢体各方面仍长得像猿，仍在演化中，还没有演化成我们这种现代智“人”的样子。

和黑猩猩在600万年前分手之后，人最主要的演化在于双足行走，以便更有效率地在非洲疏林的生态环境中寻找食物，寻求生存。然而，双足行走并非在一夕之间可以完成，而是一个漫长的、渐进式的演化过程，牵涉骨盆和上下肢骨骼的分段式演化，需要数百万年的时间才能完成。58比起最早期600万年前的人类祖先（如杜迈），露西晚了约280万年，但她的双足行走依然在演化当中，还没有完成。

如果说今天我们智人的双足行走已演化完成，到了最完美的境地，可得100分，那么从600万到440万年前，最早期的三种人类祖先（杜迈、千禧人和阿尔迪）的双足行走方式受限于身体结构，走得缓慢而原始，恐怕只能打50分左右。到了三四百万年前的南猿阶段，露西已走得比较好，比最早期的人类省力，但又不如现代人那样好，且步伐短，走得不够快，可以打75分左右。一直要到人属直立人的阶段（约200万年前起），人类才可以说达到了真正完善的双足行走，甚至可以奔跑，可打90分以上的高分。

正因为双足行走在人类演化史上如此重要，露西最初被发现时，研究团队的第一急务，就是评估她是否能双足行走。他们研究了她的骨盆和下肢骨等，结论是露西的这些骨骼比较像人，不像黑猩猩的，她毫无疑问可以双足行走。研究团队便根据这点以及她骨骼的其他形态特征，把她归类于人类谱系的南猿属。59


二、人类在树上生活了大约400万年



最早期的人类祖先有一个特征——他们不但能双足行走，而且很善于爬树，喜欢过着半平地、半树栖的生活。晚上，他们睡在树上，就像今天的黑猩猩和其他猿类一样。到了白天，他们很可能有许多时候仍栖息在树上，以逃避其他猎食者的攻击，或在树上采集果子。只有在必要时，他们才爬下树，走到地面上觅食，或走到另一区域的树林里觅食或休息。

最有力的证据，就是阿尔迪那个分叉式的、像拇指般对生的脚趾。黑猩猩和其他巨猿都有这样的脚趾，非常适合爬树，可抓紧树枝，姑且称之为“爬树专用的脚趾”。阿尔迪生活在440万年前。在他之前的杜迈和千禧人，应当都有这种脚趾。在阿尔迪之后的73万年，这种脚趾又出现在367万年前的普罗米修斯南猿60的右脚上（见图4.2），比露西早了约47万年，显示比露西稍早的人类祖先，很可能都有这样的脚趾，仰赖树栖生活。2005年，科研人员在埃塞俄比亚找到8个脚骨化石，其右脚趾也正是这种爬树专用的，年代为340万年前。61这表明，人类在阿尔迪之后的100万年还在爬树，过着树栖生活。

那么，活在320万年前的露西，有没有这种“爬树专用的脚趾”？很可惜，露西出土的骨骼虽然有40%是完整的，但缺少脚骨。我们不知道她的脚趾长什么样子。


[image: ]
图4.2　普罗米修斯南猿脚上的分叉式脚趾（Ronald Clarke）


然而，2016的一项最新研究揭露，露西的上臂骨骼非常强壮，跟黑猩猩一样，显示她经常爬树，有许多时间待在树上，才能形成那样厚壮的上臂骨。至于她的下肢骨骼，证明她能双足行走，但走路姿势和现代人略有差别，重心侧向一边，应当走得比现代人吃力，需要消耗更多的能量。62

因此，古人类学家推论，露西这一类的南猿应该还是有许多时间栖息在树上，特别是在晚上。一直要到200万年前，人类进入人属的时代，他们才完全脱离树栖，走出疏林，走向热带稀树草原，过平地生活。从600万年前和黑猩猩分手算起，到200万年前走出疏林，人类的祖先在树上生活了大约400万年。

露西是怎样死的？2016年发表的一项研究认为，露西可能是从高树上摔下跌死的。美国得州大学奥斯汀分校的一个研究团队重新为她的骨骼做了高清CT（计算机断层扫描术），发现她有多处骨折，像是从高树上摔下所造成的，进而推论她是跌死的（见图4.3）。63她从树上摔下跌死，也间接证明她有许多时间是树栖的。不过，露西的发现者约翰森以及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古人类学家怀特在接受英国《卫报》采访时，都不同意这项研究结论，他们认为化石中的骨折很常见，可能有种种成因，未必是因为从高树上摔下的。64


[image: ]
图4.3　露西可能是从树上摔下跌死的（John Kappelman）


2008年在南非出土的南猿源泉种，脚骨相当完整，但没有那种分叉式的脚趾。然而，他的手臂比腿长，手骨长且略微弯曲，显示他仍在爬树。65

这个案例意味着，南猿即使没有分叉式脚趾，也善于爬树，但爬树本领和树栖时间可能有程度上的差别。

第一，如果有分叉式脚趾，表示他大部分时间都在树上，只有在必要时才爬下树到地面上活动。这种脚趾也表示，他若在平地上双足行走，可能比较吃力，比较消耗能量，走不远。

第二，如果分叉式脚趾已退化并消失，表示他在树上的时间越来越少。比如说，可能只有在晚上才爬到树上睡觉，其他时间在平地上活动。脚趾的退化，也使得他在地面上的双足行走更省力，走得更顺畅。

双足行走常常被形容为人类演化过程中的一大成就，但这也导致我们今人不善于爬树了。我们是否怀念从前树栖的日子呢？想想看，在远古的非洲大地上，即使我们的祖先学会了以双足行走以后，他们仍然能够敏捷地爬到树上，长达数百万年之久。66


三、366万年前的脚印



366万年前的某一天，在非洲坦桑尼亚的莱托里，一座火山喷发，喷出大量火山灰。接着，下了一场雨，把地面上的火山灰融化成水泥一样的泥地。有一男一女，带着一个小孩，不知何故走过这片泥地，留下了约70个脚印，整段长度约27米。脚印晒干之后，火山再次喷发，火山灰把脚印覆盖了约20厘米，从此在地下沉睡了数百万年之久（见图4.4）。

一直到366万年后的1976年，古生物学家玛丽·利基（Mary Leakey）无意中发现了这些脚印，并且在1978年把它们全部发掘清理，制作成模型，然后就地掩埋。这便是人类演化史上赫赫有名的“莱托里脚印”。它毫无疑问地证明，366万年前留下这些脚印的古人族成员（极有可能是阿法南猿），已经能够双足行走，而且有脚印为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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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4　约366万年前的莱托里脚印（John Hawks/CC）


莱托里脚印有三点很值得注意。第一，脚印上的脚趾和现代人一样，是跟另四个脚趾并排，不可扭转，不像最早期人类阿尔迪的脚趾那样长，且可跟其他四个脚趾分叉，可扭转，可抓紧树枝，非常适合爬树。然而，这并不表示，南猿已不再爬树，不再过树栖生活。这只能说，莱托里脚印的主人，可能没有像其他更早期的人类那样依赖树木的庇护。人类要到人属直立人的阶段，才告别树栖。

第二，脚印的中部显示其主人有足弓。这表示，他跟现代人一样，每走一步，最先是以脚跟着地，再以中间的足弓和脚趾向前推，往前踏进一步。

第三，莱托里脚印每步之间的距离比较短，显示南猿的腿仍跟黑猩猩的一样短，不像现代人的腿那样修长。

换句话说，南猿不但可以双足行走，而且步伐像现代人，但又不完全相同。他的腿短，表示他的步伐短，走不快，恐怕无法像现代人那样，以修长的腿来持续长跑。

莱托里脚印被发现后，过去30多年来发表的论文超过50篇，但最详细且最有新意的，是2016年由德国马普演化人类学研究所哈达拉（Kelvin Hatala）及其团队发表的。67他们以实验的方式，把莱托里脚印跟现代人及黑猩猩的脚印相比，得出的结论是：这三者在形态上并不相同。莱托里人双足行走时，其脚跟落地时，肢体姿势很可能比较弯曲，跟现代人伸直膝盖的方式有微小的差别，但意义重大。这显示，在过去366万年间，人类双足行走的演化有过一些重要的变化。双足行走可以有好几种不同的走法，并无一套统一的标准。不同的南猿种可能会演化出稍微不同的肢体结构，于是产生稍微不同的步伐。

2015年，人们在莱托里地区又发现了一批新的脚印——两个人走过一片火山灰泥地所留下的脚印，年代同样为366万年前。68但这次研究人员的重点发现是，这些脚印证明，南猿的男女身体大小有显著的差异（男人比女人大很多，类似雄性大猩猩的身体比雌性大猩猩的大很多）。


四、南猿像牛羚般吃草



南猿分两大类：细小南猿和粗壮南猿。两者的特征是：他们的牙齿，特别是臼齿，都大过现代人的，也大过最早期的人类的。所谓粗壮南猿和细小南猿，差别主要在于，粗壮南猿的牙齿、颌部和脸部比细小南猿的大。因为牙齿大，他们的颌骨和颊骨也跟着变大了。

古人类学家根据南猿的大牙，推测他们的食物不同于最早期的人类。以阿尔迪为例，她的臼齿、门牙和犬牙，都没有像南猿的那样粗大，显示她吃的是比较软的果子、嫩叶和幼枝等。到了南猿时代，非洲的气候变得更干旱，雨量减少，雨林进一步萎缩，疏林和热带稀树草原越来越广泛地出现，疏林的果子越来越少，南猿不得不改吃其他食物。

20世纪七八十年代，古人类学家只能根据南猿出土的牙齿形态和磨损迹象，推测他们的食物越来越粗糙、多纤维，且多吃坚果类的硬物，需要更大的臼齿来研磨。但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科学家发现，可以从牙齿的牙釉质中钻取一小部分样本，做碳同位素化验，从而知道牙齿的主人吃哪一类食物。但出土的人类化石都很珍贵。收藏牙齿化石的博物馆都不愿意让科学家用钻子钻取牙齿化石的样本，以免破坏化石。直到2010年左右，钻取技术有所改进，只需钻取极少量的样本，就可以做碳同位素分析，于是肯尼亚和刚果的几个博物馆才终于同意让美国的一个研究团队钻取了100多颗牙齿化石的样本。研究结果被分成四篇论文，发表在2013年6月《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刊》69上，外加一篇评论70。

这些研究证实了古人类学家从前的猜测，即南猿属于杂食类，食物种类多样化，主要分为两种：C3和C4植物。所谓C3植物，指来自树木、矮丛林、灌木林的食物，如树叶、果子、幼枝等，也就是那些生长在疏林中的植物。这些植物在光合作用过程中，使用了所谓C3途径的光合法，在生物学上被称为C3植物。

C4植物指草本以及一些禾本植物，如玉黍蜀、甘蔗、高粱等，多生长在炎热地区，如热带稀树草原上，以C4途径进行光合作用，所以被称为C4植物。非洲大地原本被雨林覆盖着，在六七百万年前的气候变迁中变得干燥，雨量减少后，雨林慢慢萎缩，转变成热带稀树草原，于是也产生了C4植物，以及一批靠C4植物生存的食草动物，如牛羚和斑马等。

人类的近亲黑猩猩住在雨林里，食物几乎全属C3型。但2013年的这四项研究发现，南猿的食物越来越倾向于C4类，只有南猿属中最古老的湖畔种（420万—390万年前）很少吃C4食物。跟他时代接近的阿尔迪（440万年前）和现代黑猩猩一样，主要依赖C3食物，即使栖居地附近有C4食物，他们也不吃。

然而，肯尼亚扁脸种（350万—320万年前）、南猿埃塞俄比亚种（270万—230万年前），以及阿法南猿（390万—300万年前），都吃相当大量的C4食物。其中有四个阿法南猿个体，吃了超过50%的C4食物。南猿鲍氏种（230万—130万年前）吃的食物，甚至高达75%来自C4食物。整个看来，生存时代越晚的南猿，所吃的C4食物就越多。但2008年在南非发现的南猿源泉种，却又不吃C4食物，跟现代黑猩猩一样，专吃C3食物，这可能跟当地的生态环境有关。

这些牙齿研究结果有何意义？

第一，这显示，南猿的生活场域，介于疏林和热带稀树草原之间。他们除了在疏林里活动，也常在热带稀树草原上觅食。草原上的C4植物，或吃了这些C4植物的草原角蹄类动物（如斑马）的尸体和骨髓等，也成了南猿的食物来源之一。

第二，南猿和后来的早期人属懂得食用C4食物，跟人类最亲近的黑猩猩只吃C3食物截然不同，显示人类发展出新的演化求生本领，扩大了食物种类，才能在当时非洲天气干燥的新生态环境中生存，持续繁衍，否则就会灭绝。

第三，早期的人属物种，如能人的食物，更多为C4型，高达65%，显示人属更常在热带稀树草原上活动，甚至脱离了疏林和树栖，完全过着平地上的双足行走生活。

第四，这意味着，在南猿属的时代，我们人类的祖先曾经像斑马和牛羚那样，在草原上靠吃“草”为生。难怪南猿会演化出那么粗大的臼齿和脸颊，因为吃“草”的动物必须有粗大的臼齿和粗厚的牙釉质，才能把草本食物的粗纤维磨碎。我们今人的臼齿，仍保存着这个演化痕迹。

第五，这些研究结果又激活了那个著名的热带稀树草原假说（人的双足行走，是在草原上演化的）。2000年到2009年左右，因为三种最早期人类的化石（杜迈、千禧人和阿尔迪）都是在疏林里被发现的，且在疏林里演化出双足行走，并非在热带稀树草原，以至于草原假说受到了质疑和挑战。现在，科学家发现南猿及其后的人族成员，又的确依赖草原上的C4植物生存，这个草原假说近年来又重新受到重视了。71

这个草原假说或可被修正为：在最初的数百万年前，人类的祖先栖息在疏林里，在疏林里演化，主要吃疏林里的C3食物，但从大约200万年前起，他们转移到热带稀树草原上生活，以C4食物为生，并继续在草原上完成双足行走的演化。


五、南猿的肉食和石器的发明



C3食物和C4食物主要为植物，但也可以包括肉类。比如，在草原上吃C4草本植物的牛羚如果死了，尸肉被南猿吃了，则南猿牙齿中的牙釉质也会累积C4植物的证据。但牙齿的碳同位素研究无法分辨C4食物是植物还是动物。我们无法精确知道，南猿究竟吃了多少比重的植物或动物。

科研人员一般根据黑猩猩的食物大多为植物，偶尔才吃鸟蛋、白蚁、猴子和其他小型哺乳动物，进而推论南猿的食物应当也以植物为主，偶尔才有肉。南猿跟最早期的人类祖先一样，还停留在采集的阶段，没有足够的条件去狩猎，但南猿跟秃鹰和野狐一样，会“捡尸”——捡食草原上狮子和老虎猎杀吃饱后残留下来的牛羚或羚羊等动物的尸肉和骨髓。

要充分享用这些肉类，南猿得有某种尖锐的切割和敲击石器才行。但人类是在什么时候发明石器的？传统教科书说是在260万年前，在东非埃塞俄比亚奥杜威峡谷所发现的奥杜威第一模式石器，据说是由能人制作的。72那时，非洲东部的阿法南猿和大部分其他南猿种都已经灭绝了。这是否意味着，人类要到约260万年前，石器被发明之后，才能享受到比较多的肉食？

答案应当是否定的。事实上，在奥杜威型石器被发明之前，人类应当就懂得制作木器，比如用树枝来做成丢掷器或挖掘工具；用断裂的尖锐枝干做成切割器，这恐怕比石器更容易制作，且更轻便好用。今天的黑猩猩也懂得制作一些简单的木器工具，比如用适当的小树枝伸入白蚁的洞穴，勾取白蚁来吃。只可惜，木器很容易腐朽，无法像石器那样可以被长久保存在出土遗址现场，常为学者所忽略。由此推论，南猿甚至更早期的人类，应当都曾经制作过这类木器，用来切割肉食，或用来挖掘地下根茎类食物等。

2010年发表的一项研究，终于揭露了阿法南猿早在339万年前，就在埃塞俄比亚迪基卡地区使用石器来享用肉类，比奥杜威型石器的发明早了约80万年。73在这项研究中，科研人员其实并没有真正找到这么早的石器，而是发现了一批342万—324万年前的动物骨头，上面有用石器来刮削取肉的痕迹，以及用石器敲击骨头以取出骨髓的裂痕，从而推论那时的阿法南猿已发明石器。

这项2010年发表的研究，因为没有真正找到出土的石器，只发现石器刮削和敲击骨头的痕迹，证据稍嫌不足。不过，到2015年，美国纽约州立大学石溪分校的一个研究团队终于在肯尼亚图尔卡纳地区，找到330万年前的一个石器制作遗址。从出土的石器看来，当时的南猿已掌握了石器制作的敲击和修饰原理。这足以证明人类早在南猿时代的330万年前，就发明了石器，不必等到260万年前的能人时代。鉴于这项发现的重要性，科研人员称之为洛姆奎型（Lomekwian）石器（见图4.5），它比奥杜威石器早了约70万年。74


[image: ]
图4.5　330万年前的洛姆奎型石器（Sonia Harmand）



六、仍然像猿多过于像人



如果你今天在操场上见到露西这一类的南猿走过来，一定会吓一跳，不会认为她是人，反而觉得她更像是猿。露西唯一像人的一点，就是她会双足行走，走得还算流畅，比黑猩猩偶尔的双足行走好太多了。也正因为露西可以双足行走，所以古人类学家才把她划归到人类谱系，把她视为人类的祖先，而不把她放在黑猩猩的谱系。

然而，除了双足行走这点外，露西在许多方面的确还很像猿。

第一，露西这种南猿的身高，女性约为105厘米，男性约为151厘米。体重则是女性29千克，男性42千克。在现代人看来，都偏矮偏小了一些，有点像发育不良。但这是最早的人族成员和南猿的典型体形。人一直要到200万前的人属阶段，身高和体重才有所增加，接近现代人的样子（见图4.6）。

第二，露西全身都是毛发，加上她的身材矮小，整个看起来更像是猿。人的毛发要到人属阶段，才开始脱落消失。

第三，露西的脑容量很小，只有约500立方厘米，跟现代人约1 500立方厘米的脑容量比起来，只有约三分之一。人的脑容量，也是要到人属阶段才开始增大。

第四，露西的脸部，鼻子是塌陷的，口吻部非常突出，这些都很像是猿类的，不像现代人挺起的鼻子和平坦的脸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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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6　与直立人图尔卡纳男孩（左）相比，露西（右）在身高、体形、脑容量各方面都小一号（Nature Education）


第五，露西的肋骨架还是锥形，像猿类，不像现代人的圆桶形（见图4.7）。这种肋骨架表示露西的肠道大，因为她跟猿类一样，主要吃植物，需要大的肠道来消化。到了人属阶段，人的主要食物多了肉类，肠道变小（见第五章），肋骨架也演化为比较小的圆桶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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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7　黑猩猩的肋骨架为锥形（左），直立人为圆桶形（中）。露西的也是锥形，且比直立人的大而突出（右）（Aiello ＆ Wheeler，1995/Current Anthropology）


第六，露西的手比脚长，跟猿的身体比例类似。到了人属阶段，人的手臂变短，因为不必再爬树了；下肢变长，为的是走得更流畅，跑得更快。

换句话说，人在南猿属的阶段，仍然有七八分像猿，需要继续演化，才能在人属的阶段慢慢长得越来越像我们这种现代人。所以，你若在现代操场上见到露西，会认为她是猿，这一点儿也不奇怪。但露西可是个具有“人类潜能”的猿，因为她已经学会了双足行走。只要再给她一点时间，约100万年，她的毛发就会落尽，头脑变大，手臂变短，下肢变长，身形变大，脸部变平，那时她长得就比较像我们今人了，你就不会再误以为她是猿了。


第五章　人属——终于有些人样了

台湾许多大学若在中午举办演讲或研讨会之类的活动，一般会提供免费便当给与会者，而且有荤素之分。我从前在台湾清华大学教书时，就常常接到研究助理打来的电话：“老师，您中午要吃荤还是吃素？我们要统计人数。”200万年前，如果你去问人属直立人这个问题，你猜他会怎么说？当然，人类那时不但没有文字，而且不会说话，只能像黑猩猩那样嚎叫，无法沟通。其实，直立人是很杂食的物种，有什么吃什么，荤素都可。不过，如果有一天直立人幸运地捡到一头大象的尸体，他们一定不要吃素，而要吃荤，因为他们的身体需要更多热量。


一、人属的最佳代表



南猿以后，人类演化来到了人属（genus Homo）的时代。人属的起点，传统教科书一般说是约230万年前，证据是德国探测队在马拉维发现的一个上颌骨（见图5.1）。但2013年，美国亚利桑那州立大学的一个团队在埃塞俄比亚雷地卡拉鲁，发现了一个下颌骨和牙齿（见图5.2）。这些牙齿比南猿的小许多，接近后来人属的，年代为280万年前。研究团队认为这才是最早的人属成员，于是又把人属的起点往前推了50万年。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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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1　在非洲马拉维发现的上颌骨，年代约为230万年前（Gerbil/创用CC 3.0）图5.2　在埃塞俄比亚雷地卡拉鲁发现的一个下颌骨和牙齿，年代为280万年前。（A）内侧面（B）侧视面（C）咬合面（D）底部（E）咬合面牙齿放大图（Brian Villmoa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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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期人属一般说是有三个物种：能人、鲁道夫人和直立人（直立人在非洲又别称为匠人Homo ergaster，但此词近年来已几乎不用）。能人和鲁道夫人的形态特征，像南猿多过于像后来的人属，所以知名古人类学家伯纳德·伍德（Bernard Wood）有一篇很有名的论文，广为学界引用，他认为能人和鲁道夫人不应当被归入人属，而应当算是南猿。76而且，这两者的化石太少、太残缺，论证不易，许多地方要靠推测。目前学界讨论早期人属时，主要以直立人为例，特别是约160万年前的图尔卡纳男孩，又称那里欧科多摩（Nariokotome）男孩（见图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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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3　图尔卡纳男孩，又称那里欧科多摩男孩的骨骼，年代约为160万年前（美国史密森尼自然历史博物馆）


1984年，他的化石在肯尼亚图尔卡纳湖附近的那里欧科多摩地区，被理查德·利基（Richard Leakey）的团队发现。他的出土骨骼比露西的更完整，是直立人最知名的标本。他死时12～13岁（一说8岁），但身高已达160厘米，体重约60千克，比露西高大。77露西死时，也大约是12岁，但身高只有110厘米，体重约29千克。这一对男女，男的是直立人的最佳代表，样貌接近现代人，女的是阿法南猿的最佳样本，样貌接近猿。两人在时间上相隔了160万年，正好可以拿来相互比较，可看出人类身体在这一期间的演化历史。


二、肉食革命和昂贵器官假说



今天，吃素还是吃荤，一般只是宗教或个人养生的课题，小事一件，无关紧要。但200万年前，当人类正处于从南猿演化到人属的阶段时，这却是一等一的大事，关乎整个人类的未来命运。假设那时的人类祖先仍然像黑猩猩那样多吃素（果子和叶子等），很少吃肉，那么人类今天很可能还住在非洲的疏林里，过着半树栖生活，身材矮小，脑袋小，全身毛茸茸，八分像猿，走不出非洲，无法像现在那样扩散到全世界几乎每个角落。

然而，那时的人类不但不抗拒吃肉，而且尽可能多吃。最好的证据是，人类第一项伟大的工艺——石器，就是为了吃肉而被发明的。我们在第四章见过，目前被发现的最古老的石器是330万年前的洛姆奎型，它极有可能是由南猿发明的。其次是250万年前的奥杜威型，一般说是由能人发明的。到170万年前，直立人制造了更精良的石器，被称为阿舍利（Acheulean）型，而且品项更多，有手斧、切割器、砍砸器等，供不同的场合使用（见图5.4）。

吃素不需要这样的石器。如果想要敲开坚果或捣烂植物纤维，用最普通的、未经修饰的石头就可以了，就像今天黑猩猩会做的那样。但吃肉需要用上种种不同的石器，比如需要切割器切开大象一英寸厚的外皮，需要刮削器刮取动物骨头上的残肉，也需要敲击器敲破动物的大骨头，吸取滋补的骨髓。肉食的热量比素食的高出许多。这时候的人类祖先吃了那么多肉和动物脂肪，营养大增，引发了一连串后继效应。人类演化到人属阶段时，肉食的增加不但是一大主题，也是推动人类继续演化的一大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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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4　阿舍利型石器（Muséum de Toulouse/CC）


和南猿相比，人属有几个明显不同的特征。

第一，人属的身体比南猿的显着高大。南猿的体重约30千克～50千克，身高约100厘米～150厘米，就像黑猩猩那样矮小，但直立人的体重约50千克～70千克，身高约160厘米～185厘米，跟现代人接近。78

第二，人属的脑容量也增大了。南猿的脑容量约400立方厘米～450立方厘米，只比黑猩猩的略大一些。能人的脑容量开始增大，约500立方厘米～700立方厘米；直立人约600立方厘米～1200立方厘米；现代人（智人）约1 100立方厘米～1 900立方厘米。

第三，人属的肋骨架跟现代人类似。以直立人图尔卡纳男孩为例，他的肋骨架是比较小的酒桶形，但南猿的肋骨架，以露西为例，却是比较大而突出的锥形，跟黑猩猩的类似。这表明，南猿的肠大，腹部大，腰部大，需要这样的肋骨架，但直立人的肠变小了，肋骨架跟着收小，腹部变小，有了腰身，也更方便双足行走和跑步。

这三大人体演化，乍看起来似乎没有关联。但1995年，有两位学者发表了一项里程碑式的研究成果，提出了著名的“昂贵器官假说”（Expensive tissue hypothesis），把这三大人体演化串联在一起。79

这个假说指出，从南猿起，人类祖先的肉食就开始增加（见第四章）。到人属的时代，直立人更是大量吃肉。肉食是高质量且容易消化的食品。人类祖先的营养大增，体形增大，肠道也不需要被用于消化大量草本植物的粗纤维，以至于退化，逐渐变小。肠跟脑一样，是人体内的两大“昂贵器官”，需要消耗许多热量来运作。肠变小以后，节省下来的热量正好可以用来养更大的脑。

有学者说，人类是因为社交圈子扩大，需要照顾到复杂的人际关系，所以才演化出比较大的脑。80但这恐怕是因果颠倒。事实上，人类是因为吃肉，肠变小，可以把剩余的热量用于大脑。有了越来越大的脑，自然也就能应付越来越复杂的人际关系，同时认知能力也大大提高，可以更有能力去适应当时非洲干旱的天气，以及不断扩大的热带稀树草原环境。

除此之外，因为吃肉，人属的牙齿也有了演化。南猿的臼齿都很大，主要用来研磨粗纤维的草本植物，但直立人和后期人属因为吃肉，臼齿和门牙都变小了。肉食经过石器的加工，被切小或捣烂，也变得更容易咀嚼，不再需要南猿的那种大牙了。81

除了吃肉，直立人也吃许多地下根茎类食物。这些食物和肉类一样，如果没有经过石器的捣烂加工，也是非常难以咀嚼的。虽然南猿也吃肉和地下根茎类食物，且发明了最原始的石器，但直立人是第一个大量吃这类食物的物种，而且制作了越来越精良的石器，来进行食品加工。这类食物也常见于热带稀树草原，较少出现在疏林，这显示直立人的生活范围已从疏林转移到开敞的草原。

掠食和狩猎，往往不是个人独力可以完成的，而需要团体合作。石器的制作，也需要团体合作。这意味着直立人开始懂得通过合作来获取肉食，并且分享肉食，甚至发展出男女分工合作：男的狩猎，女的采集。男性之间的合作，也减少了他们之间的斗争，不必再为争着和女性交配而打架。在这样的基础上，男女可以形成一种比较密切的两性匹配（但还没有发展到一夫一妻制），由男性提供肉食来照顾女性和小孩。

但有一点要厘清，人脑的增大，并非只依靠吃肉（生肉）。从200万年前开始，一直到大约60万年前，人的脑容量增大了一倍左右，从700立方厘米增至1 400立方厘米。在这个时期，至少有两个因素促使人的脑容量增大。第一，直立人学会了用火，或懂得吃烤熟的肉和其他食物。熟食比生食更容易让人的肠道消化，且提供更多的能源，让人的脑容量增大。这显示了煮食在人类演化史上的重要性。我们的表亲黑猩猩和其他灵长类，至今还不会生火煮食物。

第二，虽然人类从能人开始，吃的肉比南猿多，但他们和后来的直立人以及尼安德特人等并非只吃肉。他们仍然和现代人一样，是一种非常杂食的动物，除了吃肉，也吃豆类和大量根茎类食物，以补充肉食的不足。这些淀粉含量高的碳水化合物能提供人脑最需要的葡萄糖，促使它进一步增大。2021年的一项最新研究报告，分析了尼安德特人和早期智人牙齿化石上的细菌成分及其演化历史，显示尼人和现代智人的祖先在至少大约60万年前，就食用大量根茎类、豆类和其他淀粉类食物，远在1万年前农业被发明之前。

为了肉食，200万年前的直立人已演化出灵活的双足行走和跑步（见第三章），可以开始去掠食和追杀猎物，但这往往不是个人独力可以完成的，而需要团体合作。

雄黑猩猩的獠牙特别尖、特别大，身体也比雌性的大50%左右。这是所谓的“两性异形”（sexual dimorphism），主要是为了抢破头跟雌性交配的结果。獠牙越大、身体越大的雄性，越占便宜，越能跟更多雌性交配。人类谱系的南猿，犬齿没有黑猩猩的那么大，但又比直立人和现代人的大一些。南猿男性的身体，平均也比女性的大一倍。这显示，南猿仍有明显的两性异形，比较像黑猩猩的社群。但肉食大量增加以后，直立人的合作增多，男女多了点匹配关系，不必再为争夺交配权而大打出手。直立人男性的身体，便演化成只比女性的大15%左右，跟现代人类似。两性异形大大减少了。

这一切，可以从气候和肉食说起。大约200万年前，在南猿和人属的交替时期，非洲大地又一次面临长期干旱，雨量减少，雨林进一步萎缩，变成疏林，疏林则变成热带稀树草原。人类祖先被迫离开疏林，走到热带稀树草原去觅食。这意味着他们放弃了树栖生活，不再爬树，完全用双脚在草原上活动了。草原上有许多食草动物，也有一些小型哺乳动物，成了人类肉食的来源。为了获取这些肉食，人类发明了石器，也演化出更完美的双足行走和跑步，去掠夺草原上的动物尸体，或追杀那些猎物。肉食也促进了人类的合作，改变了男女的关系。82

下次如果有人问你要吃荤还是吃素，可别掉以轻心，要想一想，如果不是200万年前的这场肉食革命，我们今天很可能还留在非洲疏林和热带稀树草原边缘，像牛羚、斑马那样，只顾着各自埋头孤零零地专心以吃草为生，不懂得合作。


三、150万年前的直立人脚印



150万年前，在肯尼亚北部伊莱雷特（Ileret）的一个湖边，有一群人（很可能是直立人）走过一片泥地，留下了他们的脚印（见图5.5）。2007—2014年，科研人员在那里挖掘，发现了许多脚印，清晰的有97个，分属20多个人，大部分为成年男性。这些脚印跟366万年前南猿在坦桑尼亚莱托里留下的脚印一样，成了人类演化史上的重要证据，可以让今天的学者去研究古代人类祖先的行走姿势、脚掌骨骼结构，甚至身高和体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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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5　150万年前直立人在伊莱雷特留下的脚印（Brian Richmond）


科研人员把伊莱雷特脚印和莱托里脚印，以及今天非洲当地居民的脚印做对比分析，发现伊莱雷特脚印和莱托里脚印所显示的行走姿势有很大的不同，而跟现代人的行走姿势基本吻合，仿佛就像现代人在沙滩上留下的脚印一样生动。他们的脚掌也有明显的足弓，行走起来比南猿省力，这表示人类最迟到150万年前直立人的阶段，已演化出我们现代人那种流畅的双足行走方式了，且步幅大，显示他们的双腿长，身材高大，不同于南猿的短腿和矮身材。这样的长腿和身材也很适合跑和走，让直立人可以持续长跑去追杀猎物，或快跑到草原上有动物尸体出现的地方，跟其他掠食者，如野狼，争夺肉食。83

专家根据足迹的长度、宽度和深度，推测这些直立人的体重平均为48.9千克，跟今天伊莱雷特地区非洲男女平均体重差不多。这表示，脚印主人的体形比南猿的高大，可以证明150万年前，人类祖先的身体开始增大。

更有意义的是，脚印清楚显示，一群直立人，大部分为成年男子，在同一个热带稀树草原的湖畔集体走过，一起合作进行某件事。这说明直立人有集体组织，可以有群体行为，比如男女分工找寻食物——女性负责采集地下根茎类食物，男性负责狩猎或掠食。84


四、无毛的身体



希腊哲学家柏拉图形容人是“无毛的双足行走者”（featherless biped）。今天，在灵长类动物中，人是唯一没有多少体毛，而且汗腺密度最高的哺乳动物。但320万年前，在南猿露西的时代，她还是全身毛茸茸的。那么，人的体毛是在什么时候掉落的？

有遗传学家根据毛发的基因研究这个问题，得出的答案是：约170万年前。那正是直立人出现的时代。他们不再树栖，而是活跃在非洲干旱炎热的热带稀树大草原上，每天需要走或跑上约10千米路，采集地下根茎类食物，或寻找肉食，身体会产生大量的热。为了散热，身体需要流汗，但全身毛发不利于流汗，只能像狗等动物那样，通过张大嘴巴大口喘气来散热。于是，人慢慢演化出非常容易散热的无毛身体，并大量增加全身的外分泌汗腺（俗称小汗腺），以流汗的方式来散热，只留下头部、腋下和私处的少数毛发。近年来，生物学家已经找到了外分泌汗腺替代体毛的基因机制。85

高密度的汗腺取代了体毛，可以让人体非常有效地散热，可以让今人在大约三小时内跑完全程马拉松（42.195千米），中途不必停下来休息散热。没有其他陆上大型哺乳动物可以像人类这样如此长跑，拥有如此完善、如此容易散热的身体。这是直立人在非洲草原上为了生存而演化出来的一项本领，也是直立人留给我们现代人最珍贵的遗产之一。

为了不让身体过热，直立人还演化出高挺的鼻子。黑猩猩的鼻子是塌下去的，南猿露西的也一样，但直立人的鼻子却是挺起的，有鼻腔，在化石上有其痕迹，直到现代人都如此。欧洲人的鼻子一般比亚洲人的更高挺。这样的鼻子有替身体保湿的功能，可以防止肺部在干旱的非洲草原上脱水。86

在直立人的时代，弓箭等武器还没有被发明。直立人是如何长跑去追杀猎物的？很简单，利用人体毛消失以后容易散热的身体，把猎物（比如牛羚）追到热死！这也是现代非洲和南美洲某些狩猎—采集族群仍然普遍采用的好办法。一旦发现（比如说）牛羚的足迹，直立人可以耐心长跑追上去，像跑马拉松那样。牛羚虽然跑得比人快，但它全身是毛，难以散热，跑一段路就需要停下来通过喘息散热，否则会被热死。然而，直立人不需要通过休息散热，经过几个小时的长跑后，就可以追上牛羚。这时，牛羚已经被追赶到热昏了，倒地就擒。87如此看来，人类长跑的起源，竟然是为了吃肉。

相比之下，跟人类最亲近的黑猩猩住在森林深处，有树荫的庇护，活动范围很小，每天只走大约2千米，没有散热的问题，到现在还保有全身毛发。但这也意味着黑猩猩的世界很小，如今依然局限在森林内，走不出非洲。你若想在非洲以外的地方见到黑猩猩，一般只能在动物园内见到那些在非洲雨林里被捕捉并囚禁的黑猩猩。然而，人类没有了毛发，却更能适应种种炎热或寒冷的环境，可以走出非洲，向全世界扩散。


五、终于有些人样了



所谓人类演化史，基本上就是猿的身体如何慢慢演化成人的身体的过程。整个历程充分展现了演化惊人、伟大的力量：它可以把猿类变成人类。但演化也需要非常漫长的时间。从600万年前人类和黑猩猩分手算起，到440万年前的阿尔迪时代，历经了160万年的演化，人还是长得像猿，只是开始学会双足行走，而且走得还不是很好。又经过100多万年的演化，到320万年前的阿法南猿露西的时代，露西的双足行走总算有些进步，走得比阿尔迪稳健，但露西还是长得矮小，头脑小，手长腿短，大腹便便，没有腰身，全身还是毛发，像黑猩猩多过像现代人，而且她还住在树上！

一直到大约200万年前直立人的时代，我们才看到图尔卡纳男孩那样精彩的人物终于有些人样了。古人类学家常形容他是个“美少年”，拥有“漂亮的骨骼”，主要指他的骨骼相当完整，也指他几乎脱尽毛发，皮肤黝黑，身材高大，头脑增大，两腿修长，两手较短，腹部收小，有了腰身，几乎像现代人了，不再像猿类，也不再住在树上，而是在热带稀树草原上活动觅食。他这种身材和脚部骨骼，不但双脚走得比露西好，步伐流畅，步幅大，而且非常适合长跑去追杀猎物，也适合走远路。如果他在现代操场上远远走过来，你会一时眼花，以为是哪个邻家美少年忘了穿衣服就跑出来玩（是的，直立人还没有发明衣服。人类要到大约7万年前的智人阶段，才晓得穿衣服）。

到了200万年前左右，人类演化终于达到了一个高峰，有能力走出非洲，上演一场轰轰烈烈的《出非洲记》（Out of Africa），开始去征服中东、高加索地区、东亚和东南亚等地。最早走出非洲的人类，就是像图尔卡纳男孩那样的直立人。


第六章　直立人出非洲记

2011年1月底，深冬时分，我来到北京市以南约50千米的周口店遗址博物馆，为的是一睹北京人出土的地点。周口店四周是高山，灰兮兮、光秃秃的，几乎没有什么树木，在冬天更有一种无比悲凉的感觉。据最新的测年，北京人从大约78万年前起，就在这里生活，属于直立人的一种。参观完毕后，在博物馆正门的入口处，我和那个号称“北京猿人”的大型人头塑像合拍了一张照片（见图6.1），带走一个疑问：这个北京人其实长得很像人，不像猿啊，为什么还称他为“猿人”呢？答案见下文第六节。

隔了一年，2012年2月，我去了直立人在亚洲的另一个出土地点——印度尼西亚爪哇岛中部的桑吉兰（Sangiran）参访。1891年，荷兰军医杜布瓦（Eugene Dubois）幸运地在附近的特里尼尔（Trinil）发现了一些头盖骨和骨骼，后来被证实它们属于直立人，俗称爪哇人。1936年和20世纪70年代，古人类学家也在这一带找到更古老的人类化石。经古地质学家最新的测定，它们距今约166万年前，比北京人还要古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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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1　本书作者和北京猿人塑像（赖韵琳）


如今，这里建有一座小型博物馆，但离化石真正出土的梭罗河边还有约10千米的乡间小路，许多时候只有摩托车才能通行。我当时住在日惹市（Yogyakarta）的一家小旅馆，就在火车站隔邻。于是一天早上，我乘坐一列火车，来到60千米外的梭罗站，再从梭罗站叫了一辆出租车，到桑吉兰博物馆去。参观完毕后，我遇到一个爪哇中年男子。他说，20世纪90年代，他加入了日本东京大学的一个研究团队，在当地协助搜寻过直立人的化石。他很健谈。最后，他用他的摩托车载我到出土地点去看看，收费还算合理。

桑吉兰直立人化石出土的地点位于河边，那里原本建有一座纪念碑和围墙，如今长满杂草，没见到任何标志，似乎无人管理。四周是稻田或甘蔗田。直立人出非洲记，是人类演化史上的一件大事，对人类后来的发展影响深远。真没想到，我竟是以如此“随兴”而又“克难”的方式，去参访直立人的一个遗址。


一、上陈遗址和直立人离开非洲的时间



然而，不论是北京人还是爪哇人，现在都已被证实不是在东亚出土的最古老的直立人。还有其他一些直立人，比他们更古老。例如，在中国，云南元谋人的两颗门牙（170万年前）、河北泥河湾出土的石器（166万年前）以及陕西公王岭蓝田人的头骨（163万年前），都比北京人的年代早。此外，西亚格鲁吉亚共和国的德马尼西（Dmanisi），位于土耳其东北部高加索地区，也是古代长安到拜占庭帝国的丝绸之路上的一个重要驿站。从1991年开始，德马尼西也陆续出土了一批直立人的化石和石器，可追溯到185万到177万年前。这就把直立人离开非洲的时间往前推到185万年之前，一般说是在200万到190万年前左右。

不料，2018年7月，英国《自然》杂志发表了一篇重要的研究报告：中国科学院广州地球化学研究所研究员朱照宇，联合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黄慰文研究员和英国国家科学院院士邓尼尔（Robin Dennell）教授，以及国内十余个单位的研究者，历经13年（2004—2017）调查研究，在陕西蓝田县黄土高原的上陈村（见图6.2）发现了一个旧石器时代遗址（见图6.3）。科研人员以古地磁法测年，把最古老的石器定为距今约212万年前，最年轻的石器则为126万年前。这表明，在长达86万年左右的时间里，这里曾经有人连续（或断断续续）居住过。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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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2　陕西蓝田县黄土高原的上陈村（朱照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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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3　上陈遗址的层位及其出土的石器（朱照宇）


这一次发现，使上陈成为目前所知非洲以外（以及中国境内）最古老的古人类遗址（见图6.4）。这比德马尼西直立人遗址的年代（距今约185万年）还早约27万年。

上陈遗址的第15层古土壤（S15）至第28层黄土（L28）层位埋藏着82个被打击过的石头和14个未经打击的石块。打击过的石头包括石核、石片、刮削器、尖状器、钻孔器和手镐，都是古人类早期使用工具的证据。石器的形制简单，类似非洲奥杜威第一模式石器（见图6.5）。目前还无法确定这些石器的制作者是什么人，但从年代看来，最有可能是直立人。如果是，那么直立人走出非洲的历史又要被改写了，比之前所知的年代要提早约25万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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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4　考古人员在陡峭的山壁上挖掘（朱照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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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5　上陈遗址出土的一些石器（朱照宇）


上陈遗址可能也要改写一部分人类演化的历史。以往，古人类学家一向认为，直立人是在非洲演化的。但自从德马尼西的直立人化石出土之后，格鲁吉亚的专家就开始提出一个假说：直立人未必是在非洲演化的，有可能是在亚欧大陆演化的，一部分再迁回非洲，另一部分向世界其他地区扩散。89现在，上陈遗址的年代也使得这个“直立人起源于亚洲”说获得了另一个证据的支撑。不过，欧美学者目前还未接受这种假说，除非有更多的化石出土。所以，本书仍采用学界主流看法——直立人起源于非洲，在大约200万年前走出非洲，向世界其他地区迁移。

虽然上陈遗址的年代比德马尼西的还要久远，但它只有石器出土，没有发现人类化石（这点类似泥河湾遗址，见下文）。这就好像王维的诗《鹿柴》所说，“空山不见人，但闻人语响”，留给后人无限的遐思和惆怅。出土的石器可以证明，上陈遗址曾经有人居住过，但上陈没有发现人类化石，终究难免是一大遗憾。研究报告的作者之一、英国的邓尼尔教授，在受访时幽默地说：“我们大家都很想要找到一个人族成员，最好他手上就拿着一件石器。”90

应当一提的是，上陈遗址的地面，目前因为广泛的耕种，无法做大规模和更深层的发掘。科研人员希望将来可以扩大发掘范围，或许能发现人类化石和更古老的石器。

美国地质和人类学家卡普曼在评论上陈遗址时指出，从东非到东亚的行走距离大约是1.4万千米，这是一段相当长的路程。但早期人类的扩散，和今天狩猎—采集社群的高度移动性类似，一旦当地食物发生“资源枯竭”（resource depletion）的现象，他们就会被迫迁移到下一个地点，以至于他们经常需要迁移。假设他们一年移动1千米～5千米，则他们可以在1000～3000年内从非洲抵达现今的中国。91


二、德马尼西的直立人



人类的演化史，许多时候要拿来跟黑猩猩的演化史相比，才能看出人类演化之不同。比如，黑猩猩跟人类分家以后，在过去600万年来，始终走不出非洲雨林，到现在还住在封闭的大森林的树上。然而，人类不但走出了森林，最初走到比较开放的疏林，最后又走到最开放的热带稀树草原上觅食，脱离了树栖，而且走出了非洲大陆，如今扩散到世界上几乎每一个角落，适应了地球上各种炎热或寒冷的天气，成为今天地表上最有优势的一个物种。

当然，人类跟黑猩猩分家以后，并非马上就可以走出非洲，而是花了约400万年的时间做准备。300多万年前南猿露西那样的身体，像猿多过于像人，仍然不具备条件走出非洲。一直要到约200万年前的直立人，才演化出比较接近现代人的那种体形和双足行走，可以走出非洲了。

我们对直立人走出非洲以后的历史知道得比较多，主要靠德马尼西出土的那批直立人化石。从1991年开始，这里发现了5个头骨和许多骨骼化石（见图6.6），是至今为止世界上出土最多直立人化石的地点之一（另一个为北京周口店），大大填补了直立人历史的空白。这些德马尼西人，距今约为185万到178万年。他们虽然都被归类为直立人，但长得比所谓经典直立人（即图尔卡纳男孩那种类型）矮小一些，身高约145厘米～166厘米，体重约40千克～50千克。脑容量也比后来的直立人小，大约为600立方厘米～775立方厘米，只比南猿露西的大一些。92科研人员认为，这可能是最早演化出来的直立人，在非洲诞生后不久，就离开非洲，还处于这个物种演化的初期。至于那些没有离开非洲的，则继续留在非洲演化，几十万年之后，身体才变得更高大，脑容量也增大，像160万年前的图尔卡纳男孩那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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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6　德马尼西出土的五个直立人头骨（M.S.Ponce de Leon ＆ P.E.Zollkofer，University of Zurich）


换句话说，直立人跟智人一样，群体内存在着人体差异的现象——有些人长得高大，有些人长得矮小。不同时代，不同地区，不同生态环境中的同一个人类物种，也可能有不少差异。德马尼西人所展现的人体差异，实际上在合理范围内，并不表示他们是另一个物种。

不过，德马尼西人也显示，人不需要太大的脑容量，也能走出非洲。关键在于，他们的脑容量虽小，但双腿比较修长，具有现代人的身体比例，脚骨也很接近现代人的，双足行走应当比南猿露西更省力、更快，可以长跑去追杀猎物。在德马尼西遗址发现的大量石器和动物骨骼上的切痕，表明德马尼西人依靠狩猎或捡尸为生，食用大量肉类，不再像南猿露西那样主要吃素，只有少量肉食。

欧洲大陆曾经出土过不少尼安德特人的化石，但直立人是否曾经到过欧洲，目前是个疑问，还没有充分的化石证据。欧洲出土的最古老的人族成员化石是在西班牙被发现的，可追溯到约120万年前，但它被归类为先驱人，而非直立人。93有不少人误以为，德马尼西遗址位于欧洲，其实不是，它位于高加索地区，在欧洲和亚洲的交界处，一般说是在西亚。


三、直立人离开非洲的原因



人类是在非洲和黑猩猩分家后演化而来的。在最初的大约400万年，人类一直住在非洲，没有离开，但演化到直立人的时代，在200万年前，为什么又要离开？

第一，离开是为了生活，寻找食物求生存。今天的人类为了追求更美好的生活，往往会从比较贫穷的国家移民到比较富裕的国家。或者，为了逃避战争，会逃离某一国家，作为难民逃到另一个国家。人类和好多动物一样，其实都是永远在移动或迁移的物种，主因都是求生活。当一个地方因为干旱或天灾等因素找不到吃的东西时，人类为了生存，自然而然就会转移到另一个地区去觅食求生。动物也一样。今天，非洲塞伦盖蒂大草原上的数百万头牛羚，每年都会在夏秋之间按时进行大规模的集体迁移，千万蹄奔腾，发出如大瀑布奔流般的声响，十分壮观，就是为了寻找丰美的水草。

科研人员推论，直立人离开非洲到亚洲去，主要是为了追捕猎物以求生存。200万年前，非洲大地又经历惯常性的干旱天气，草原上的食物短缺，不少草原动物也在迁移觅食，往近东和亚洲方向移动。最早期的直立人为了追猎这些动物，也不知不觉往亚洲方向移动，甚至没有意识到自己在“迁移”，就离开了非洲大陆。其中有一批直立人，在10多万年之后，约185万年前，来到德马尼西生活。他们的遗骨被现代的科研人员发现了。

第二，身体的演化。直立人的身体和双足行走，已演化到比南猿更佳的境地，很接近现代人，很有“人样”，可以长途远行了。直立人之前的南猿属身材比较矮小，双足行走的方式也有些笨拙，还没有达到直立人的流畅步伐。这都限制了南猿的活动范围，使得他们走不出非洲。

第三，肉食。南猿开始学会吃肉，但主要食物还是植物性的。直立人大量增加肉食，这不但让他们的身体长高长大，脑容量增大，而且可以让他们摆脱吃植物性食物的地域性限制，不必像吃素的黑猩猩那样，必须依赖大森林内的果子和C3植物，至今还离不开大森林。直立人可以走向非洲的热带稀树草原，猎取草原上的动物，最后扩大了活动范围，离开非洲大陆，走向更遥远的亚洲。这是肉食带来的好处之一。

第四，石器的发明和改良。直立人不是第一个懂得制作石器的人族成员，但他们的石器制作技术肯定比先前的人族成员成熟，可以达到更高的水平，比如在泥河湾马圈沟遗址所展现的那种水平——可以用最简单的石器屠宰和分享一头大象。直立人带着他们的石器走向未知的新疆域，就像数百年前美国历史上的那些牛仔，带着枪支，骑着马，闯向美国西部的蛮荒一样（Have gun，will travel）。直立人则是“有了石器，就远行”（Have stone，will travel）。

以上四个原因，有近因，有远因，何者最重要？恐怕肉食最重要。约300万年前的人族成员，因为疏林的植物性食物不足，被迫走向热带稀树草原去寻找更多的动物。为了吃肉，人类发明了第一个科技——石器。摄取了大量肉食后，人演化出更大的脑容量、更高大的身体、更流畅的双足行走，最后又为了追杀猎物，取得肉食以生存繁衍，在不知不觉中离开非洲，如今成了占据地球上几乎每一个角落的70多亿智人。


四、直立人离开非洲的方式和速度



德马尼西距离东非人类的发源地大约为6 000千米。远古时代的所谓“迁移”，并非像现代那样，需要走上几十千米或几百千米的路。研究直立人的古人类学家苏姗·安东（Susan Antón）推测，直立人每年只需移动1千米，在1.5万年内，就可以从非洲走到印度尼西亚。94当然，这不是一代人就能完成的事。假设一代为25年，这需要600代直立人的努力。换句话说，离开非洲的第一代直立人，只走了约25千米。第240代走到德马尼西，第360代走到中国（云南的元谋人），第600代可以走到印度尼西亚的爪哇岛。

以此推测，直立人在200万年前离开非洲，但他们的遗骨化石，却在185万年前才出现在德马尼西遗址。这表示，他们在路上走了15万年，才走完这6 000千米路，平均每年只走了0.04千米。这显示，他们必定是在路上时走时停，而且停下来的时间可能长达数年，比真正迁移的时间还要长，甚至走了一条迂回的路，最后才抵达德马尼西。

以这么缓慢的迁移速度来看，直立人大约是以25～50人组成一个游群（band），由一个大家长当首领，过着一种流浪式的生活，靠采集和狩猎为生。当他们暂时的聚居地点周围可以采集和狩猎到的动植物消耗殆尽的时候，他们就会被迫迁移到下一个地点，但只需搬到数千米外，就能找到新的食物来源，类似现在的狩猎—采集社群。95同时，当一个游群的人口增加时，他们也会分裂成两个游群，其中一群迁移到另一个地点去。这样走走停停，经过数百代人和数千数万年的漫长迁移，直立人便可以从非洲走到德马尼西、中国和印度尼西亚等地了。

以历史时间来看，15万年是非常漫长的，等于经历了30次5 000年中国历史。但在演化和地质时间上，这只不过是一瞬间的事，微不足道。想想看，直立人在地表上生存了约200万年才灭绝，花15万年去“征服”亚洲只是小事一桩，还有许多时间可以去做其他事。比如说，他们演化出更大的脑容量和更高大的身体，可以向西亚和东亚更高纬度的寒冷地区移动。

我们今人常常喜欢把直立人向全世界的扩散形容成一种“征服”，一种“殖民”。实际上，直立人应当没有这种“征服”和“殖民”的意识。他们只不过是为了生存，为了寻找食物，追捕猎物，才不断在移动、搬家，永远没有固定的居所，一直要到约1万年前，人类懂得了耕种，发明了农业，才能定居下来。


五、直立人来到中国



6 500万年前，恐龙在地球上灭绝时，现今中国的土地上只有壮丽的山川和树林，以及剑齿象等古生物。我们不妨想象一下，当时整个中国空无一人，和现在14多亿的人口，对比一定非常强烈。那仿佛科幻小说中的场景，外层空间一个崭新的寂寞星球，在默默等待着人类的降临。

一直要到200万年前左右，中国的土地上才开始有人类出现，那就是来自非洲的直立人。

1985—1986年，重庆市巫山县龙骨坡遗址出土了一个左侧下颌骨和牙齿化石（见图6.7）。据发现者黄万波1995年那篇《自然》杂志的英文论文，其年代可追溯到190万年前，但不知何据，好些中文资料和教科书则说是204万到201万年前。化石原先被认为是在东亚出现的最古老人类，但巫山人一直有“是人还是猿”的争议。中国科学院的古生物学家吴新智就认为巫山人“属于猿类”。962009年，《自然》杂志上又有一文，由1995年那篇论文的作者之一、美国古人类学家拉塞尔·乔昆（Russell Ciochon）撰写，认为巫山人是猿，而非人族成员，撤回了1995年的说法。97


[image: ]
图6.7　巫山人的左侧下颌骨和牙齿（黄万波）


人类有600万年的历史。200万年前的直立人已经是一个很晚的人类物种，之前还有其他物种，如杜迈、阿尔迪和南猿等。中国并非人类的发源地。即使巫山人不是猿，而是人族成员的直立人，他也不可能起源于中国，因为直立人的起源地只有一个——只在非洲，不在中国。中国境内发现的直立人化石，应当都源自非洲。最知名、最主要的有下面几种。

（一）云南元谋人

抛开有争议性的巫山人不谈，从化石证据看，最早从非洲来到中国的直立人，应当是在云南元谋县出土的元谋人。事实上，元谋人也未必是最早来到中国的非洲直立人，很可能还有其他更早的抵达者，比如前面提到的上陈遗址的石器工匠，但他们的化石至今还没有被发现，所以我们暂时只能说元谋人是最早的，距今大约170万年前。

很可惜，元谋人只有上颌左右两颗门牙的化石出土（见图6.8），其形态类似周口店直立人的。但元谋人没有任何头骨和身体骨架出土，我们对其所知甚少，只能根据化石的测年，判断那两颗门牙属于直立人。

2008年，地质学家朱日祥的研究团队在美国《人类演化期刊》上发表报告，它是至今为止对元谋人所做的最严谨的研究。他的团队以古地磁测年法，把元谋人出土地点的年代确定为170万年前。这一测年，使得元谋人成了在中国发现的最古老的人类。这项研究也对出土地点的动植物化石，包括软体动物、鱼和龟，做了精细的搜集和分析，发现元谋人生活的场域靠近一个湖或沼泽地带（类似德马尼西遗址），是个开敞的场景，但附近有疏林和森林。这显示，来到东亚的直立人，已经能够适应多样化的生态环境。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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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8　元谋人上颌左右两颗门牙的化石（朱日祥）


（二）河北泥河湾人

泥河湾盆地遗址位于北纬40度河北张家口市阳原县，比北京还要往北。据朱日祥研究团队精确的古地磁测年法，其年代距今约166万到78万年前。其实，我们并没有真正发现泥河湾人的化石，只找到他们遗留下来的许多石制品（属于最简单的奥杜威第一模式），特别是在马圈沟遗址，情况就像陕西蓝田上陈遗址那样——“空山不见人，但闻人语响”。这是直立人最早在中国及东亚到达的最高纬度，并且在大约90万年的时间内，长期占据这个高纬度盆地。这说明他们已经演化出一种能力，可以适应高纬度地区各种复杂的气候环境。99

泥河湾一个最动人的场景，是在马圈沟第三文化层。考古人员不但发现了直立人的石制品，而且发现他们曾经使用这些石制工具屠宰和分食一头大象：

2001年夏，〔主持马圈沟考古的〕谢飞带领考古队员们对马圈沟第三文化层展开发掘。10月的一天，在一个约60平方米、发掘已很深的探方中，一名队员忽然发现了一根灰黑色的象牙！谢飞放下手中的手铲，用竹签和毛刷一点点将象牙周围的泥土剔除。慢慢地，一头被肢解的大象骨骼残迹被清理出来（见图6.9）。他们惊喜地发现，多数骨骼保存有十分清晰的砍砸和刮削痕迹，其中一件燧石刮削器恰巧置于大象的一根肋骨上（见图6.10），勾勒出一幅极为形象的人类群体肢解动物、刮肉取食的进餐场景。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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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9　泥河湾马圈沟出土的大象遗骸（河北文物研究所）



[image: ]
图6.10　一件燧石刮削器恰巧置于大象的一根肋骨上（河北文物研究所）


这头大象是现已绝种的草原猛犸象（Mammuthus trogontherii），重约6 000千克。现代人凭借精良、锋利的刀具，甚至动用电动钢锯，恐怕都不易将其肢解。那100多万年前的泥河湾人，只靠那些小小石片，就能够解剖一整头猛犸象吗？

考古报告没有讨论泥河湾人如何准备一场大象餐，但我们可以在东非的考古活动和资料中找到一些佐证，表明泥河湾古人的确有本领解剖大象，分食其肉（见图6.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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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11　考古人类学家屠尼克在东非以仿造的奥杜威型原始石片肢解一头大象的尸体（Nicholas Toth/Scientific American）


在这张照片中，美国旧石器时代考古人类学家屠尼克（Nicholas Toth，他曾到泥河湾考察过），在东非肯尼亚一个考古遗址附近，和他的一群研究伙伴在肢解一头大象。这头大象并非人为杀害的，而是自然死亡。屠尼克和友人正在进行实验考古，以他们自己仿造的奥杜威型最原始石片肢解这头重达5 000多千克的非洲野象。结果证明，以这种最粗糙、最简单的石片，就可以切割开厚约一英寸的大象外皮。然后，他们再以其他适当的石头工具，便轻易分解了大象的肋骨，再将其分切成一块一块象肉，装入大桶中，拿去称重。他在书中有几段精彩的文字，描写了屠宰大象的过程：

我们曾经有过两次机会，以〔我们自己打造〕的石头工具来做终极的实验——屠宰大象（自然死亡）。对于这样的任务，我们有点不看好，但还是带着简单的火山岩、燧英石片和石核，走向那个庞然大物。越走向前，这些石片和石核看起来就越显得微不足道。起初，看到一头重达12 000磅[1]的动物尸体，是相当令人心惊的——我们该如何开始？我们从未见过屠宰大型厚皮动物的教战手册，而且它们并不像较小型动物那样，可以任你随意翻转它们的尸体（比如想翻过来取得更好的角度），除非你使用重型电动机械。尸体躺在哪，你就得在哪就地解剖。

虽然我们过去曾经数十次成功屠宰过其他动物，但这回面对大象，我们不是那么肯定。然而，当一片小小的火山岩石片切开大象那大约一英寸的钢灰色皮革，暴露出里面饱满、鲜红的大量象肉时，我们都惊呆了。这个关键的障碍清除后，跟着分切象肉便相当容易了。101（赖瑞和译）

经过这两次屠宰大象的实验，屠尼克对那些“最简单”、“粗糙”和“未经修饰”的奥杜威型石器充满了敬意：

这些实验证实，最简单的石器技术，甚至可以用来宰杀陆地上最大型的哺乳动物。

今后，我们面对马圈沟（或上陈等其他遗址）那些毫不起眼的小石片，也应该充满敬意才对。毕竟，100多万年前，这样的小石片，显然曾经被泥河湾人用来宰杀中国史前的一头巨型猛犸象。

（三）陕西蓝田人

蓝田人一般指在公王岭被发现的一个头骨，它有别于在20多千米外陈家窝子被发现的一个下颌骨（约65万年前）。据朱照宇最新的古地磁学测年，公王岭头骨及其地层可追溯到163万年前，是目前在中国发现的最古老的头骨，也是个直立人头骨（在元谋只发现了两颗门牙）。102公王岭遗址距离上陈遗址只有大约4千米。学者推测，这个公王岭头骨，很可能跟上陈的那些石器制作人有某种关系，与他们是同一批人。

（四）周口店北京直立人

1929年，裴文中在周口店发掘出一个几乎完整的北京人头骨时，非洲还没有什么古人类的化石被发现。北京人的出土，引起当时古人类学界的高度重视，甚至有很长一段时间，中国被认为是人类的起源地——北京人是“最早的人类”。103当时的学界对人类的演化还没有一个清楚的认识，也没有足够的化石证据去探讨北京人来自何处，似乎假设他是在中国本土演化而成的。

然而，从1959年开始，非洲出土了一系列比北京人更古老的人类化石，如阿法南猿露西、阿尔迪、杜迈等，把人类的历史往前推到600万年前。从此，人类的起源地也确定是在非洲，直立人也是在非洲演化的，在200万年前才离开非洲，往亚洲扩散。在这个背景下，最新测年顶多约78万年前的北京人，显得“年轻”极了。他或他的祖先应当是来自非洲的直立人。

为什么直立人不可能在中国演化而成，而必须来自非洲？因为演化要有一个更古老的物种才行。我们现在知道，非洲的直立人是从更早的南猿（或其他更早的物种）演化而来的，而南猿和更早物种的化石，在非洲出土相当多，露西就是最有名的一个，清楚显示非洲具有条件去演化出直立人。但中国至今从未发现过南猿或更早人类物种的化石。没有南猿等，怎么可能演化出直立人？直立人可不是凭空而降的，必须得从另一个更古老的物种演化而来。所以，中国出现的直立人，如北京人和更早的元谋人、蓝田人等，也都不是凭空而生的。最合理的解释是，他们源自非洲的直立人。

据吴新智的文章描述，“北京人的化石包括6个头盖骨、头骨破片40多件、四肢骨10多块、牙齿153颗，其中一部分连接在上颌骨或下颌骨上”。从数量来看，北京人的出土化石，其实可与德马尼西的直立人化石相媲美。周口店是世界上直立人化石出土最多的地点之一。但很可惜，北京人的头骨在“二战”期间失踪，至今下落不明，幸好有复制的石膏模型收藏在北京和纽约等地的博物馆中。



[1]1磅≈0.45千克。——编者注


六、猿人和人



我每次见到“元谋猿人”“蓝田猿人”“北京猿人”这些称呼时，总有一种“怪怪”的感觉，因为这些人既然已被归类为直立人，而直立人明明就是“人属”，且长得像现代人（智人）多过于像猿，很有人的样子（见第五章），为什么还称他们为“猿人”呢？这似乎贬低了他们，给人一种时光倒退和时光错乱的感觉。露西被称为“阿法南猿”，还说得过去，因为她是人属之前更古老的物种南猿属，的确长得有七八分像猿，多过于像现代人（见第四章），而且她的学名Australopithecus中也的确带有“猿”字（pithecus）。

“猿人”是古人类学界从前的用语，欧美古人类学界现在已不用此词。爪哇人在19世纪末出土时，发现者杜布瓦医生最初以拉丁文把他命名为Anthropopithecus erectus（直立人猿），后来又改名为Pithecanthropus erectus （直立猿人），的确用了“猿人”这个词语。然而，北京人化石出土后，在北京协和医院任教的加拿大解剖学家步达生（Davidson Black），在1927年将之命名为Sinanthropus pekinensis（中国人北京种），当时便不用“猿人”了。这个拉丁文学名本身其实并无“猿”的含义（Sina即“中国”，anthropus即“人”）。

从步达生开始，英文论述提到这个物种，也都说是Peking Man（北京人），从未说是Peking Ape-Man（北京猿人），但中文论述不知何故，都说成是“北京猿人”或“中国猿人北京种”，无端加了个“猿”字。难道是把希腊文anthropus（人）误解误译为“猿人”，以至于沿用至今？1950年，生物学家迈尔把爪哇人和北京人划归为Homo erectus（直立人），从此确定了他们是“人”，不是“猿”。104欧美的古人类学界如今早已抛弃“猿人”这种说法，一律将其统称为Homo（人）。可喜的是，近年有不少学术性的中文论述，比较常用“北京人”“蓝田人”等称呼，但“猿人”这个旧时用语至今仍然“阴魂不散”。若把北京人视为直立人（人属），又说他是“猿人”，那岂不是自相矛盾吗？为了正名，本书考虑再三，还是决定完全不用“猿人”二字。有学者说，“北京猿人”等词只是“俗称”，言下之意，似乎也不必太认真看待此词，能不用就不用。


七、直立人走出非洲的意义



200万年前，直立人能够走出非洲，是人类演化史上的一件大事，一个重要的分水岭。在离开非洲之前，直立人只能在非洲演化——亚欧大陆并非人类的起源地，当时并没有人类的存在。直立人在亚洲的出现，意味着人类在地球上的扩张，一步一步填满几乎每个角落，以至于到了今天，全世界的人口超过70亿。人类成了地球上最占优势的物种，称霸于其他物种之上，是不折不扣的生物侵略者（biological invaders）。

直立人离开非洲，来到亚洲之后，便可以在地球的两个大洲同时繁衍、演化，不再局限于非洲一隅了。直立人成了第一个跨洲的人类物种。非洲和亚洲是不同气候、不同生态的地区。这考验人类的适应能力，也让人类演化出区域性的新物种，比如在中国，演化出郧县人等“古老型人类”（archaic humans），为智人起源的多地区演化说提供了支撑（见第七章），甚至演化出新的肤色，以至于今天世界各地的人，外表看起来都不一样，肤色多彩缤纷，不再只有非洲人的黑色（见第八章）。

直立人走出非洲，到达高纬度的德马尼西和泥河湾等地时，身体如何适应寒冷的冬天？哈佛大学灵长类动物学家理查德·兰厄姆（Richard Wrangham）推测，早在200万年前，直立人应该就已学会了用火，否则他们当时不再树栖，如何应付在夜间猎食的肉食性动物？105直立人学会用火，也让他们有能力去开拓新的疆土，征服寒冷的北国，用以御寒、烹饪、驱赶野兽。只可惜，用火的证据不容易被保存在考古遗址上。目前最早的、最确凿的用火证据，只可追溯到大约100万年前南非的一个洞穴，以及79万年前的以色列。106周口店直立人的用火证据，过去是有争议的，但根据2016年的最新研究报告，遗址“第四层的用火证据变得明确无误”107，但未提及其年代。


第七章　中国人从哪里来

人从哪里来？中国人从哪里来？我从小就很好奇。1976年秋天，我刚上大学，进台大外文系念书时，对中国人从哪里来就更感兴趣了，以为大学图书馆藏书丰富，可以帮我解开疑惑。当时，我的想法是，数千万年前，在中国这块土地上，有河流、高山、树木，甚至有恐龙等生物，但应当没有人类居住。根据我小时候看的儿童书，我知道，恐龙时代是没有人类的。后来，人不知怎样就突然“冒”出来了，在中国的土地上活动。这些人是怎样来到中国的？是从天上掉下来的，还是像植物那样，从中国的泥土里“长”出来的？（在5 000年前的文明史之前，中国并不存在，故本章若提到文明史之前的“中国”，皆指“如今被称为中国”或“后来被称为中国”的那片土地。）

那时台大图书馆的中英文藏书还算丰富。于是，我兴冲冲地跑到图书馆，借了好多《中国上古史》《中国古文明史》之类的书（那时还没有人类演化史的书），以为可以解开我的这些大谜。不料，我越读越迷糊，因为这些书一开始就大谈黄河流域、仰韶文化、龙山文化、东夷西狄等，但偏偏没有告诉我们，比如说，仰韶文化的创造者，属于什么物种的人类？这些人是在中国本土“诞生”的，还是从中国以外的地方迁移而来的？他们的祖先是谁？他们是怎样来到黄河流域的？

这些问题始终困扰着我，没有答案。一直到我50多岁开始阅读人类演化史的著作时，我才恍然大悟。原来，人类的历史竟长达600万年左右，从人类和黑猩猩分手那时算起（见第一章）。然而，《中国上古史》和《中国文明史》之类的著作，却只探讨人类有了所谓“文明”之后的历史，也就是人类发明了农业，建立了聚落和城邦之后的历史，起点大约在1万年前。所以，这些书的内容主要是讲述过去1万年来，人类演化到了智人新石器时期的历史，完全不理会之前的直立人或更早的南猿历史，因为那不是“文明史”，不在上古史或文明史的研究范围。因此，这些书也就不会告诉你，人类是怎样来到中国的，或中国人是从哪里来的。若想得到这样的知识，你就得去阅读人类演化史的书了。

如今从人类演化史的角度回头看，我可以信心满满地说，仰韶文化和龙山文化的创造者肯定属于智人种，因为从大约2万年前开始至今，地球上就只剩下单单一个人类物种了，那就是智人。至于比较古老的直立人、尼安德特人或在印度尼西亚发现的侏儒型弗洛勒斯人，都早已绝种了。1万年前的智人，在身体解剖学上，长得就跟现在的你我一样。他们那时懂得穿兽皮或树皮衣服，懂得用火，应当具有语言能力，但还没有发明文字（目前已知的是，5 000年前才有两河流域的苏美尔楔形文字，3 000年前才有殷商的甲骨文）。他们确实是在中国出生的，但他们的祖先是谁，却存在争议。学界有种种不同的说法。


一、人类的起源和现代人（智人）的起源



首先要厘清，人类的起源和现代人（智人）的起源，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的吴新智院士，许多年前在腾讯的一段视频访问中就厘清了一个重要的区别，指出许多人把人类的起源和现代人的起源混淆了，以致产生许多误解和不必要的争论。

吴新智说：“现代人起源，就是长得像我们这样的人的由来，人类起源指的是古猿在何时何地变成人。所以，现代人起源指的时间比较近，人类起源的时间久远得多。”简单说，人类的起源，涉及最早期的人族成员到直立人的那段演化历史（约600万年到200万年前），好比是人类的上古史和中古史，但现代人的起源，只涉及人类在过去约30万年的演化史，等于是人类的现代史。

换一个说法，人类的起源指人类怎样从古猿演化而来。人类跟黑猩猩原本有一个共同的祖先，但在600万年前，两者慢慢分离。接着，人又经历了一个从“像猿”变成“像人”的过程，也就是如何从杜迈、阿尔迪、露西这些长得比较“像猿”的物种，逐渐演化成图尔卡纳男孩那种比较“像人”的直立人。这是一个物种形成和早期演化的问题（见本书第一到第五章）。人类这个物种的诞生地（起源地）只有一个，就是在非洲。关于这一点，学者都有共识。因此，吴新智又说：“根据现有证据，比200多万年更早的人类化石在非洲以外没有被发现过，所以我们现在的共识是人类起源于非洲。”

人类的起源地没有争议，有争议的是“现代人的起源”。古人类学家所说的“现代人”（modern humans），并不单单指“活在现代的人”，而是有一个比较明确的定义，指的是“解剖学上的现代人”（anatomically modern humans）。更确切地说，指大约30万年前，从直立人演化而成的“智人”。这样定义的“现代人”，可以包括30万年前的某些古人，某些具有“现代特征”的古人化石。当然，现今分布在全世界的活人，不管是东亚人、欧洲人，还是非洲人，也都属于“现代人”，属于“智人”这个单一物种。由此看来，“现代人”是个含义非常广而又有些模糊不清的字眼。如果我们把含糊的“现代人的起源”改写为具体的“智人的起源”，文意应当更清楚，可以避免许多误解。本书以下就用“智人”来取代“现代人”。

早期的人族成员，如杜迈、阿尔迪和南猿露西，都是在非洲演化而成的，住在非洲，活动范围也仅限于非洲，从未离开。他们都起源于非洲。从化石证据看，历史上从来不曾发现过“欧洲起源”或“中国起源”的南猿。关于这一点，大家没有争议。直立人一般也说是在非洲形成，从南猿演化而来的，这点也没有争议。

然而，智人的起源却是有争议的。问题的症结在于，直立人在大约200万年前离开了非洲，向中东、高加索地区、西亚和东亚等地扩散（见第六章）。这样问题就来了，因为这导致直立人分散到了世界各地，然后又在世界各大洲演化出所谓的“古老型人类”（archaic humans），比如欧洲的尼安德特人和西伯利亚的丹尼索瓦人。直立人在100多万年前来到中国时，也演化成吴新智等学者所说的“过渡类型”人族成员，比如湖北郧县人（有两个头骨出土，年代约90万年前）和山西大荔人（有一个几乎完整的头骨出土，年代约25万年前）。所谓“古老型人类”，跟“古人类”的含义不同，但经常混用，须小心分辨。“古人类”一般指所有古代的人类，而“古老型人类”跟“过渡类型”一样，指那些在解剖学特征上介于直立人和智人之间的人族成员。他们最后又演化成智人。

换句话说，直立人离开非洲后，最后在欧洲可能演化出欧洲起源的智人，在中国也可能演化出中国起源的智人，以至于智人的身世不明，其诞生地可能有好几个，不容易断定。

目前，我们比较确定的是，那些留在非洲的直立人，在大约30万年前演化成智人。最新的证据，是在北非摩洛哥伊古德山（Jebel Irhoud）出土的一个智人下颌骨及牙齿（见图7.1和图7.2），其研究报告在2017年发表。108至于那些离开非洲，移居到欧洲、中亚和中国等地的直立人，也极可能在大约30万～20万年前，纷纷演化成智人。这样一来，智人的起源地，就可能有好几个——最确定是在非洲，但中东、亚欧大陆和中国等地，都有可能也曾演化出“本土”的智人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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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1　摩洛哥伊古德山出土的一个智人下颌骨及牙齿（侧视图，Jean-Jacques Hubl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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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2　摩洛哥伊古德山出土的一个智人下颌骨及牙齿（咬合面，Jean-Jacques Hublin）



二、智人起源的两种假说



于是，智人的起源，便有了两派不同的假说。一派叫“晚近非洲起源说”（recent African origin，又称“替代假说”、“晚近单一起源假说”和“夏娃说”）。所谓“晚近”，指大约6万年前，跟直立人在200万年前走出非洲的“远古期”相对。此派的主要代表人物是英国自然历史博物馆古人类学家斯特林格（Chris Stringer，见图7.3）。109它的论点是，留在非洲的直立人，在大约60万年前，衍生出一个新物种——海德堡人。约40万年前，有一部分海德堡人离开非洲，并分化成两个支系。一支进入中东和欧洲，成为尼安德特人。另一支走向亚欧大陆的东部，成为丹尼索瓦人，散居在西伯利亚阿尔泰地区和东亚等地。留在非洲的海德堡人，最后在大约30万年前，又演化成早期的智人。然后，在6万年前，这种智人有一部分走出非洲，向全世界扩散。在他们所到之处，他们凭借更高超的智慧和更精良的武器，把原本住在欧洲、东亚和东南亚等地比较“落后”的尼安德特人、丹尼索瓦人等古老型人类，以及中国的过渡类型人族物种完全消灭，取而代之，形成今天的欧洲人、东亚人和中国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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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3　英国自然历史博物馆古人类学家斯特林格，手持1万年前的切达人头骨（英国自然历史博物馆）


由此看来，这一派认为，直立人（或其后裔海德堡人）走出非洲后，顶多只在欧洲等地衍生出尼安德特人等古老型人类，或在中国衍生出郧县人和大荔人等过渡物种，但不曾演化出智人。今天全世界的智人，不是源自亚欧大陆各地演化而成的本土智人种，而是完全源自非洲的智人种。过去半个世纪，欧美学者几乎一面倒地支持这一假说，使它成了学界主流。但近年来，基因组研究盛行以后，特别是现代人被发现都带有尼人或丹尼索瓦人的少量基因后，此说略有一些“动摇”。

另一派叫“多地区演化说”（multiregional evolution）。其主要论点是，如今分布在亚欧大陆等地的智人，是在当地演化而成的“原住民”，其远祖是200万年前走出非洲的那批直立人。这些直立人来到中东、亚欧大陆、中国等地后，就在当地繁衍，先演化成尼人等古老型人类，或其他过渡类型物种，最后再演化成智人，并且跟那批非洲起源的智人有过基因交流，而不是被他们完全取代。此派的中坚代表是吴新智（见图7.4）和美国密歇根大学的沃尔波夫（Milford Wolpoff，见图7.5）以及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的桑恩（Alan Thorne，见图7.6）。20世纪80年代中期，三人联合提出了这个假说。110

表面上看来，沃尔波夫好像不属于美国古人类学界的主流，但其实他的“辈份”很高。至今为止，他在密歇根大学培养出21位博士，其中2人更是古人类学界的顶尖人物：一是青出于蓝的怀特（阿尔迪的发现者），二是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知名的古人类学家霍克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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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4　吴新智院士（1928年6月2日—2021年12月4日，图片来自中国社会科学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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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5　沃尔波夫和他的韩裔女博士生李相僖（密歇根大学网站）



[image: ]
图7.6　桑恩教授（澳大利亚ABC电视台）


这两种假说最关键的一个区别是：晚近非洲起源说认为，智人的起源地只有一个，就是非洲。欧洲和亚洲从来不曾演化出智人。所以，今天全世界的智人都源自非洲，包括今天的东亚人和中国人。但多地区演化说认为，智人是在多个地区（非洲、欧洲、亚洲）各自独立演化的，从直立人及后来的其他古老型人类演化而来，并形成不同地区的形态特征，比如欧洲智人体形高大，东亚智人体形矮小，等等。


三、欧美学者如何看待中国出土的智人化石



这两派的关键区别，在欧美学者看待中国出土的智人化石时最为明显。例如，2015年10月，湖南道县福岩洞出土的47颗牙齿化石（见图7.7）的研究论文，在英国《自然》杂志发表时，标题叫《华南最早无可疑的现代人》。111这篇论文的联名作者多达14位，但通讯作者（也就是最主要的责任作者联系人）有三位：两位是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的刘武和吴秀杰，另一位是当时在英国伦敦大学学院任教的西班牙籍女学者托里斯（María Martinón-Torres，古人类牙齿专家）。论文的结论是：道县人牙化石的年代，根据研究团队所做的严谨地质学测年，为12万到8万年前，其形态跟今天现代人的牙齿一致，所以说是“无可疑的现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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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7　道县人的牙齿化石（邢松和吴秀杰/中国科学院）


然而，按照晚近非洲起源说，智人是在6万年前才走出非洲的。欧洲要到4.5万年前，才有智人（2019年7月，《自然》杂志发表一篇研究报告，宣称智人在21万年前已来到欧洲希腊，但证据薄弱，尚有争议）。112上海复旦大学遗传学家金力的研究团队，根据中国人Y染色体分析所做的一系列论文，也认为非洲的智人是在6万到1.8万年前抵达中国，并完全取代原住民。113那么，华南怎么可能早在12万到8万年前，就有“无可疑的现代人（智人）”？这些道县人牙的主人，看来不可能是非洲来的智人移民。那他们又是怎样在中国出现的？难道他们正如吴新智等支持多地区演化说的学者所说，是在中国本土演化成功的“原住民”？

然而，这篇英文论文没有提到多地区演化说，甚至完全没有讨论这些道县智人既然在华南被发现，是否有可能在中国本土演化。论文骨子里仍然坚持晚近非洲起源说。面对这个12万到8万年前的测年，论文只好尝试“改写”非洲智人移民离开非洲的时间。它所能提出的唯一解释是，这些道县智人可能早在6万年前就离开非洲，而且走的是一条“南方路线”，不经由以色列北上高加索的近东路线，而是从阿拉伯半岛南下，沿着红海海岸线到印度，再走到华南。论文的通讯作者之一、英方的托里斯在接受《自然》杂志记者的“播客”录音访问（Podcast）时，进一步阐述了这个观点。114

英国埃斯特大学考古系的邓尼尔在《自然》杂志上评论这篇论文时，也完全采取晚近非洲起源说，认为道县人的牙齿化石“跟欧洲上新世和现代人的牙齿相似，意味着其来源是〔非洲〕移民，而不是直立人在当地演化的结果”。面对这些8万多年前的化石，他也跟托里斯一样，说智人走出非洲的时间需要被“改写”，可能要提前到12万到8万年前。同时，他推论，这些非洲智人移民在华南出现的时间，竟比他们在欧洲出现的时间（约4.5万年前）还要早好几万年，原因可能有两个：一是欧洲当时被尼安德特人占据，非洲智人无法移居；二是欧洲正处于冰期，天气酷寒，从热带非洲来的智人无法适应，只好向比较温暖的东方和亚洲南部迁移，以至于他们在华南出现的时间，要比他们到达欧洲和华北的时间早好几万年。115

不过，吴新智在2016年的一篇论文中反驳：“这显然是固执夏娃假说，欠缺说服力的。”116在这篇论文中，他详细列举了中国近年来发现的古人类和旧石器时代遗址，力证中国在10万到5万年前有人居住，驳斥非洲起源论者和遗传学家所说的中国当时因为受地球冰期影响，没有人类居住，有“断层”这一说法。道县人牙化石可证智人也可能是在中国本土演化而成的，未必是非洲智人的移民。

道县人牙化石是在中国出土的，由中国科学院的科学家以及英国和多位其他外国专家合作研究。中国的古人类学科研人员一向主张多地区演化说，在中文论文中也如此申论，但在这篇发表于英国《自然》杂志上的英文论文中，完全见不到任何多地区演化说的论点，只有晚近非洲起源说的假设。看来中国和英方的专家，有不同的看法。

不过，近年在欧美发表的一些论文里，也开始见到比较多的多地区演化说。例如，2017年10月，美国得克萨斯州农业与机械大学的希拉·阿特雷亚（Sheela Athreya）和吴新智联名发表的英文论文，对山西大荔人做了更全面的最新分析，便提出了多地区演化说的观点。大荔人头骨（见图7.8）和摩洛哥伊古德山发现的智人头骨（见图7.9）很相似，都有类似智人的面部，但大荔人头骨看上去更原始。

摩洛哥智人头骨在非洲出土，证实智人起源于非洲。但阿特雷亚认为，大荔人头骨显示，智人的起源恐怕没有这么简单。她提出两个观点：一是从遗传学的角度看，非洲智人与亚欧大陆智人没有完全隔绝。少数人的迁移带来了基因的交流。这使得31.5万年前的摩洛哥智人的遗传特征，出现在25万年前的大荔人头骨上。二是基因的流动也有可能是多方向的，那么欧洲、非洲显现的一些特征，也有可能来自亚洲，即非洲智人的某些遗传特征，或许来源于东亚直立人，后来被带入非洲。换句话说，这不再是晚近非洲起源说了，反而是智人“出自亚洲说”——在东亚演化出来的智人特征，也有可能传入非洲，影响到非洲智人的演化。此文发表在老牌的《美国体质人类学》杂志上，这显示，只要证据充分，多地区演化说也可以获得欧美主流期刊的认同。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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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8　大荔人头骨（吴新智/中国科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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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9　重塑的摩洛哥智人头骨（Philipp Gunz/CC 2.0）


再举一个例子：2007年，在广西崇左智人洞，发现两个臼齿和一个下颌骨前段（见图7.10）。2010年，其研究报告在《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刊》上发表，由中国科学院刘武的研究团队和美国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古人类学家特林浩斯（Erik Trinkaus）及其他合作者完成。化石测年约为11万年前。崇左人属于正在形成中的智人，处于古老型智人与现代人演化的过渡阶段，可能是东亚最早的智人之一，比之前已知生活在东亚的最早智人（距今大约4万年，2002年发现于周口店的田园洞人），提前了约6万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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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0　崇左人的化石（刘武/金昌柱/中国科学院）

在广西崇左木榄山智人洞发现的10万年前的人类化石（A下颌骨前面；B下颌骨左侧面；C下颌骨上面；D下颌联合中部激光扫描断面；E、F两枚牙齿的颊侧面和近中面）


这篇英文论文提到，中国出现这么早的智人化石，显示它亦有可能是本土“独立起源”（independent emergence）的结果。118论文的中文版进一步说：“此人类化石具有的古老和现代特征并存的镶嵌混合特点，提示东亚地区早期现代人形成过程中存在一定程度的演化连续性。此外，早期现代人很可能与古老型智人在亚欧大陆地区并存了数万年。”119

然而，英国的邓尼尔在《自然》杂志评论这篇论文的英文版时，一开始就假定（没有提出证据）：崇左人是出自非洲的智人。所以，他最关心的问题是：出自非洲的崇左智人，怎么会这么早抵达华南？他完全没有考虑到这可能是在中国本土演化的物种，也没有去探讨这种可能性，就先假定崇左人来自非洲。120


四、基因、化石和石器证据



既然智人可以在非洲从直立人（或直立人的后代海德堡人）演化而来，那么直立人在170万年前来到亚欧大陆后，为什么就不能演化为智人呢？除了极少数例外，欧美学者几乎“习惯性”地把中国出土的所有智人化石都说成是“非洲移民”，从不考虑他们是否可能是在中国本土演化的原住民。

欧美学者之所以如此有信心，主要是因为基因证据，也就是1987年三位美国遗传学家所提出的“夏娃说”——目前世界上所有活人的母系线粒体基因（mtDNA），都可追溯到20万年前住在非洲的一位女性。121夏娃说问世超过了30年，近年的基因组研究突飞猛进，但夏娃说没有新的研究突破，没有再提出新的证据，且受到不少质疑，特别是受到美国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遗传学家坦普莱顿的挑战，更有看头。他认为人类一次又一次走出非洲，并非“取代”非洲以外的人，而是“杂交”。122

以往所说的“基因证据”，只是从现代活人身上取得线粒体mtDNA和Y染色体来研究，包括复旦大学金力团队所做的一系列Y染色体研究。然而，从2010年起，德国马普演化人类学研究所帕玻团队所发表的一系列研究显示，我们不但可以从活人身上取得基因组证据（范围比mtDNA和Y染色体更全面），而且能从数万年前死人的化石中采集到古DNA基因组样本，可以为死去的尼安德特人做完整的基因组测序，从而可以证明，智人曾经和尼人交配过，且遗传到尼人的少量基因。123这样得到的古人基因组证据，可以拿来跟现代活人的基因组做比对，从而更精确地掌握他们的遗传关系。这要比以往单单从活人那里取得基因变异等少数几个数据，来追踪智人在过去数万年的迁移历史和祖先历史更全面，更能解决智人的起源和遗传关系等问题。

例如，2017年10月，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研究员付巧妹和德国帕玻实验室组成的一个中德联合科研团队，在美国《当代生物学》（Current Biology）期刊上发表论文，124称他们从北京房山区田园洞出土的距今约4万年前的一名男性遗骸化石中（见图7.11和图7.12），成功提取了全基因组。这不仅是中国第一个古人的基因组数据，而且是整个东亚目前最古老的人类基因组数据。

经过基因组比对，论文证实田园洞人属于古东亚人，但他并非现代东亚人的直接祖先，而是现今东亚人和某些南美洲人的远亲。团队同时发现，田园洞人跟比利时果越洞穴（Goyet Caves）出土的一个3.5万年前欧洲人的化石有遗传关系。不过，田园洞人已和欧洲人分离。在基因上，他比较接近今天或过去的东亚人，多过于今天或过去的欧洲人。令人意外的是，田园洞人跟南美洲的亚马孙人也有遗传关系，有基因上的类似。这揭示了东亚早期人群组成十分复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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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11　北京房山区田园洞（同号文/中国科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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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12　田园洞人骨架（高星/中国科学院）


付巧妹团队的这项研究显示，把古人类化石中的基因组拿来和现代活人的基因组做比对，可以得知两者之间更精确的遗传关系，好比做亲子鉴定那样。这要比从前单单用活人的mtDNA和Y染色体来追踪其祖先历史更可靠，用途更广。未来探讨智人的起源时，古今基因组的比对，无疑是一大新的研究利器。

1987年的夏娃说没有发现智人曾经和尼安德特人有过基因交流，显示当时单单使用活人mtDNA和Y染色体的研究方法太过简单，存在局限。然而，2010年帕玻等团队所用的古基因组方法，却能证实智人和尼人曾经交配过，并且还揭示了古老型人类之间的基因交流，如何影响当今的现代人，显示古基因组的研究方法更全面，大放异彩，抢尽风头，成为未来研究人类演化和各物种遗传关系的一大有力工具。125

付巧妹曾经在帕玻实验室学习，并取得博士学位，也参与尼安德特人基因组的研究。2016年，她回到中国后，在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设立了一个古DNA实验室，和帕玻实验室密切合作，运用最新技术，从数万年前的化石中提取古人类基因组。2017年4月，河南灵井许昌人的研究报告发表在美国的《科学》期刊上时，付巧妹向该期刊的记者吉本斯透露，她曾尝试从三件许昌人化石中采集古DNA，但没有成功，126仍在努力中。她的团队也尝试从河北许家瑶人类牙齿化石（12.5万到10万年前）中提取古基因组，看看它是否带有丹尼索瓦人的基因。

另一方面，多地区演化说靠的主要是一系列丰富的化石证据，如许昌人、大荔人、崇左人、道县人等。近年来，中国出土的人类化石越来越多，其研究报告也多能在西方顶尖期刊，如《科学》和《自然》上发表，例如2017年河南的许昌人研究。127这篇报告认为，许昌人的头骨（见图7.13）具有中国境内古老型人类、尼安德特人和早期智人的混合特征，可能是中国古老型人类与尼安德特人基因交流的结果。近年来新出土的化石也显示，智人的起源是个非常难解的问题，要比过去所认知的更复杂，恐怕不是单纯的晚近非洲起源说或多地区演化说所能解释的。我们需要更多的化石和古基因组证据才行。

中国近年出土化石的测年也做得比从前更精细，引起欧美学界更多的关注，也为多地区演化说带来较多的认同。有学者认为，中国新的化石证据正在改写人类演化的历史，特别是东亚地区的演化史。128欧美学者以往一向偏重非洲和欧洲出土的化石，不熟悉中国的化石，难免多从西方观点来看人类的演化。现在，情况慢慢有了改变。例如，帕玻对《当代生物学》的一个特约采访作者说：“如果我们要探讨古代人口和化石之间的遗传关系，我绝对相信，中国是个最有趣的地区之一。幸运的是，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已成立一个最先进的古DNA实验室。我们有幸可以跟他们在这方面合作。”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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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13　许昌人的头骨化石（吴秀杰/中国科学院）


多地区演化说另一项有力的证据，来自考古发现的石器。在非洲和欧洲，石器的模式有一个演进的历程。250万年前，非洲人族成员使用的是最简单的奥杜威第一模式石器，但到了约10万年前，非洲智人所使用的石器已演进到第三模式石器，也就是比较精美的莫斯特（Mousterian）型。如果非洲智人曾经移居中国，他们应当也会把这种第三模式石器带到中国。然而，奇怪的是，在中国出土的绝大部分石器，都属于最原始的第一模式石器（见图7.14），显示在中国，从直立人到智人，从170万年前起，一直到1万年前，都在使用这种简单又好用的石器。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的高星曾经专门研究过这一课题。他说：“来自西方的文化因素在不同时段、不同地区间或出现过，但从来没有成为文化的主流，更没有发生对原住民文化的置换，表明这一地区没有发生过大规模移民和人群替代事件。”这也表明，中国的直立人到智人，其演化是有连续性的，很少受到外来的影响。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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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14　河北泥河湾出土的一些石器，属于最原始的奥杜威第一模式（河北省文物研究所）



五、修正假说和两派的和解



就中国的特殊情况，吴新智又对多地区演化说略有修正，称之为“连续进化（演化）附带杂交”。意思是，非洲直立人在100多万年前来到中国后，就在中国本土繁衍，连续演化，未曾离开或灭绝，最后演化为智人和今天的中国人。在过去数十万年的连续演化期间，他们曾经和其他地区演化的智人有过交配，“比如说跟欧洲、东南亚的还有混杂、杂交，就是基因的交流”。这种基因交流，导致中国出土的某些化石也具有欧洲人的一些特征。不过，吴新智认为，这种基因交流是“附带”的、“次要”的、少量的。中国人主要还是在本土连续演化中形成的。

吴新智举了一个“形态上的证据”：“比如说眼眶，中国大部分人类化石的眼眶都是长方形的，而这个[用手指着（广东韶关）马坝人头骨的眼眶]明显是圆形的（见图7.15和图7.16），这是广东地区的，中国化石除了这一个圆形眼眶以外再没有别的头骨是这样的了。他这个眼眶是圆形的，肯定是基因决定的，他这个基因是从哪里来的？在中国找不到根源。而在欧洲，这个圆形眼眶就比较多了，当然也不全是。如果我们推想这个圆形眼眶基因是从欧洲过来的，可能就是比较合理的。”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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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15　马坝人头骨的圆形眼眶（吴新智）


由此看来，我们可以推想这样的局面：100多万年前，直立人来到中国以后，衍生出后来的郧县人、周口店直立人、大荔人等，又在大约10万年前，形成智人和现代的中国人。然而，非洲起源的智人离开非洲，向全世界扩散时，他们的后代应当也曾经分批来到中国，然后他们就跟原先在中国本土演化而成的中国起源智人比邻生活，并且曾经有过基因交流，以至于今天的中国人——他们的智人远祖，有可能是纯中国起源的土生种、外来的纯非洲起源种，也有可能是中非杂交种，或吴新智“附带杂交”说中所列举的“中欧杂交”种。前面提到付巧妹团队所研究的田园洞人跟欧洲人有遗传关系，亦有可能是这种“中欧杂交”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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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16　马坝人头骨的侧面（左）和正面（右）绘图，显示其圆形眼眶及其他特征（吴新智）


2010年，德国马普演化人类学研究所帕玻的研究团队，成功为尼安德特人的古基因组完成测序后，证明智人曾经和尼人交配过，以至于现代人的基因都带有1%～3%的尼人基因。这项发现改写了智人的演化史，也导致非洲起源说的全面取代论不得不被改写，成了帕玻所说的“有遗漏的取代”（leaky replacement）。132

沃尔波夫的学生史密斯（Fred H.Smith）曾经提出一种同化说（Assimilation model）：智人大部分出自非洲，但他们在走出非洲时，曾经跟沿途所经之处的当地人交配，以至于现代活人的基因组里，有大约10%来自这些古老型人类。133同化说从前一向被忽略，但自从2010年帕玻的研究证实智人跟尼人有过基因交流后，它又开始受到重视。

有关智人起源问题的争论，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至今已超过30年。未来最有希望的解决之道，要看科研人员是否可以从世界各地出土的化石中提取更多的古人类基因组，来做深入的比对研究，以探讨各化石之间的基因遗传关系，避免化石形态学上的争论。

2018年4月，哈佛大学医学院遗传学系教授赖克（David Reich）出版了一本令人耳目一新的著作《我们是谁，从哪里走到这里——古基因和研究人类历史的新科学》。134目前的科研人员几乎不写书了，只写单篇论文，只有文史学界的学者还偶尔需要写书。赖克教授之所以写这本书，是因为要介绍古基因学界最近几年来的最新研究成果（许多是他自己实验室的成果），主要涉及尼安德特人、丹尼索瓦人和智人的基因交流和影响（本书第二章略有引介），做一个综合评述。他在书中称这些成果为“古基因革命”（ancient DNA revolution）。这场革命让我们见识到，各个人类物种之间的遗传和演化关系是错综复杂的，远比化石形态学研究所揭示的复杂得多。

然而，到了2010年，有关智人起源的争论，似乎又有了消解的迹象。这一年，两派的代表人物——英国的斯特林格和美国的沃尔波夫，终于可以在一个有关尼安德特人的会议上，一起喝啤酒、聊天。两人当时已60多岁，他们之间的争战也沉淀了。据《科学》期刊记者吉本斯报道，两人的论点虽然仍泾渭分明，但也有些趋合了。斯特林格说：“我们现在可以相处得来，是因为我们两人都觉得，我们都被证明是对的。”135

有趣的是，在中国，这两派的争论也有了和解的征兆。2013年11月，在复旦大学举行的上海人类学学会成立三十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上，时任复旦大学副校长、上海人类学学会会长、遗传学家金力教授，为自己的“学术对手”吴新智颁发年度人类学终身成就奖金琮奖，以表彰他在中国乃至世界古人类学研究领域做出的杰出贡献。136金力和他的研究团队曾经发表多篇论文，主张“Y染色体遗传学证据，支持现代中国人起源于非洲”（见上文），跟吴新智的多地区演化说对立。但金力在给吴新智颁奖时说：“所有的科学研究都是在争论中推进的，不同观点者相互支持、相互促进，恰好有利于探索科学奥秘和真相。”

韩裔美国籍古人类学家李相僖在她的科普书《想太多的人类学家》（Close Encounters with the Humankind）137中，透露了一个鲜为人知的学界内部“私语”：现代人起源的两种假说，其实还被“政治化”，牵涉种族和殖民主义等问题。比如，有些学者会认为，那些主张晚近非洲起源说的欧美学者，恐怕有一种不知觉的种族主义倾向，因为晚近非洲起源说隐含着一种“血洗全球”（worldwide bloodbath）的意味——非洲起源的智人走出非洲后，便把世界上其他地区比较“低劣”物种的人类“完全灭绝”，完全取代，没有杂交。这样的论点不免带点种族主义的色彩，以及殖民主义的自大。相比之下，多地区演化说没有这样的殖民主义色彩，看起来比较顺其自然，实际上也可能比较符合人类演化的历史事实。李相僖在密歇根大学人类学系取得博士学位，现任教于美国加州大学河滨分校人类学系。她的博士论文指导教授，就是多地区演化说的创始者之一沃尔波夫。据她说，这种学界内部的“私语”，是无法在正式发表的论文中见到的，只有在研讨会和私人谈话场合才能听到。


六、终究有非洲根源



如果你相信晚近非洲起源说，则中国人的祖先是大约6万年前从非洲走出来的那批非洲起源智人移民的后代。如果你相信多地区演化说，则中国人的祖先是大约200万年前从非洲走出来的那些非洲直立人，在中国继续演化成郧县人、周口店直立人、大荔人、崇左人和道县人的后代。

这样看来，其实不管是晚近非洲起源说还是多地区演化说，中国人的祖先，若追溯到最早的源头，恐怕都要跟非洲有某种血缘上的关系。这点并不奇怪，因为人类这个物种、人类最早的祖先，如杜迈和千禧人，本来就是在非洲诞生的。作为人类这种生物，中国人和欧洲人等全世界的人们，其最终最早的祖先，当然都要追溯到非洲。但今天中国境内的智人，却可能不是在非洲演化出来的，而是在中国本土，从非洲直立人迁移而来之后的连续演化中形成的。

2016年7月，《自然》杂志有一篇特稿《被遗忘的大陆》，探讨中国近年来出土的一系列人类化石，如何正在改写人类演化史。138文中提到，西方有科研人员认为，中国古人类学家的多地区演化说，“带点民族主义的色彩”。

吴新智对此反驳说：“这不关民族主义。”他说，一切要靠证据——看看那些过渡类型人类物种和考古出土石器。“所有证据表明，中国从直立人到智人，曾经有过连续演化。”

的确有不少国人表示，难以接受现代中国人是非洲智人移民的后代。或许是受教科书的影响，大部分国人都认为，现代中国人是云南元谋人、北京人和大荔人的后裔，力图摆脱中国人出自非洲的说法。然而，平心而论，中国人的智人祖先，即使像多地区演化说所说，是在中国本土演化的“原住民”，但中国人的直立人祖先，如元谋人和蓝田人，终究还是有非洲根源，因为他们来自非洲（见第六章）。直立人的起源地只有一个——只在非洲，不在中国。关于这点，学界并无异议。

因此，我们应当用心想想，所谓“中国人的祖先”，到底是什么意思？学界目前的讨论似乎都假设，中国人的祖先只有一个，就是大约10万年前智人阶段的祖先，而不理其他。其实，人的祖先不应当只有一个。祖先有近世的，也有远古的。比如，我们每个人都有祖父、曾祖父，当然也有第16代祖、第58代祖等，甚至有300万年前的祖先。他们的起源地（诞生地）和生活的地点，很可能都不一样，这并不出奇。我们要分辨清楚，要有时间概念才行，才能把“祖先问题”厘清。


七、重构两种场景



按照智人起源的两种不同学说，我们可以描绘在中国土地上曾经可能出现过的两种不同场景。

从多地区演化说的观点看，特别是从吴新智“连续进化附带杂交”的视角看，非洲起源的直立人，在大约170万年前来到云南的元谋，甚至到过北纬40度以北寒冷的河北泥河湾等地。然后，他们就在中国的土地上繁衍生息，从未灭绝，以至于他们在大约100万到10万年前，衍生出各种古老型人类或“过渡类型”人类，如郧县人（90万年前）、周口店直立人（约78万年前）、大荔人（约25万年前），然后又在大约10万年前，演化出现代的智人，如广西崇左人（11万年前）、湖南道县人（12万到8万年前）。到6万年前左右，这些在中国连续演化而成的智人，已经长得跟现代中国人没有什么差别了。6万年前，非洲起源或欧洲起源的智人也开始抵达中国，其中有一部分可能跟中国本土起源的原住民有过基因交流。这三者（原住民、非洲或欧洲起源的智人，以及三者杂交）的后代，就是今天的中国人。

此派的学者根据晚近非洲起源说推测，170万年前抵达中国的非洲直立人及其后代，在第四纪冰期的10万到5万年前这一时期“难以存活”，甚至有了“断层”。也就是说，这些直立人灭绝了，中国当时没有人类居住。金力研究团队在2000年那篇论文的结尾这样说：“我们认为随着冰期逐渐消亡，非洲起源的现代人约在6万年前从南方进入东亚，在以后的数万年中逐渐向北迁移，遍及中国大陆，北及西伯利亚。大约在8 500年前，经历了漫长的蒙昧时期后，以仰韶文化为代表的最早的中华文明开始在黄河中上游地区萌芽。”

仰韶文化的创造者，如果不是这些在6万年前来自非洲的智人移民，那么就是在中国本土演化的智人。当年我上大学时初读《中国文明史》，如果知道这些中国文明最早创造者的身份原来就是人类演化史上的智人，我想我就不会那么迷惑了。中国文明史原来不是“突然”在黄河流域“冒”出来的，而是前面有一大段被忽略的人类演化史。如果能够交代前面这段历史，把中国人的演化史和文明史衔接起来，那么我们就更能了解，中国人是怎样从周口店直立人、广西崇左等智人的阶段，逐步进入文明史的领域的。最早期的仰韶文化创造者，也不再是血肉模糊的、“没有脸的人”，而是在解剖学上，在身体结构上，长得跟我们今人一模一样的人。至于他们怎样在黄河流域发展出最早的农业和生活聚落，那就是中国文明史、史前史和考古学的研究课题了。


第八章　人类肤色的演化——从黑到白

1981年秋天，我第一次飞抵纽约肯尼迪机场，准备转往新泽西州的普林斯顿大学东亚研究系读博士。一走出机场，我就感受到第一个震撼——为什么这里有这么多皮肤黑黑的黑人，又有那么多皮肤白白的白人，在街上走来走去？一时之间，仿佛自己闯进了另一个世界，一个不属于我的世界。在此之前，我在台北上大学，生活了好几年，平日所见都是跟我一样的黄皮肤的人，早已习以为常，难得在街上见到一两个白人和黑人。但到了纽约，黄皮肤突然完全消失，触目所及尽是白人和黑人，真有一种如梦似幻的感觉。今天的东亚人，包括中国人、日本人、韩国人等，第一次出国飞到纽约，看到那么多黑人和白人走在街上，想必也会有这种梦一样的感觉吧。这点是旅游书中从未提起的，恐怕也是第一次出国到欧美国家旅行的东亚黄种人需要有的心理准备。

我们平时在电视、电影和书上，应当见过不同肤色的人，知道世界上不同地区的人会有不同的肤色。比如，撒哈拉大沙漠以南的非洲人，肤色一般为黑色。欧洲人一般是白色（实际上更接近粉红色）。印度赤道地区以南的人，一般也是黑色。东亚人一般为所谓的“黄皮肤”。人类是唯一具有不同肤色的灵长类动物。为什么？


一、演化的力量——亮丽的非洲黑



我们在前面几章见过，人类这种生物，最早是在非洲演化成功的。从生物学的观点来说，人类的“原生种”是在非洲诞生的。一旦原生种的人类离开非洲，扩散到其他地区，就会因为气候和生态环境的不同，慢慢形成不同的特征，比如不同的肤色、不同的体形等。这样经过数十万（甚至数百万）年的演化，那些离开非洲的原生种，便会在世界其他地区演化成不同的物种，成为异地物种，跟原生种有了差别。

这跟原生种的动植物一旦离开原生地，扩散到其他地方以后，必定也会在异地慢慢演化出新物种一样。从物种形成的观点看，这便是一种“异域物种形成”（allopatric speciation）的现象（见第一章）。不过，目前各大洲不同肤色的人类还在演化当中，没有演化到不同物种的地步，只能说有了“人类差异”（human variation），如肤色不同，体形略有不同（欧洲人粗壮高大，东亚人柔雅纤细），但差异范围还小，还没有形成迈尔所说的“生殖隔离”（见第一章），大家还属于同一个物种（智人），可以互相交配，进行基因交流，孕育出有繁衍能力的下一代。各地区不同肤色的人类，还需要再演化数十万到数百万年，差异越来越大，才有可能形成不同的物种。

今天世界各地人类的肤色各有不同，正是伟大的演化力量造成的，因为在不同地区，阳光中的紫外线强弱不一样。人类的肤色会随着紫外线的强弱而演化出不同的深浅色，以合成维生素D和保护人体的叶酸，达到最能适应当地生态的最佳生理状态。139

我们首先要问：原生种人类的皮肤，是什么颜色？答案：最初是粉红色，后来演化为黑色，也就是今天非洲撒哈拉大沙漠以南非洲人的那种黑色。他们正是原生种人类的后代，因为不曾离开非洲，所以肤色至今没有遭受到演化的压力，不曾改变，也不需要改变。

这种亮丽的“非洲黑”，大约在200万年前的直立人时代就已形成。在直立人之前，人类的皮肤是由一层厚厚的毛发所覆盖的，就像今天的黑猩猩一样。至于当时人类（南猿）毛发下的皮肤是什么颜色的，我们不得而知，因为出土化石无法保存肤色的证据。但科研人员推测，它应当是粉红色的，就像今天的黑猩猩，拨开它的黑色毛发，你会发现它的皮肤是粉红色的。

当人类从南猿演化到直立人时，因为生存环境的改变，从疏林转移到热带稀树草原，为了奔跑追杀猎物，也为了更有效地散热，人类的毛发开始慢慢脱尽，演化出直立人和后来智人那种全身几乎无毛发的身躯，也就是柏拉图所说的“无毛的双足行走者”（见第五章）。这时，人类的皮肤才完全暴露出来，他们最初的肤色应当是粉红色的。

但人类失去毛发的保护后，非洲赤道地区强烈阳光中的紫外线会穿透这种粉红色的浅肤色，破坏人体所需要的叶酸，并造成皮肤癌。叶酸流失的后果很严重，比如说，会造成人类细胞无法正常分裂，会造成胎儿骨骼畸形（所以现在的孕妇在怀孕初期都要特别补充叶酸），会造成男性精子不足，等等，威胁到一个族群的生存。叶酸有“生物黄金”的美称。于是，直立人开始演化出越来越黑的肤色，以阻挡强烈紫外线破坏人体的叶酸。

热带地区的充足日照还有一个重要功能，那就是强烈阳光中的紫外线可以穿透黑皮肤，让人体合成维生素D。这是一种重要的维生素，跟其他维生素不同，它可以由人体依靠阳光来合成，所以也被昵称为“阳光维生素”（sunshine vitamin）。它可以帮助人体摄取食物中的钙，有强化骨骼的功能。如果维生素D不足，骨骼不能好好发育，会造成严重疾病，比如佝偻病（手脚关节肿胀变形、腿呈弓形或膝内翻等）。维生素D不足，也可能引发某些致命癌症、心血管疾病、多发性硬化症、类风湿关节炎以及1型糖尿病。140

至于今天欧洲人的粉白色和东亚人的浅棕色皮肤，反而是从这种最原始的、原生种的非洲黑，进一步演化而成的。那是直立人在200万年前走出非洲以后的事。然而，直立人扩散到亚欧大陆和东南亚时（见第六章），他们原本的黑皮肤究竟经历过怎样的演化，目前还无法得知，除非有一天，我们能够从（比如说）一两百万年前左右的直立人化石中，抽取古DNA去做全基因组测序，才能得知他们的肤色。但从智人离开非洲后的肤色演化来看（见下文），我们可以推想，直立人走出非洲以后的肤色演化，应当和智人相同，也就是从非洲黑慢慢演化为亚欧大陆的浅白色系。由于目前只能推想，无法讨论，下面我们单从智人说起。


二、肤色演化的机制



大约6万年前，智人继直立人之后，也离开热带非洲，来到纬度比较高或紫外线比较弱的亚欧大陆温带地区。他们原本的黑色皮肤不利于健康和生存，因为温带地区的阳光比较弱，紫外线没有热带非洲那么强，一个人的肤色如果太黑，会阻挡微弱紫外线的穿透，使人体无法吸收足够的阳光来合成维生素D，造成维生素D不足，产生一系列疾病。于是，温带地区的人们慢慢演化出比较浅色的皮肤，好让紫外线可以穿透皮肤。

全世界可以分成三大维生素D地区：（一）热带；（二）亚热带和温带；（三）纬度45度以上的南北极圈地区。在热带，紫外线一年到头都很强，人们全年都可以合成维生素D。在亚热带和温带，全年有至少一个月的时间，紫外线会不足。比如，美国波士顿地区位于北纬42度左右，冬天日照不足，人体皮肤要在每年三月中旬以后，才开始合成维生素D。至于南北极圈，在全年12个月的绝大部分时间里，紫外线一般都不足以让人体合成维生素D。

这可以说明，为什么热带地区的人们肤色一般为黑色。热带地区的日照充足，人没有维生素D不足的问题。他们之所以演化出黑皮肤，不是为了合成维生素D，而是为了阻挡强烈的紫外线破坏人体的叶酸。

在亚热带和温带地区，紫外线有季节性不足，特别是在秋冬两季，不利于人体合成足够的维生素D，于是原生种人类的黑皮肤慢慢演化成比较浅的颜色，好让更多的紫外线穿透。由于亚热带和温带地区的日照没有热带的那么强烈，因此这些地区的人们不需要热带的黑皮肤来保护人体的叶酸。浅肤色刚好既可以合成更多维生素D，又不至于让叶酸遭到破坏。

同理，生活在南北极圈的人们，日照更少，人体的叶酸没有被紫外线破坏的危险。他们的问题是，如果肤色还是像原生种非洲人类那样的黑色，那么这种非洲黑反而会阻挡微弱的紫外线穿透，人体无法合成足够的维生素D，于是他们需要演化出比较白的肤色。

黑皮肤中的黑色素仿佛是天然的防晒霜，可以保护热带地区的人们的叶酸，也可以保护他们的皮肤，使其免受日照产生的皮肤癌困扰。相反，在温带和靠近南北极圈的地区，日照比热带少，人们不需要这种黑色素防晒霜。如果他们的黑色素太多，反而不利于在日照弱的地区合成维生素D，于是他们就演化出越来越白的肤色。


三、肤色演化和移民



这个肤色演化的模式，是否放之四海而皆准？一般而言，准。但有几种情况，看起来好像“不准”，其实值得深一层讨论。

例如，美国阿拉斯加和加拿大北部邻近北极圈，紫外线微弱，居住在那里的因纽特人（见图8.1），其肤色原本应当很白才对，但因纽特人真正的肤色却有点偏黑。为什么？原因可能有三个。第一，他们其实是外来移民，迁移到北美洲只有大约5 000年，还没有足够长的时间让他们演化出比较白的皮肤。第二，因纽特人的传统食物，尤其是鱼和海洋哺乳动物，含有丰富的维生素D。这抵消了他们因日照不足而产生的维生素D缺失，也让他们可以保留比较深的肤色。第三，因纽特人生活的地区虽然纬度高，但那里终年积雪，反射的紫外线强烈，他们需要比较深的肤色保护。

纬度高，日照和紫外线一般比较弱，比如北欧的瑞典，但也有例外，比如因纽特人的雪地。再比如，青藏高原和南美洲的安第斯山脉属于温带，照理说人们的肤色应当比较白，但这两地海拔高，紫外线特别强，人们的皮肤也就比较深。

在非洲南部，南纬20度到30度的地区，居住着两大民族：科伊桑人（见图8.2）和祖鲁人（见图8.3），两者的肤色大不相同。科伊桑人的皮肤呈浅棕色，祖鲁人则为深黑色。地处同一个日照区，为什么肤色会不相同？原来，两者都是外来移民，源自非洲赤道热带地区，但科伊桑人早在15万年前就迁移到了非洲南部。他们的肤色原本应当是热带的深黑色，但经过15万年的演化，如今慢慢变为浅棕色了。然而，祖鲁人迁移到非洲南部，只不过是过去大约2 000年的事，演化时间太短，肤色还没有什么改变，仍然是深黑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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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1　因纽特妇女的肤色和她们的传统服饰——海豹皮衣（左）和驯鹿皮衣（右）（Ansgar Walk/创用CC）


同理，如今在美国和欧洲许多国家，有许多非洲裔人，其肤色仍然是黑色，跟当地比较弱的紫外线并不相符，因为他们都是移民，源自17世纪以来美国和欧洲白人从非洲输入的大量黑奴，顶多有数百年的历史。如果假以时日（比如数万年后）以及适当的生态改变，这些温带地区黑人的肤色有可能会变白。

2009年，美国黑人总统奥巴马刚上台不久，专门研究人类肤色的美国古人类学家尼娜·雅布隆斯基（Nina Jablonski，见图8.4）在一次演讲中，笑着说奥巴马总统“皮肤略为深褐”，“让我们祝愿他健康，愿他意识到他自己的肤色”。看来，奥巴马应当多多服用维生素D补充剂，因为他的黑肤色可能无法让北美微弱的阳光穿透他的皮肤去合成足够的维生素D，何况他又长时间在室内工作，少有机会接触到阳光。

我们不知道奥巴马是否缺乏维生素D，是否有额外补充。不过，据2006年美国农业部设在波士顿塔夫茨大学的人类老化营养研究中心的一项研究，141美国黑人的确比其他美国人普遍缺乏维生素D。大部分年轻、健康的黑人，在一年的任何时候，都达不到最佳的25（OH）D含量。25（OH）D是体内维生素D的主要储存形式。侦测25（OH）D可得知体内维生素D是否足够。研究员哈里斯（Susan Harris）指出，这主要是因为黑人皮肤的黑色素阻挡了阳光，减少了维生素D的合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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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2　非洲科伊桑人的浅棕色皮肤（Ian Beatty/创用C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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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3　非洲祖鲁族战士，皮肤呈深黑色（Ernmuhl/创用C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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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4　美国古人类学家雅布隆斯基，专门研究人类肤色的演化（美国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网站）


但黑人的骨折率比其他美国人低。这可能是他们体内有其他保护骨骼的适应机制，不需要太多的维生素D。然而，维生素D不仅保护骨骼，而且可以防止心血管疾病、糖尿病和某些癌症，而黑人患上这些疾病的概率和白人一样，或更大。最后，这项研究鼓励黑人提高维生素D摄入量，或服用维生素D补充剂，因为这样做的成本低、风险低，但保健效益很高。

人类肤色还有一个常见的特色——在世界各地的人当中，女性的肤色一般比男性的浅，浅3%～4%。科学家常在推论其原因，但大部分人认为，这个现象源自达尔文所说的“性选择”，也就是男性都比较喜欢选择肤色比较白的女性来做性伴侣，以至于比较白的女性比较容易找到配偶，可以孕育出更多的后代，占有更佳的生存优势，最后把那些肤色比较深的女性淘汰。

但雅布隆斯基认为，性选择可能只是部分原因。真正的原因是，女性在整个孕期和哺乳期需要更多的维生素D，以摄取食物中的钙。所以女性演化出比男性更浅的肤色，好让她们可以从阳光中吸收更多的紫外线，以合成维生素D。这在热带地区是个挑战，因为在日照多的地方，肤色不能太浅——如果太浅，阳光会破坏人体的叶酸，但肤色太深，阳光的穿透力不足，维生素D的产量又可能不足以应付孕期和哺乳期的需求。女性的肤色，比男性更需要经常保持一种微妙的平衡。

人类的不同肤色具有很重要的生物学上的功能，并非为了“美观”或其他“肤浅”的原因而有所不同。皮肤看起来结构简单，但它是人类最大的一个器官——人全身的皮肤重达4千克。肤色攸关人类最基本的健康和生存。人在紫外线强弱不同的地区，需要演化出深浅不同的肤色来合成维生素D，并保护人体内的叶酸，否则健康状况欠佳。人的肤色会随着不同地区的紫外线强弱而改变，也显示人类是一种具有高度适应和演化能力的物种，从而可以存活在世界上几乎每一种生态环境中。


四、肤色和基因



人类的不同肤色，可以从演化的角度去观察，从合成维生素D和保护叶酸的两大功能去解释。那么，从基因的层面看，人的不同肤色，又是由什么基因控制的？

2005年，美国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医学院癌症基因研究中心一个由华裔遗传学家郑琦（Keith Cheng）领导的研究团队，在《科学》期刊上发表一篇论文，142第一次揭开了人类肤色的基因之谜，找到了欧洲白人肤色之所以会白的其中一个基因——SLC24A5。

郑琦的研究团队原本并非研究肤色的基因，而是要研究癌症的基因，不料却有了意外的发现。他们以常见的实验工具斑马鱼来做实验。正常的斑马鱼身上有一条条黑色斑纹。他们发现这种鱼有一个变种，其中有一个基因SLC24A5发生了变异，无法合成黑色素，以至于鱼身上的黑色斑纹变成了金色条纹，昵称为“黄金”（见图8.5）。后来，团队在人、鸡、狗和牛等生物身上也找到了这个基因，证明它是控制黑色素产生的一个基因。一旦科学家把正常的SLC24A5基因注入变种的黄金色斑马鱼，它就又能恢复黑条纹了。

科研人员推论，当原生种的智人离开热带非洲，来到欧洲时，其中有一些人带有这种SLC24A5的基因变异，肤色天生就比较白。在日照普遍不足的欧洲，这些人反而具有演化生存上的优势，可以成功孕育更多后代，因为他们可以合成足够的维生素D，比较健康。没有这种基因的人及其后代，则健康状况不佳，存活率比较低，最后灭绝。有这种好基因的人，便可以把它遗传给他们的子子孙孙。几千年后，这种基因横扫欧洲。欧洲人普遍带有它——肤色也都变白了。

现代人（智人）在大约6万年前走出非洲，在大约4.5万年前抵达欧洲。过去，学者一般假设，智人一抵达欧洲，肤色就变白了。但近年的基因研究显示，事情没有这么简单。欧洲人普遍拥有白肤色，可能是非常近代的事，大约在8 000年到6 000年前。而且，白皮肤在欧洲各地出现的时间也各不相同。1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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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5　（上）正常的斑马鱼，条纹为黑色；（下）变异的斑马鱼，条纹为金色（Keith Cheng/Science）


例如，在8 500年前，西班牙、卢森堡和匈牙利的早期狩猎—采集者的肤色比较黑，因为他们没有SLC24A5以及另一相关的SLC45A2白肤色基因。然而，在更北方的欧洲，日照更少，在瑞典穆塔拉考古遗址出土的七具拥有7 700年历史的古尸，却带有SLC24A5和SLC45A2基因。他们甚至还带有第三个基因HERC2/OCA2。有这个基因的人，会有蓝眼睛和金头发。144由此看来，当欧洲北部的狩猎—采集者已拥有白皮肤和蓝眼睛时，欧洲中部和南部的人的肤色仍然比较深。

接着，近东地区的农耕者移居到了欧洲。他们拥有白肤色的两种基因，跟当地的狩猎—采集者交配后，便把他们的白肤色基因传给欧洲中部和南部的人。到了大约6 000年前，整个欧洲地区的人才普遍拥有白皮肤。

一提到英国人，大家一定会想到他们的皮肤白皙。但2018年2月，英国自然历史博物馆发表的一项研究报告145却让人大跌眼镜。这项研究最引人注目的对象，是1903年在英国西南部出土的一具智人遗骸化石——著名的切达人（Cheddar Man，见图8.6）。

科研人员从他头部遗骨中抽取出古DNA，为他做了全基因组测序。他的基因显示，这位活在约1万年前的英国人，拥有深褐色皮肤、蓝眼睛和黑色鬈发（见图8.7）。这是一种奇怪的组合，跟现今的英国人完全不同。这再次佐证，欧洲人的白皮肤，大约在6 000年前才普遍变白。这也显示人类的肤色演化经历了漫长的时间。若以智人在4.5万年前抵达欧洲算起，到6 000年前才普遍变白，那等于花了约3.9万年的时间。

但有另一个可能是，切达人和他的先祖在抵达欧洲数万年后，肤色仍然是深褐色，那表示他们的肤色其实并没有在演化，还不需要靠紫外线来合成维生素D。英国自然历史博物馆古人类学家斯特林格说，在这些欧洲早期的居民靠狩猎得来的肉食中，就含有丰富的维生素D，不必靠阳光去合成，所以他们没有感受到演化的压力。一直到6 000年前，农业从近东传到欧洲，人们的主食从维生素D丰富的肉食改为维生素D贫乏的植物杂食类，才需要演化出白皮肤来吸收紫外线，以合成维生素D。146农业传到欧洲的时间点，正好跟欧洲人的肤色普遍变白的6 000年前约略同时，这应当不是偶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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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6　英国切达人的骨架（英国自然历史博物馆）图8.7　约1万年前的英国人，根据基因组重建的切达人塑像——深褐色皮肤、蓝眼睛和黑色鬈发（英国自然历史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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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切达人和欧洲人的这些案例可以知道，人类不但可以从阳光中，而且可以从肉食中摄取维生素D。科学家估计，人体内的维生素D约90%靠阳光合成，只有约10%来自食物。如今，曾任美国总统的奥巴马和许多肤色深的非洲裔黑人、印度人和巴基斯坦人，移民到了日照不足的北美、北欧和英国等地。如果他们体内的维生素D不足，则需靠食物中的维生素D来补充，或服用维生素D补充剂。目前欧美许多国家的食物里面，比如面包和牛奶，都添加了维生素D，这有助于解决问题。这是一种“文化演化”（cultural evolution），通过人类发明的文化和科技手段，帮助人们去适应新的生态环境，不必靠人体的“生物演化”（biological evolution）。

至于东亚人（中国人、日本人、韩国人、越南人）的皮肤，一般说是“黄皮肤”，其实属于一种浅色系，黑色素已退化许多。纬度越高，东亚人的肤色一般越浅，女性更是比男性白。东亚人的肤色基因目前还未知，但可能跟ASIP和OCA2基因有关联，跟欧洲人的SLC24A5基因不同，可能是分别独立演化出来的，是一种“趋同演化”（convergent evolution）的现象。147至于东亚人的肤色，在数万年前，是否也跟英国切达人一样，经历过一个“肉食时期深褐色”的阶段，直到农业起源后（在中国大约为8 000年前），才慢慢演化成现在的浅棕色？这点目前似未有学者研究，详情不得而知，但或可如此合理推论。

人类肤色基因的研究，目前刚起步不久，有好些细节不明。我们现在可以确定的是，控制人类肤色的基因不止两三个，可能多达数十个甚至数百个，错综复杂，有许多问题有待研究。未来，古基因组专家应当也可以从数万年前（甚至数十万年前）的古人类化石中提取古DNA，为他们做全基因组测序，从而加深我们对古人类肤色演化的认知。


第九章　文明人还在演化吗

40多年前，我年轻的时候，也跟大学历史系的许多师生一样，“傻傻”地以为，人类最早的历史，就是“文明史”，因为历史系都有一门课，叫“世界文明史”或“中华文明史”之类的，讲的是号称人类“最早”的历史。虽然号称“最早”，但这些课大抵只是从新石器时代，从农业和城市的兴起讲起，起点大约在1.2万到1万年前，一点都不算“早”。至于更早的人类历史，比如说2万年前的，历史系就不教了，因为没有文字记录，没有任何“材料”可教。于是，我又“傻傻”地以为，人类的历史大约就是1万年左右吧。炎黄子孙传说中的那位始祖黄帝，不就只有5 000年的历史吗？中国的历史，一般也说是“长达”5 000年。人类的历史1万年，够“长”了吧，很合理啊。

一直到后来，我读了人类演化史的许多英文论述，才惊觉人类的历史不止1万年，而是至少600万年，从人跟黑猩猩分离那时算起！

如果你修世界文明史或中华文明史这些课的目的，是要弄清楚人是怎么来的，中国人（或东亚人）又是怎么来的，那么这些课大概对你没有什么用处，因为它们的重点，就在课名上所标示的“文明”二字——只讲人类创造了“文明”的历史，不理会人类创造文明之前那段更漫长的“野蛮史”。所谓“文明”，指人类发明了农业、创立了城市等。实际上，对我来说，人类的野蛮史（演化史）反而更有趣。如果你不懂人类的野蛮史，大概也无法真正欣赏人类的文明史。

然而，在现代的大学，由于学术的分工，文明史通常放在历史系，人类演化史则一般放在人类学系（但也不是每所大学都开这种课），因此历史系出身的师生往往只知道文明史，却不熟悉人是怎样演化而来的那段野蛮史（或称“文明前史”）。

我们在本书前面几章见过，在“文明前史”的600万年期间，人怎么跟黑猩猩慢慢走上不同的演化道路，从“像猿”的模样演化成“像人”的样子。人又是怎样花了大约400万年，才从黑猩猩那种摇摇晃晃的四足行走，演化到今天灵巧的双足行走，最后终于走出了人类的诞生地非洲，向全世界扩散。到了大约1万年前，这些“野蛮人”（现代智人）、原始的狩猎—采集者，来到了中东的两河流域，发明了农业，建立了城邦，变成定居的农牧者。人类这才进入了“文明史”。我们一般说，“中国有5 000年的历史”。这句话其实有点语病，不完全对，应当说“中国有5 000年的文明史”，才算正确。

文明史的内容是大家比较熟悉的，但并非本书的主题。这里就不涉及了。在这一章，我想谈一谈演化史上的一个常见问题：经过600万年的演化，今天的“文明人”还在演化吗？


一、文化演化和生物演化



人和其他动植物一样，是一种演化而成的生物。从600万前跟黑猩猩的祖先分手以后，人就一直在演化，演化成今天智人这个样子，已经跟猿类相差很远了。而今，人不但能够流畅地双足行走，而且发明了石器，衍生出语言能力。更动人的是，人在过去约1万年中终于进入了文明史（黑猩猩还没有），发明了农耕和畜牧酪农（农业革命），创造了城市和上帝（宗教），设计了管理老百姓的种种政治和经济制度，更是走进工业革命，发展出种种科技和医学，甚至可以把人送上月球，并开始探索火星。

那么，人是否还在继续演化当中，将来又会演化成什么样子的新物种人类？又或者，人和所有生物一样，终有一天也必定会灭绝，就像恐龙灭绝一样，由其他更聪明、更有优势的物种替代？

人是否还在继续演化？科研人员分为两派。一派认为人已经停止演化，其代表人物是哈佛大学已故的知名生物学家古尔德（Stephen Jay Gould）。他认为，人在四五万年前，就停止了生物演化，身体内没有任何生物学上的变化。他的主要论点是，人既然有了文化和文明，就可以用文化的工具来取代生物演化。比如，人发明了针和线之后，便可以缝制兽皮或树皮衣服来抵御寒冷，所以人的身体便不需要像北极熊那样，演化出厚厚的皮下脂肪来御寒。这便是一种文化演化，和生物演化相对。火的发明，也正是一种文化演化，可以让人类去征服北国的冬天，而不需要做身体上的调整（生物演化）。

不过，古尔德等人属于20世纪的老派生物学家。当时，遗传基因学还未盛行。他们几乎没有什么基因证据可以引用。但到21世纪，科学家有了许多古人类和今人类的全基因组数据，进一步认清文明人（现代智人）不但没有停止演化，反而演化的速度比从前更快了。


二、乳糖耐不耐



事实上，就在过去的1万年，人类进入文明史之后，我们的身体仍然在演化当中。比如，欧洲人的肤色，是在大约8 000年到5 000年前，才从原本的“非洲黑”演化为白色（见第八章）。青藏高原、南美洲安第斯山脉和非洲埃塞俄比亚的高山人口，是在约1.25万年前演化出适应能力的，可以在高山缺氧的环境中存活（见第二章）。澳大利亚的沙漠，白天酷热，温度达到40摄氏度以上，夜晚则降到0摄氏度以下，但澳大利亚原住民的祖先，在5万年前抵达之后，便在8 000年前左右产生基因突变，演化出适应能力，可以让他们的子孙后代在如此恶劣的环境中生活。148不过，文明人最近的演化，最常被人引用的一个例证，便是著名的“乳糖耐不耐”的课题。

人在婴儿时期，都具有天生的乳糖能耐，也就是说，婴儿不管吮吸母乳，还是喝婴儿奶粉，都没有问题，可以消化母乳或牛奶中的乳糖，从中摄取营养。但过了婴儿期，断奶之后，到少年和成年阶段，人便失去这种消化乳糖的能力，以至于世界上有不少人无法喝奶，喝了就会腹胀、腹泻等。

然而，在欧洲和非洲那些酪农业发达的地区，却有不少成年人依然能够享用牛奶和乳制品。而东亚非酪农区的大部分人却不能喝奶，也不喜欢乳制品。为什么？

这正是人类演化史上一个有趣的课题。

在文明史之前的600万年，人只有在婴儿时期才需要喝母乳。大约3岁断奶之后，人从此便没有机会再喝奶了，于是他们消化乳糖的能力便毫无作用，慢慢退化了。不料，到了大约8 500年前，近东地区的农人驯服了牛羊，开始了畜牧酪农业，学会了生产大量牛羊奶，再把这种技术传到欧洲。这些地区的人们如果不能喝奶，就会丧失一大重要养分，存活概率也将大大降低，后代也少，且不健康。至于那些能喝奶的人，存活概率便大大提高，且更健康、更健壮，可以孕育更多的后代，把不能喝奶的人淘汰。

同一酪农区的人，为什么有些人能喝奶，有些人不能？答案是：他们的基因不同。能喝奶的人，他们的乳糖酶基因曾经在基因复制过程中发生了突变，可以合成乳糖酶，用以消化乳糖，可以喝奶。这是一种“好”的突变，且可以传给后代，后代也都能喝奶了。至于不能喝奶的人，他们没有这种基因突变，不能合成乳糖酶，无法消化乳糖，无法获得牛奶中的重要养分，健康状况欠佳，也无法孕育更多的下一代，最后被淘汰了。一种好的基因突变会受到“正选择”，会被保留下来，会快速“横扫”整个人口，让族群中的大部分人及其后代受惠，有生存上的优势。

今天，在欧洲和非洲的牧区，也并非人人都有乳糖能耐，但拥有乳糖耐受基因的人，远远比乳糖不耐者多。欧洲人的乳糖酶基因，又跟非洲人的不相同——两者是在过去1万年到5 000年前，分别独立演化出来的。149在东亚和东南亚非牧区，则是乳糖不耐者远比乳糖耐者多。然而，在这些地区，乳制品并非主要产品，也不是成年人的主要食品，所以他们从未遭受到演化压力，不需要演化出乳糖耐受基因。

值得注意的是，这个乳糖耐不耐的问题，是在人类进入文明史之后才产生的。在文明史之前，没有畜牧酪农业，所以这个问题不存在。这可以证明在最近的1万年，人类的身体并没有停止演化，仍然随时可能发生生物学上的改变，以应付新的农牧环境。文化没有取代生物演化，反而导致新的生物演化。

举凡生物，都会演化，人也不例外。除了病菌，最新最好的另一个案例，就是2020年攻陷全球的新冠肺炎，其病毒后来不断演化为德尔塔毒株、奥密克戎毒株等。生物界再次向我们展示了演化的伟大力量，连肉眼看不见的病毒也有基因，也会自然发生基因突变而演化，人又岂能逃过生物界这个最根本的法则？


三、耐砷基因



人类身体的适应和演化能力不可小看。像砷这种剧毒，原本对人体有莫大的伤害。然而，在南美洲阿根廷西北部安第斯山脉的许多偏远村庄（见图9.1），水资源短缺，地下水的含砷量极高，比世界卫生组织（WHO）所认定的安全标准高20倍或以上，但人们别无选择，只好饮用这种含砷的地下水。不过，2015年的一项基因研究显示，他们的身体竟然有一种突变的砷基因AS3MT，可以更迅速地把水中的砷代谢掉，因此那里的人们可以喝这种含砷水。150这种演化出来的本领，是如何产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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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9.1　南美洲阿根廷西北部安第斯山脉的一个偏远村庄，地下水的含砷量极高（Guigue）


最初饮用这种含砷水的人，肯定有不少会因中毒而慢慢死去，但必定另有一些人天生就可以喝这种水而没事，因为他们有突变的基因，足以代谢水中的砷。这些人便存活下来，于是又把这种“好”的基因突变遗传给一代又一代。数百年之后，没有这种基因突变的人便慢慢中毒死去，只剩下那些有基因突变的人和他们的后代。数千年后，这个突变基因便“横扫”整个地区的人口——几乎人人都“继承”这种“特异功能”了。

这个案例，也清楚展现了人类差异、演化和自然选择的密切关系。现代智人虽然是同一个物种，但这个物种中的每一个个体却有微小的基因差异。也就是说，每个人的耐砷能力不一样。那些耐砷能力特别强的人，是因为拥有突变不同的耐砷基因，跟其他不耐砷的人不一样。演化要能发挥作用，前提是人类必须先要有人类差异和基因突变。在安第斯山脉这样的含砷环境中，那些拥有耐砷基因的人便能存活下来。所谓“适者生存”的真正意义，并不是说一个人的身体好，就能存活下去，而是说他拥有某种“合适的基因”，某种和常人不一样的突变基因，因而可以“适应”某种恶劣的环境而活下来。由于基因（包括基因突变）是可以遗传给后代的，因此这种耐砷的“特异功能”，也就可以一代传一代了。

2017年，另一支研究团队在南美洲智利的阿他加马沙漠安第斯山脉地区所做的另一项研究，也证实这个地区的人口有耐砷基因AS3MT，可以喝含砷水而未呈现出任何病征。团队估计，这个山区人口已经在这样恶劣的环境中生存了7 000年，显示他们已演化出新的身体变化，以应付含砷的环境。151

水中含砷看起来像是个环境污染问题，但其实它也是个自然现象，因为砷的来源是山脉底下矿石所含的砷渗入地下水。南美洲安第斯山脉人口的这个耐砷基因深具意义，可以给我们不少启示。

第一，现代智人是在“最近”，即大约1.5万年前，才扩散到南美洲的，所以智人可以喝含砷水的这种身体变化，是在文明史之后才发生的。这不但证明文明人仍在演化当中，而且可以推论，人类将来在需要的时候，应当也可以演化出其他“特异功能”、其他基因突变来化解环境中的污染，比如空气中的霾害、水源中的塑胶微粒等。当然，这样的演化需要长时间，并非数十年或数百年可以达到，可能需要数千年的时间。但从演化时间上来说，数千年根本微不足道，宛如“一眨眼”之间。

第二，许多生物早就具备能力，可以适应有毒的环境而存活，关键在于基因突变。最好的一个例子，要算病菌（一种生物）跟抗生素之间的永恒战争。抗生素刚刚被研发时，往往有效，可以杀死病菌，但病菌也会演化，不断发展出新的突变基因，以应付抗生素，最后产生抗药性，使抗生素无效。于是，人类又得研发更强大的抗生素，以对付那些“杀不死”的“超级病菌”。

但我们对人类适应有毒环境的能力，目前所知很少——耐砷基因算是第一批，也是意义深长的一个。这意味着，人类目前做不到的事，将来（数千年后）却可能通过生物演化做得到。这为人类征服外太空、移民到火星等星球带来了希望。从这点来看，我们或许不必太过悲观看待未来的环境污染，以及气候变迁所带来的种种灾害。这或可通过人体的不断演化来解决，就像病菌不断在突变和演化，跟抗生素不断抗争一样。


第十章　结语

一、达尔文：壮伟的生命观



许多学者认为，达尔文的《物种起源》跟19世纪的许多科学著作一样，有不少地方难免“过时”了，比如它涉及物种形成（speciation）和遗传学的部分。但在科学史上，它具有创世记般的非凡意义，因为它教导我们以另一种观点，即演化的观点，来看待我们这个世界上的万物。

你如果没时间、没兴趣读完这本厚达400多页的大书，那么你至少应当读一读此书最后一章的最后一句。这一句写得极有诗意。我第一次读时，深受感动。最近为了翻译这一句，我白天默诵再三，晚上做梦都会梦见这一金句。达尔文是英国维多利亚时代的人物。他那个时代的英文句子一般都写得很长，语法结构复杂，但有一种特殊的节奏，要直接读英文原文才能欣赏它的美：

There is grandeur in this view of life, with its several powers, having been originally breathed into a few forms or into one ; and that, whilst this planet has gone cycling on according to the fixed law of gravity, from so simple a beginning endless forms most beautiful and most wonderful have been, and are being, evolved.

这样的生命观有一种壮伟：最初的几个或单个生物，被“吹了气”而有了生命；当地球在地心引力定律作用下，不断地运行（数十亿年），从如此简单的生命开始，却演化出无穷无尽最美丽最令人赞叹的其他种种生物，而且这些生物，从过去到现在，都还在继续演化当中。（赖瑞和译）

从英文句子结构看，这一大段虽长，但其实只有一句。现代英文作家很少会写得如此冗长复杂，一般会分成三四句。它总结了达尔文这本书的要义：地球上的生命，是在大约38亿年前从“几个或单个”单细胞体开始，但当地球在“地心引力定律作用下，不断地运行”数十亿年之后，从“如此简单的生命开始”，却“演化出无穷无尽最美丽最令人赞叹的其他种种生物”，如今仍然在演化中。

文中“forms”一词出现两次，指“forms of life”（形形色色的生物）。许多中译本译成“类型”，反而不知所云。以这种演化观点来看生命的起源和万象，达尔文的感叹是：“这样的生命观有一种壮伟”，一点也不逊于西方《圣经》传统上“神创造了万物”的观点。

是谁最先给当初那“几个或单个”生物赋予生命力的？在《物种起源》的第一版，即1859年11月24日出版的那个版本（上面的引文即取自这个版本）上，达尔文并没有清楚说明这些最早期生物的生命是怎样来的。他这本书是要证明，万物皆从演化而来（不是神创造的），但在19世纪宗教信仰仍占主流的英国，他不敢如此“露骨”地说万物皆为演化的产物。所以他用了一个被动式的动词，含糊说这“几个或单个”生物“被吹了气”（breathed），也就是有了生命，但并没有说是“谁”在“吹气”。

不过，熟悉《圣经》的读者应该知道，“吹气”这个用语，其实典出《圣经》——“吹气”的人，正是上帝。神“吹气”使他用泥土创造的人有了生命。这生动的意象就出现在《圣经·创世记》（和合本2.7）：“耶和华神用地上的尘土造人，将生气吹在他鼻孔里，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达尔文虽然用了这个《圣经》典故，但还是略有保留，不愿明说是神“吹气”，似乎刻意模棱两可，因为在字面意义上，演化也可以说是一个“吹气”者。

现代科学家普遍认为，地球生命的起源，是水和某些化学元素产生的化学反应，导致单细胞生物，如蓝菌的诞生。在以后数十亿年的时间里，这些单细胞生物就慢慢演化成如今我们所见到的千千万万种复杂的生物。

然而，《物种起源》出版后，舆论却纷纷质疑达尔文的演化论。于是，他在1860年1月的第二版中，便不得不说得更明白，稍做让步，增添了“被造物主吹了气”（breathed by the Creator），也就是被神吹了气，似乎想平息争论，虽然他骨子里恐怕不相信这点。如果相信，那他这本大书岂不是白写、白费功夫了吗？从此，《物种起源》以后的版本，也就遵从了第二版中的表述。但达尔文在1863年写信给一个知己朋友说，他后悔添加了“造物主”这个《圣经》用语。由此看来，我们阅读和引用《物种起源》，应当采用它的第一版才对。那才是最原汁原味的达尔文。


二、我们的身体里有一条鱼



我们常说，人和黑猩猩有一个共同的祖先。但更准确地说，这个祖先只不过是“上一个共祖”（the last common ancestor）罢了，并非唯一一个。英文里所说的last，意思不是“最后”，而是“上一个”。比如last week，意思是“上个星期”，不是“最后一个星期”。“上一个共祖”，离我们距今有600万年的历史。但人类的共祖其实不止一个。如果我们要追溯人类更远的上上一个共祖、数亿年前的共祖，那就几乎没完没了了。比如，在2 500万年前，人和猴子有一个共祖。更远一点，人和爬行类动物也有一个共祖。再远一些，在3.75亿年前，人甚至和鱼也有一个共祖。

这是因为世间的万物（包括人类），都可以追溯到38亿年前达尔文所说的那“几个或单个”生物。想想看，从当初“几个或单个”生物，却演化出如今“无穷无尽最美丽最令人赞叹的其他种种生物”，包括鱼、两栖动物、蛇、恐龙、大象、黑猩猩和人，甚至还包括各种树木、草本植物等，而且它们到现在还在继续演化当中。这不是很“壮伟”吗？

许多人（尤其是那些时髦的男女文青）最爱问：“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将往何处去？”从生物演化史的角度看，这些问题有相当明确的答案，一点也不“玄”或“炫”，也不需要什么哲学思考。哲学反而会把问题弄得更复杂，更难被解决。

说白了，你只不过是那“无穷无尽最美丽最令人赞叹的其他种种生物”之一。在38亿年前，你是那个单细胞的生物。到了大约3.75亿年前，你是水中的一条鱼。现在你身体里的那根椎骨，就演化自你平日吃鱼时丢弃不吃的椎柱。鱼的历史比人的历史古老多了。

美国芝加哥大学古生物学家尼尔·舒宾（Neil Shubin，见图10.1）和他的研究团队，2004年在加拿大北极区找到一条3.75亿年前的鱼化石，给它取名为“提塔利克”（Tiktaalik，见图10.2和图10.3）。这是一个过渡物种，介于水中肉鳍鱼类（sarcopterygians）和陆上四足动物（tetrapods）之间，为水生动物如何爬上岸，演化成陆地动物，提供了绝佳的化石证据。152它的鱼鳍变成四足动物的四肢（人的双手和双脚）。后来的四足动物，如爬行动物、哺乳动物、灵长类（包括人类），都是这种始祖鱼的后代。2009年，舒宾把他的研究发现写成一本通俗的科普书，书名叫Your Inner Fish[1]。台湾生物学者杨宗宏把它译成《我们的身体里有一条鱼》，极为贴切传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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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0.1　美国芝加哥大学古生物学家舒宾（芝加哥大学新闻室）



[image: ]
图10.2　古生物画家笔下的提塔利克。注意它那强有力的鱼鳍，后来演化成四足动物的四肢和人的手脚（Zina Deretsky/National Science Foundation/Public Doma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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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0.3　提塔利克重构图，显示它的脊柱和鳍骨（Ne l Shubin）


你现在还在演化中，只是你自己不知道，也看不见。但你若了解演化史，会知道这是真的。想想看，你这弱小的身体，竟是万物演化中的一个小小环节，为生物演化默默做出贡献。知道了这一点，或许你也会油然地生出一种自豪感、谦卑感、神奇感，即达尔文所说的“壮伟的生命观”。

人类将往何处去？如今科技发达，人类似乎是万能的，好像可以永远存活下去，永远不会灭绝。但在生物学上，没有一种生物可以长生不死。所有生物只不过是演化史上的一环，都有灭绝的一天。美国乔治华盛顿大学演化生物学教授派伦（R.Alexander Pyron）2017年发表评论说，地球上的生物曾经超过500亿种，现在99.9%都已经灭绝了，或演化成其他物种。物种灭绝本来就是演化的一部分，不必大惊小怪。它甚至是推动演化的引擎。物种灭绝后，会衍生出新物种。153

像我们这个智人种，有一天肯定是要绝种的，或演化成其他更能适应未来环境的新物种人类。问题不是“会不会”灭绝，而是“什么时候”灭绝。恐龙在地球上横行称霸了大约1亿多年后，还是灭绝了。直立人在地球上存活了约200万年，也绝种了。智人的历史目前只有大约30万年（见第七章）。如果比照直立人的案例，智人大约还可以再活170万年，且智人现在有70亿以上人口，暂时还不至于“濒临绝种”。我们大可不必过于担心——继续勇敢活下去，继续繁衍，继续演化，以完成我们的使命吧。



[1]2009年8月，此书由中信出版社出版，书名为《你是怎么来的》。——编者注



附录一　人类物种一览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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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1：本表主要根据Daniel Lieberman，The Story of the Human Body，2013，p.52 and p.102，并补充最新材料。

注2：中文论述中常见的元谋人、蓝田人、郧县人、北京人、和县人、大荔人、崇左人、道县人、资阳人、田园洞人、澎湖原人、山顶洞人等，并非严格的物种名，只是一种“俗称”。他们一般被归类为直立人或智人，或介于直立人和智人之间的“古老型人类”（“过渡类型”）。

注3：弗洛勒斯人和吕宋人，是在国际学报上正式描述和定名的物种（化石种），有别于直立人或智人，所以列在上表中。

注4：各物种的存活时间，有许多不能确定，常会因新材料的发现而修改。各家的说法也不尽相同。以上所列，仅供参照。



附录二　为什么是『演化』而非『进化』

本书几乎全用“演化”一词，只有在极少数几个地方，为了顾及引用的原文，才用“进化”，比如提到吴新智的论点“连续进化，附带杂交”。读者的第一个反应很可能是：“大家都说进化，为什么你要用演化？”本文拟略为解说为什么。近年来，在古人类学界，使用“演化”一词的专业论文越来越多，例如高星的《朝向人类起源与演化研究的共业：古人类学、考古学与遗传学的交叉与整合》154。这是可喜的现象。希望我们将来能够摆脱“进化”的旧思维，可以“进化”到改用“演化”。

相反，在中国台湾地区和海外几个中文地区，如马来西亚、新加坡、美国、加拿大等地，他们的生物学教科书、通俗读物和报纸杂志，早已普遍使用“演化”，很少见到“进化”。台湾学者更经常撰文，认为“演化”才能正确表达英文evolution的核心概念。

最关键的一点是，英文的evolution是没有方向的，可以指生物从简单变复杂，从小变大，但也可以指生物从复杂变简单，从大变小。这种双向的演变，都可以用“演化”一词来描述。然而，“进化”就没有这样的弹性了。它是单向的，表示从低等到高等，从简单变复杂，从小变大，从落后变进步，隐含着一种“进步”的思维。“演化”则是中性字眼，不含“进步”或“落后”的价值判断，在科学论述上更客观可取。

以本书讨论过的人类演化细节来说，人的脑容量从小变大，可以说是“进化”，但说是“演化”可能更好。然而，在200万年前的人属时期，人的手臂由长变短，是进化、退化，还是演化？从进化的角度看，恐怕是人的手臂“退化”了、变短了，因为直立人这时候不再爬树、栖息在树上，手臂的功能大大退化，所以变短，应该不能说是一种“进化”。这时，若改用“演化”来表述这一变化，应当更恰当。

再以本书第八章《人类肤色的演化》为例。人原本局限在非洲的时候，肤色是黑色系的，但人走出非洲，向全世界扩散以后，便需要在某些紫外线没有非洲那么强烈的地区，“演化”出比较浅的肤色，如欧洲人的粉白色和东亚人的浅白到浅黄色，以便更有效地合成人体所需的维生素D。这种现象，是“进化”吗？不是。浅色系不代表“进化”或“进步”，它只不过是最适合人类在紫外线弱的地区赖以生存的肤色。同样，黑色系皮肤不表示“退化”或“落后”。它是人类在紫外线强烈的地区（如非洲和南亚次大陆）最适合生存的颜色（详见第八章的讨论）。

如果把第八章的标题改为《人类肤色的进化》，把欧洲和东亚的浅色系看成“进化”，那岂不等于暗示非洲和南亚的黑色系肤色是“退步”的、“落后”的吗？这恐怕会引发许多问题，构成种族主义的论调，遭到世人的挞伐。改用“演化”不但正确，而且可以避免这一类争议。

2009年，适逢达尔文诞辰200周年和他的大师之作《物种起源》出版150周年，学界有不少纪念活动。美国芝加哥大学生态与演化科学系的杰里·科因教授，一位专门研究物种起源的学者，为此特别写了一本科普书Why Evolution Is True。他的中国同事龙漫远，是同系的巴帕芝安杰出服务讲座教授（Edna K.Papazian Distinguished Service Professor），一位专门研究基因起源和演化的学者。龙教授读后大为赞赏，于是辗转将它推荐给当时在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念博士的叶盛，让其翻译成中文。中译书名改为《为什么要相信达尔文》（北京科学出版社，2009）。龙教授在最后审读译稿时，发现叶盛用“进化”来翻译原书的evolution及其动词evolve，觉得不妥，于是强烈建议出版社把“进化”全部改为“演化”。出版社也听取了龙教授的意见。

后来，龙教授特地写了一篇文章《“演化”而非“进化”——对〈为什么要相信达尔文〉一文翻译的说明》155，解释为什么要用“演化”而非“进化”。他反对使用“进化”，最重要的一个理由，就是“自然界没有一个从简单到复杂的必然的进化规律”。他说：“每年我们和杰里（《为什么要相信达尔文》一书的作者）都要就这个问题给学生讲课。假如他知道你们用了‘进化’这个词，他就要找你的：‘你怎么能用这么个词呢？’他们对书的传播是非常在意的。”

在文章的结尾，龙教授又语重心长地说：“我希望国内的公众得到正确的信息，以后再重编《辞海》《新华词典》《现代汉语词典》之类工具书的时候，有一个正确的描述。原来很多人认为这只是约定俗成，但这个约定俗成是和定义连在一块儿的，如果你讲‘进化’，你心里就想：‘哦，生物的变化是有方向的。’你就错了。所以这个错误已经不是语言文字的错误，是定义错误，描述的错误，对公众的理解有误导。”

我非常赞同龙教授的论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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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EAKTHROUGH OF THE YEAR
Ardipithecus
ramidus

* A rare skeleton draws back the curtain of time to reveal
the surprising body plan and ecology of our earliest ancestors

‘ONLYAHANDFUL OF INDIVIDUAL FOSSILS HAVE
become known as central characters in the
story of human evolution. They include thefrst
‘ancient human skeleton ever found, a Neander-

" tal from Germany's Neander Vally; the Tuung
child from South Afrca, which in 1924 showed
for the first time that human ancestors lived in
Africa; and the famous Lucy,
whose partal skeleton further
revealed akey stage inour evo-

Her discoverers named her spe-
cies Andipthecus ramidhs,from e
Afar wonds for “root” and “ground to
descrbe a grouwnd-iving ape near the oot ofthe.
‘uman family ree. Although some hominins
are even older, Ardi s by far the most complete
specimen of such aniquity. The 125 pieces of
her skelton include most of the skull and ecth,
as wellas the pevis, hands, ams, ks, and fect

(The 47-million-year-old fossl of the carty

By hand or by foot? Ari's oot ight hasan oppas-
able toefo gasping branches.

Ardi’s unusual anatomy was unlike that of
living apes o later hominins, such as Lucy.
Instead, Ardi reveals the ancient anatomi-
cal changes that laid the foundation for
upright walking.

lution. In 2009, this small cast
‘80t new member: Ardi, now

" the oldest known skeleton of
a putative human ancestor,
found in the Afar Depres-
sion of Ethiopia with parts
ofatkeast 35 otherindivid-
uals of b specics.

Ever since Lucy

was discovered in 1974,
rescarchers wondered what
her own ancestors looked
Jikeandwhere and how they
might have lived. Lucy
was a primitive hominin,

" with a brain roughly the
size of a chimpanzee’s,
but at 3.2 million years

primate called Ida s also com-

plete, but she is not a direct ancestor 0

humans, as initially claimed during
her debut this year)

‘When the frst fossils of Ardi's spe-
cies were found in 1994, they were imme-
diately recognized as the most impor-

tant since Lucy. But

the excitement was
quickly tempered by
Ardi’s poor con
tion: The larger bones

were crushed and
brittle, and it took a multidisci-
plinary team 15 years 10 exca-
vate Ardi, digitally remove
distortions, and analyze
her bones.

old, she already walked Ardi’s long-
upright like we do. Even awaited skeleton was.
the carliest members of finally umveikedin 11

her species, Australo-
pithecus afarensis, lived
‘millions of years afler
the last common ances-
tor we shared with chim-
panzees. The first act of
the human story was
sl missng.

Now comes Ard,
2 4.4-million-year.
old female who
shines bright new
light on an obscure
_ time in our past

‘papers in print and
online in October
(Science, 2 October,
Pp. 60-106). Her
discoverers proposed that she
was a new kind of homiin, the
family that includes humans and
our ancestors but not the ances-
tors of other
living apes.
They say that

BREAKTHROUGH ONLINE.
or an expanded verion of s
section, wah referonces, hrks
- and multimedia, se wuw.
Sciencomag org/bioy2009
Snd sciencacareers.org

Notal
that Ar. ramidus was ou ancestor or even 3
‘hominin. But no one disputes the importance:
of the new evidence. Only a half-dozen par-
tial skeletons of hominins older than 1 mil
Tion years have ever been published And hav-
ing a skelton rather thanbis and picces from
different individuals not only
provides a good look at the
‘whol animal but also serves
a2 Rosetta stone 10 help
decipher more fragmen-
tary fossls. As the expected
debate over Ardi's anatomy and relations to
other primates begin, esearchers agree that
she and the other specimens of her species.
provide a wealth of new and surprising data
on some of the most fundamental questions
of human evolution: How can we identify the
carlies members of the buman amily? How
id pright walking evolve? What did ourlast
common ancestor with chimpanzees look
Tike? From pow on, rescarchers asking those:
questions will reer o Ardi.

Body of evidence
A’ biggest surprise i that she was not tra-
sitional between Austrulopithecus and a com-
mon ancestor that ooked like iving chimpan-
2cesand gorills. Sanding 120 centimeterstal,
Ardi had a body and brain only sightly larger
than a chimpanzee’s, and she was far more.

Anclent upstart. Ardi may have moved upright on branches and on
the ground, a key step in the evolution of upright wak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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